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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赴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進修報告

知識管理暨美國聯邦檢察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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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稱：檢察官黃元冠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2003.08.16至2004.08.15
前        言

初任檢察官不久，即有幸參與前法務部長陳定南先生所爭取到的選赴檢察官出國進修計畫，並得到現任法務部施部長茂林先生、時任高雄地檢署檢察長之現任常務次長朱楠先生、時任檢察司長之現任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蔡碧玉主任檢察官、現任台中地檢署江惠民檢察長及高雄地檢署王俊力主任等檢察前輩的提攜及推薦，始能通過層層徵選考核，得以順利依92年度法務部選赴美國大學法學院進修計畫，奉准以公假進修方式，自92年8月16日起，前往位於美國東北部康乃迪克州紐海文市(New Haven)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法學院進行為期一年的進修。

進修期間，在耶魯大學法學院註冊研修刑事訴訟法、公訴、偵查、證據法、刑法以及聯邦刑事偵查實務等有關刑事程序課程。迄93年1月間，在短暫2週的寒假期間，則經法務部檢察司費心安排，自費與許祥珍、彭聖斐、楊碧瑛等檢察官一同前往位於美國首府華盛頓之聯邦司法部總部與該部國際司法援助處、刑事司之聯邦檢察官、聯邦調查員及當地聯邦法官等舉行連續一週的多次密集研討會談，並陸續前往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聯邦地方法院、聯邦最高法院等地參訪觀摩。

此外，學期間，個人並主動爭取參與耶魯大學法學院與聯邦檢察官合作之檢察實習計畫（prosecution externship），經提出申請獲實習指導教授（Jay Pottenger）及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同意後，於每週二固定與派駐康乃迪克州之聯邦檢察官、調查員研討實際偵查案件及流程，期間並多次爭取前往聯邦地方法院、康州聯邦監獄（Danbury Federal Correctional Center）、紐海文市看守所（New Haven Community Correctional Center）、康州法醫及鑑識研究室（Police Forensic Science Laboratory）等單位見習，復曾於93年4月間與紐海文市警察以搭乘警車實地巡邏（Ride Along）方式參與實際辦案，親身瞭解美國警察之巡邏業務、逮捕人犯等實地作業流程。

93年5月間，經曾任康州警政廳廳長之國際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之助理李承龍博士安排與其他在美國進修之檢察官同仁前往李昌鈺博士鑑識實驗室及紐海文大學（University of New Haven）鑑識科學系等機關參訪。參訪結束，李昌鈺博士夫婦更熱情邀約款待晚宴，留美已逾三十年的李昌鈺博士非但熱心指導我們偵查實務，更在百忙之中親自撥冗數日陪同我們幾位臺灣來進修的檢察官驅車前往康州最高法院、康州檢察總長及康州地方檢察長等辦公室會見大法官、檢察總長等當地司法首長，並與他們會餐多次，雙方相談甚歡，更有幸親炙李昌鈺博士在美國刑事司法學界的大師風采。除此，經李昌鈺博士邀請，也一連2次前往聆聽李昌鈺博士有關鑑識學之公開演講，獲益實在豐碩。

學期結束後之93年6月下旬，經時任法務部蔡碧玉司長指派由東岸飛往位於美國西岸之加州洛杉磯市，陪同時任本部部長之陳定南部長、台中高分檢蔡茂盛檢察長、時任高雄地檢署檢察長之朱楠次長、現任職新竹地檢署之洪威華檢察長及孟玉梅主任檢察官等一同參與2004年度美國州檢察總夏季年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 General）。在本人經歷如此資淺情況下，竟然有機會陪同部內長官實地參與美國司法高層會議，並聆聽多場精彩的法學研討會，更得以藉部長及檢察首長們前往拜會加州洛杉磯市之聯邦檢察官、洛杉磯郡地方檢察長及洛杉磯郡警政聽等司法單位之難得機會，可以有幸印證所學之實務，增廣見聞，眼界大開。

93年7月間，進修已近尾聲，再經原先參與之耶魯大學法學院檢察實習計畫之指導老師，也是耶魯法學院畢業校友的康州資深聯邦檢察官Jeffrey A. Meyer之引見，與同在紐海文市進修之楊碧瑛檢察官、彭聖斐檢察官等一同拜會座落於紐海文市中心之康州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並會面康州聯邦檢察長Kevin O’Conner （United States Attorney），並在該辦公室與5名資深聯邦檢察官舉行一整個下午之會談。會談後，個人並另經安排與康州地方法院首席法官、當地資深刑事律師及保釋官（Probation Officer）等會面座談，並因此全程參與旁聽幫派謀殺案件之審理。

在美國這一年來，幾乎以每週1封以上的電子郵件方式陸續發了至少60封以上的書面資料或編譯報告傳送回國內，許多學長先進也透過電子郵件方式熱心提供意見與我討論，一來一往，個人因此所得之收穫實在可觀，更讓自己藉此親炙許多檢察官前輩豐富的學養。當時會以電子郵件方式報告，一方面，是自己對於所見所聞的美國實務和法律時事急切地想將之吸收，並向在台灣的長官與同事報告，雖然事實上總是囫圇吞棗而已；另方面，也希望藉此提供一些國外偵查實況供國內學長分享，以能稍稍彌補自己沒有在台灣分擔同事繁重工作的愧疚感。這份報告對美國許多刑事制度的認識受限於自己窘困的能力，而無法有深入的瞭解。蓋儘管自己急切地想知道美國的實務運作現況，無奈語言與課業的多重壓力，實在無法窮盡。這本出國報告充其量只能將之作為一個記錄，必然仍存有許多對美國法制的誤解，實在是自己能力未迨所致，尚祈學長先進不吝指教。
回想出國前夕，施部長茂林先生、高本檢蔡碧玉主任、江惠民檢察長等，在百忙之中撥冗在行前當面給予諸多鼓勵與關心，蔡司長和江檢察長更經常以電子郵件提供意見，迄本人返國後，每次碰面總是多所慰勉，備感窩心。此外，高雄的周章欽主任、蔡國禎主任、林慶宗主任、王俊力主任、劉宗慶和黃彩秀主任夫婦、高大方主任和李淑惠法官夫婦及葉淑文主任等，或在出發前懇切勉勵，或以網路方式與我討論法律意見，或是越洋打氣支持，人在異鄉得到前輩們的鼓勵，實在難忘。尤其現任高雄高分檢檢察官之吳文忠老師及師母在出發前為了讓我輕鬆以對，以僑生一詞巧喻留學生涯甘苦，更是讓行前緊張不已的自己豁然開朗，安心不少。此外，出國前正逢本署將實施刑事新制之際，偵查人力吃緊，時任本署檢察長之朱楠常務次長、周章欽襄閱主任還得費心安排署內人力調度，行前還細心叮嚀及勉勵，均謹此致謝。
摘要

什麼是檢察官的專業價值或核心工作？「檢察官」作為一個專門職業社群，與其他專門職業人員一樣，係由個別獨立執行業務之專業人員操作其所有的專業知識具體地運用於個案之中。然而，這些專業領域的知識有極大一部份是由個人無形的經驗所累積而成，也就是管理學上所謂「隱性知識」。長久以來，這些專業經驗往往只能透過人與人間的口耳相傳以進行專業經驗的傳遞和累積。然而，這種屬人性極高的經驗在人與人之間傳遞的完整性、效率及品質卻是極其堪慮的。隨著社會對於檢察官辦案品質的高度要求、犯罪型態的複雜化、公訴詰問制度的全面推展等背景，檢察官對於專業知識和經驗的需求顯得更為迫切。過去傳遞經驗的傳統方式，已經使檢察官在日漸龐大的工作負荷和社會高度期待下，顯得疲於奔命，而無法為社會輿論所接受。檢察官必須思索如何發揮知識經驗傳承的有效性，透過「知識編碼」、「知識流通」、乃至「知識創造」等知識管理途徑，建構檢察官體系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並克服檢察官專業獨立性格的內在矛盾，逐步調整組織結構、組織文化、以建立內部知識管理體系的運作方式。
關鍵字：檢察官、知識管理、聯邦檢察官、檢察實務、最高法院、虛偽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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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在檢察體系的運用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檢察體系為何需要知識管理

儘管刑事訴訟法對於檢察官的法定職權已經定義的很清楚，檢察官們和刑事法學者對於檢察官的研討，一直以來也對於檢察官的身份、職權及制度上設計有著豐富而精緻的分析。然而，摒除侷限在法定職權的法律面討論，我們也可以試著從不同的角度思索我們的定位和將來：

· 檢察官的「核心職能」、「核心工作」是什麼？

· 檢察官是「知識工作者」嗎？

· 檢察官彼此間如何傳遞「知識」與「專業經驗」？

· 因應時代的劇烈變遷，檢察官如何建立更有效率的知識與專業經驗的傳承管道或傳承方式？
    近年檢察體系內所萌發的諸多問題，包括：檢察事務官的引進、發查司法警察制度、學習司法官訓練制度的調整、各類辦案經驗的傳承困境、特別偵查組及公訴組等組織的增減、全程公訴到庭的制度變革等等，已經不斷逼迫現在的檢察官必須思索下一步我們在「組織文化」、「組織結構」究竟要如何調整，才能有效率地達成檢察官制度上所預設的目標。
事實上，當整個刑事訴訟制度上不斷加入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公訴檢察官，乃至學習司法官等新的工作夥伴，已經使得傳統上，所謂的「檢察官工作」與「非檢察官工作」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我們勢必得決定：

· 我們的「核心競爭力」（core competence）到底在哪裡？

· 「什麼是檢察官的核心工作？」

· 「什麼是檢察官專業之所在？」

· 「什麼是檢察官職業的核心價值之所在？」

    只有在檢察官的專業價值或是專業尊嚴所在的「核心工作」，以及專業性質成分較低，而可以外授予他人（包括：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行政支援人員等）執行的「非核心工作」二者間可以被明確地認知並區隔、劃分之後，我們才可以集中精力專心於我們的核心工作，盡可能地發揮我們的核心競爭力，也只有如此所有對焦在「檢察官」的組織結構及組織文化上的變革才可能被順利執行。

    而且，「檢察官」作為一個專門職業社群，與其他專門職業人員一樣，比如：管理顧問業、法律顧問業、會計服務業、醫療機構之醫師，乃至製造業的技師、工程師等等，均一樣係由個別獨立執行業務之專業人員操作其所有的專業知識具體地運用於個案之中。不過，事實上這些專業領域的業務（法律諮詢、醫療業務、會計審計、工程設計等），卻有極大一部份是由個人無形的經驗所累積架構而成，也就是管理學上所謂「隱性知識」。長久以來，這些專業經驗往往只能透過人與人間的口耳相傳以進行專業經驗（也就是指「隱性知識」）的傳遞和累積。然而，這種屬人性極高的經驗（即上述的「隱性知識」）在人與人之間傳遞的完整性和效率及品質卻是極其堪慮的。

    隨著轉型社會的劇烈變動、社會對於檢察官辦案工作品質的高度要求、犯罪型態的精緻化、偵查內容的高度複雜化、公訴詰問制度的全面推展等原因，檢察官作為「專業社群」的一份子，對於本職學能的專業領域知識上更精緻的需求顯得更為急迫，過去透過日積月累傳遞經驗的方式，已經使檢察官在日漸龐大的工作負荷和社會高度期待下，顯得疲於奔命，而無法為社會輿論所接受。

    近年來，與檢察官相同工作性質的專業服務業，尤其是政府部門、大型顧問業、國際性法律事務所、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大型醫院等專業機構的大規模化，已經使得專業社群之間開始思索建立「知識編碼」、「知識流通」、乃至「知識創造」的可能性。然而，這些專業服務業領域裡的執業人員在執業上的「個別獨立性」（或稱作是「專業獨立性」），本質上又使得其執業性格裡卻又形成了彼此間不願意貢獻或分享個人獨到經驗的內在矛盾。儘管如此，許多專業組織及社群因應時代的變革、知識和經驗的爆炸困境，逐漸開始有一套調整組織結構、組織文化、以及建立內部知識管理體系的運作方式。因此，擬藉由探討「知識管理」的基礎理論，並得以進一思考這些組織在「知識管理」的操作策略、運作實例在檢察官體系實踐之可能、方法與困境。

2、 研究蓬勃的企業知識管理

一九九一年日本田中郁次郎教授（Ikujiro Nonaka）於哈佛大學商學院所出版的「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中率先提出「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與「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的知識概念及「知識的螺旋」（spiral of knowledge）理論，正式地掀起以「知識」為基礎的競爭（knowledge-based competition）時代之來臨。一九九七年，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在後資本主義（Post-Capitalization）一書中亦明白揭示：「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將成為社會組織的主流」。更引起全球管理學界廣泛的討論。時至今日，知識管理的討論已經成為一個時髦而普遍的管理學領域。

尤其企業界在全球化的競爭趨勢、消費模式的劇烈改變、生產技術的快速變動及資訊科技的高度發展等背景下，全球的企業必須面對一個比以往更複雜、更快速變遷的經濟環境，許多傳統的企業管理模式已經不再適用，昔日企業原本憑藉的優勢，諸如：設備、技術或有形資產等，均不再有任何優勢，管理學界這十年以來的研究，已經確認企業必須更積極地因應外界環境的快速變遷，並期待員工能運用新科技，主動思考及創新，轉型為知識工作型態。因為下一波經濟成長將是來自知識型的企業，企業為維持優勢，必須快速變形為以「知識」為基礎的企業，透過企業文化的改變及激勵制度的建構，搭配組織結構的調整，鼓勵員工願意分享其個人的知識與專業經驗，並讓個人的知識，流動昇華為組織豐富的資產，並進而成為組織知識。

企業也已經明白，組織中本來就有許多「資訊」存在，而且各組織內的部門員工個人都有許多豐富的成功經驗，但是這些「資訊」或員工個人的經驗，卻都不是可以成為組織或其他員工可以容易運用或取得的知識。「資訊」停滯於個人身上，或是沈沒於組織廣大的規定、表格或無形的組織文化中，終究只是片段的「資訊」，而非長久可供為創新基礎的「知識」。簡言之，員工所需要的工作資訊或其他人的經驗縱然普遍存在，但是卻不容易讓其他員工取得及運用。往往每個員工面對相同的工作情境，卻只能無奈地耗費許多寶貴的時間和精力重新由零開始，或是重新去找尋或整合重複的零散資訊，如此一來，不僅消耗組織有形的可貴時間和金錢，更極有可能因為員工不知道前人已經累積的豐富知識，結果單憑一己之力重新來過，反而陷入無從預防可能錯誤的困境，而一再重蹈覆轍，這樣的結果對於組織的損失更是可觀。經過這十年的管理學發展，管理學已經讓企業明白，在人工成本高昂、知識工作者的數量提高、企業競爭環境快速變動等諸多背景的影響之下，企業必須利用「知識管理」的策略，提供給員工最佳的知識，並讓知識工作者能夠藉此創新出更足以面對環境挑戰的新「知識」，並將寶貴的時間資源直接運用於「知識工作」的核心工作上，以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

企業管理學界對於知識管理的研究結果已經非常豐富。同樣地，檢察官身為以「知識」為其工作基礎的專業「知識工作者」，檢察體系更必須因應外來時代的變動，尤其現在整體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劇烈，犯罪型態的變化更是與時俱進。在這樣的時代裡，檢察官及檢察體系所憑藉已經不能單純是祈求檢察官的人數增加、工作時間的管制放寬，乃至其他有形的行政支援。檢察體系必須體認到檢察官的核心價值即為每個優秀、有豐富經驗之檢察官腦海中的專業知識，同時思索如何將個別檢察官的專業知識藉由已經發展成熟的企業管理學界之理論與策略，透過資訊科技、組織文化和組織結構的調整，學習將這些個人所擁有的專業知識（「隱性知識」）萃取為檢察體系所共有分享的「組織記憶」，以創造整體檢察體系的競爭力與效率，已經成為當前檢察體系的重要課題。

2、 何謂知識管理？
1、 對知識管理的常見誤解

雖然討論「知識管理」的文章與日俱增。但是，縱使在企業界裡，許多人一提到「知識管理」卻經常錯誤地以為只要引進某一種資訊軟體技術，某種新科技，甚至認為只要在組織內部成立網路論壇，供大家表達意見與想法，就是所謂的「知識管理」。也有一些人誤以為只要將現有的資料庫複製或電子化、數位化，而建立企業的資料庫（database），也算就是「知識管理」。其實這些都是「知識管理」內涵裡的枝節片段而已，我們應認清「數位化」、「電子化」絕對不等同於「知識化」。光是將內部網路建立或將文件資料以數位方式儲存，顯然都不是「知識管理」的核心目的，更談不上設立線上資料庫的企業藉此就可以稱得上屬於「知識型組織」。

總結起來，常見對於「知識管理」的誤解造成以下幾種迷思：

· 將書面文件予以「數位化」、「電子化」就是「知識管理」？

· 建立「內部網路論壇」就是「知識管理」？

· 只要建立「資料庫」，員工就會自動參與分享知識？

· 只要有「電腦科技」，以線上對談及電子郵件等方式就可以取代傳統上人與人的經驗交流？
這一些常見的誤解已經使得許多組織儘管花了大筆錢委託顧問公司研究、並推動知識管理之後，在績效層面顯示出來的結果，仍是問題叢生，非但沒有喚起組織內個人對知識的追求及分享知識的風氣，反而使得個人厭惡組織推動這種低層次的知識管理，認為根本是組織領導人在製造個人工作流程上的困擾。事實上，「知識管理」可以分為四個層次。

· 最低的一個層次為將組織內部的文件、資料予以電子化、數位化，現在的許多組織，其實只能達到這個層次，比如：台灣現在許多大型法律事務所就只是將各式往來的法律函稿、文件以電腦掃瞄方式彙整為內部檔案。

· 知識管理的第二個層次是，將這些已經電子化的資料建立成可以讓組織共享的「資料庫」系統。但是許多企業或法律事務所，縱然建立了「資料庫」，卻沒有花時間、精力去分門別類，也沒有專人定期的管理，乃至鼓勵員工分享知識的誘因，既然資料庫的內容無從檢索，也沒有新的「知識」增添入資料庫中。這樣的資料庫猶如一灘死水，既無法發揮知識的「綜效」，也沒有推動員工分享知識的風氣。

· 第三個層次，則必須將這些資料庫，建立系統性的搜尋方法，由嫻熟各種專門領域的人以人工智慧或人工編碼的方式，將資料庫內的各筆內容彙整成可以被檢索出來的有意義的知識，比如：將所有資料庫依其內容進行分類、以關鍵字編碼區隔等，使得組織內人員可以循分類的規則迅速並並有效地找到個人所需要的資訊，只有整理過的資料庫才是可以利用的資源，員工只要使用過資料庫，並從中獲利，自然會持續使用資料庫，資料庫才是一個提供員工知識與資訊的寶庫。。

· 知識管理的最高層次，則是能充分發揮以「知識」為核心的組織價值，一方面讓組織內的知識工作者持續應用既有的知識庫，知識工作者並不斷地與其他知識工作者互動、創新，並且不斷地回饋更豐富的知識，使知識呈現一個源源不絕的活水源頭。這樣的終極目標，就必須要領導者與員工密切配合，共思建立以「知識分享」的組織文化，一方面建構好上述三個層次的知識管理策略，同時設置專門的知識管理人員（知識長）隨時推動組織內各項知識管理業務，並不斷對於分享知識者提出誘因，鼓勵知識的分享，由上到下都以專業知識為追求和執業倫裡的判別標準，上下的倫理關係是專業知識的優劣，而非表象職位的高低，讓知識呈現活水循環的方式在組織內流動。

在成功經驗共享的觀念下，「知識管理」的概念經常被提起。但是，知識管理是為了敏銳地因應外在環境的改變，而從事積極地資訊收集、分析決定與行動。因此，由上可知，所謂的「知識管理」不應該只限於蒐集過去的數據的資料庫，也不是收集文件，更非只是檢索這些蒐集來的數據與文件，而是必須在心態上有更積極運用知識於創造更多價值的對策。所以，在一個知識型的組織中，建構一個有效的知識彙整和傳播系統，讓組織內的知識能有效的創造、流通與加值，進而不斷提升知識工作的品質與效率，才是知識管理真正的核心價值。

但是，我們也必須認清知識管理的推動，更是一種激烈的「組織變革」，更會遭遇來自組織內部的阻力與抗拒。例如，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有分享知識的需求，也明白分享知識的好處，但是，往往依循惰性，仍然缺乏與別人分享的習慣，反而仍然花太多時間在重複性的工作上，使得每個人面對類似的個案還是得重零開始。此外，組織亦缺乏積極提供分享知識的機會與有形誘因。縱使組織會提供某種誘因，但是組織所提供的誘因往往是對於工作的「高績效」和優越表現的獎勵，這種獎勵僅止於「個人」，而非對於「知識」分享的獎勵，組織其實非常缺乏對員工分享知識與專業經驗的強化機制。對於知識管理重視的組織應該鼓勵分享「成功經驗」及「最佳典範」的知識交流，以誘因強化知識的管理與流動。

2、 知識管理的內涵

事實上，「知識管理」並不是一項全新的概念，它是以知識為基礎之體系（knowledge-based systems）、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軟體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企業過程之改進、人力資源管理，以及組織行為等之組合概念。管理學者眼中的知識管理是：

· 「知識管理」是透過良好的資訊管理技術、組織學習實務，以增進組織對知識之積極運用。

· 「知識管理」是組織對「智慧資本」的確認、最佳化與積極管理，這種智慧資本，包括：「顯性知識」，以及個人、社群擁有之「隱性知識」。

· 「知識管理」是收集、分類存在於組織與個人中的各式「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

· 「知識管理」是積極地創造知識、掌握知識，並進一步利用知識，以增進組織的表現。

· 「知識管理」是應用系統性的方法，以尋找、瞭解，並使用知識，以創造出更高的價值。
由前述可知，知識管理的定義固然看似相當多元而分歧的。但是，我們也可以歸納出來：

（1） 知識管理就是以「知識」為基礎建構「新型態的工作組織」：知識既然是組織及個人極重要的資產，而且新的工作組織型態正快速地轉變。知識的生產、分享和評價方式也必須有相應的調整。當關注的焦點於工作組織型態時，「知識管理」就是個人或組織為求發展，以孕育知識並展現知識的行動。

（2） 知識管理強調對「無形資產」之積極管理：過去，管理學界研究生產著重於有形資產的擁有，土地、設備、廠房等有形資產是生產者賴以維生的根本。但是，知識時代的來臨，「知識」成為面對環境巨變的根本，而「知識管理」就是一種自組織或個人的無形資產中創造價值之過程。

（3） 知識管理是將「隱性知識外顯化」的過程：「隱性知識」總是所有職業群體或個人執業成功的秘密。過去我們往往放任「隱性知識」隨著個人或組織的離去、崩解而消逝。但是，如今採行「知識管理」就是要解決這種困境，以積極方法將「隱性知識」外顯化，讓「隱性知識」能轉化為「顯性知識」。

（4） 以「知識循環」為目標的知識管理：知識管理不僅可以被界定為察覺現存知識、確認需要的知識與技能、發展新知識以及傳播、應用並刪除過時知識的過程，知識管理更積極寄望地以建構一個系統讓「知識」能在組織與個人間流動，以獲得「組織知識循環」（knowledge chain）。
3、 知識與組織記憶

（1） 什麼是「知識」？

「知識」（knowledge）、「資料」（data）及「資訊」（information）經常被誤用或誤解，其實這是三個不同層次的字眼。「資料」只是從客觀的情境中得到的有關事實的觀察，比如未經分析的數據及紀錄，只是定量或定性的方法呈現事實而已。只有將「資料」放到特定的情境分析，有目的地整理，並傳達出特定的意圖和判斷，才將空虛的資料變成有意義的「資訊」。但是，「資訊」如果沒有得到更多有意義的運用，而只能在原本的個案中適用，仍然稱不上「知識」。只有根據「資訊」進一步當作一個知行的過程，而實際運用於其他類似的情境，甚至運用已知的資訊來創造更多的價值，才能算是更高層次的「知識」。

在變動激烈的時代，知識工作者必須擁有能判斷、分析「資料」、「資訊」，進而昇華為「知識」，並藉由「知識」提升知識工作的品質，以建構自身的競爭優勢。

（2） 何謂「組織記憶」？

為什麼不論「組織」本身或是「知識工作者」個人總是從歷史中學不到教訓，而會一再犯錯？儘管我們對「經驗」這種專業知識甚為看重，但是，事實上，組織和知識工作者個人卻經常一再犯錯，形成一種「組織遺忘症」（organizational forgetting）的現象。問題就在，我們固然知道「經驗」（隱性知識）很重要，我們卻往往沒有辦法正確地回憶經驗，並予以正確記錄、分析，以放在將來適當的情境脈絡裡。尤其，許多人更誤解認為「經驗」會一直存在個人腦海中或是組織的記憶裡，但是實情總是不然。個人的記憶能力有限，況且，個人的記憶與理解往往流於偏頗，對於個案處理經驗的分析缺乏客觀的反省，這樣的「知識」是否正確或是說有價值，其實頗令人堪慮。此外，組織的經理人長期以來總是不重視經驗的紀錄和傳承，誤信個人的記憶力有存續性、誤信組織記憶會自然地長久保存，都是使得組織和個人始終學不到教訓，而無法提升工作品質的關鍵原因。

組織是一個極重要的知識儲存場所，尤其是對於知識工作者而言，醫事在醫院中的治療經驗、律師在律師事務所中的案件處理經驗、工程師在電子晶片設計公司中所遇到的設計瓶頸等等，都凸顯著組織若能有效紀錄、彙整個別知識工作者的經驗，將之轉化為「組織記憶」就能發揮知識杆桿的力量，讓知識工作的品質有效提升。

「組織記憶」就是組織將員工個別的經驗彙整、累積而成的知識，這是一種非技術、非程序面的知識。員工在個案工作中，透過彼此的互動吸收彼此的經驗，並予以移轉運用，都是十分寶貴的組織資產。整體而言，組織若能將這些隱藏在員工個別腦海中的經驗抽取出來，必定能深深影響組織及其他員工的知識工作品質。

不過，儘管個人知識是組織記憶中很重要的成分，但是知識工作者個人的知識卻隨時有流失的危險。尤其，知識工作者的流動率非常高，因為知識就是他們的生產工具，如果組織沒有提供學習的機會，使他們發現自己限於學習的「知識停頓」（intellectual stagnation），或是因為其自身職能條件、工作能力較好，非常容易找到好的工作機會，便選擇離職。等到他們人一走，組織就會流失此種型態的豐富知識。因此，現代的知識工作組織，一方面必須積極的建立「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以吸引知識工作者因為對於工作成就的滿足，願意選擇繼續留下來工作；另一方面，更要積極構思解決「組織失憶症」的困境繼續存在，以各種方法挖掘這些隱性的知識，以便將來可用於解決更複雜的個案。
3、 知識工作者的知識迴旋過程

1、 知識工作者的崛起
在二十世紀之前，管理學上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勞動工作者」（manual worker）的生產力提升。人類歷史上對於「勞動工作者」的管理學研究，其實也不過是一百多年前的事，科學管理之父「泰勒」（F.W.Taylor,1856-1915）提出一個極簡單的科學管理原則來分析製造業「勞動工作者」生產力的提升：
· 檢視「勞動工作者」的工作，並分析他們的工作是由哪些動作組成的。
· 記錄每一個動作以及每一個動作所耗費的力氣和時間。
· 取消那些不必要的動作。每當我們在觀察勞動工作時，都會發現許多動作或程序，其實都是白費力氣，而且沒有增添任何貢獻。
· 保留那些真正有助於製造產品的動作，並重新規劃，以便用最簡單、耗費精力最少、最省時的方式完成工作。

    泰勒的原則粉碎了對自古以來由詩人、社會及歷史學者們對勞動的浪漫幻想，使得勞動工作被簡化成一連串簡單的動作，「勞動工作者」的內心想法及技巧不再有任何意義，勞動工作純然只是沒有任何人性的一段段機械性的動作。再者，此後管理學界在製造業藉著泰勒的研究，所發明的裝配線生產更是橫掃了世界，也使得工業生產力在二十世紀提高了五十倍。

    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面對劇烈變革的環境，企業中最重要的資產已經不再是有形的廠房、設備以及「勞動工作者」，而是「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和他們的生產力。

然而，什麼是「知識工作者」？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對「勞動工作者」而言，他們要做什麼一直事很明確的問題，工作的內容就是完成產品，完成被指定的每一部份動作。但是，同樣的標準卻無法適用到現代的「知識工作者」。比如：醫師、工程師、檢察官、律師、會計師、管理顧問等的「知識工作者」，這些專業群體的工作並沒有固定的內容，尤其對「知識工作者」而言，「標準品質」已經不是一個基本要求，「工作量」的表面上控管更無法精準地描繪「知識工作者」對於個別案件的用心與否。
因此，我們在評估一位醫師的表現時，不可能只是要問他一小時能看了多少病人，其工作量如何？而更要在意到底有多少病人被治療好？此外，我們更會問病人是如何被對待？如何被問診？如何被安排後續的治療途徑？有無針對個案的具體需要去設計治療方案？這些治療過程是否符合醫療上專業的品質和醫學倫理，甚至我們還會期待醫師在問診及治療上有更人性化的體貼等等。這些必須因人而異的治療過程都是關係著醫師在醫療品質上的最高挑戰。顯然，凡此種種對「知識工作者」的評估角度之切入點，都已經遠遠超越傳統上對「勞動工作者」的工作內容之簡單分析，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主觀上問題，每個醫師可能都有他自己對工作的評價基準。況且，「勞動工作者」並不擁有生產工具，他們腦中的工作經驗（或說是操作機器的經驗）只能依附在機械或廠房等生產工具上。相反地，「知識工作者」是擁有生產工具的個體，他們腦中的專業知識就是絕佳的資產，而這些資產卻不需依附在組織上，尤其醫師、律師、工程師、管理顧問等專業人士只要擁有專業知識都可以任意地在職場上流動，以尋求適合自己的執業領域。因此，在明白「知識工作者」的特殊性之後，我們得思索如何將「知識工作者」的工作有效的分析、區隔，並進而將這些專業知識有效的管理，以形塑成豐富的知識資產。
綜上，在決定「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上，「知識工作者」自己必須仔細思索下列幾個關鍵因素：

（1） 必須找出「知識工作」的核心內容到底是什麼？應該是什麼？：對知識工作者而言，「你的工作內容是什麼？」是一個最關鍵的基本問題。「知識工作者」是以專業知識為其核心的價值所在，尤其「知識工作者」的薪資或工作待遇都非常高。但是，在實際的職場中，他們卻往往花費許多時間作幾乎沒有知識貢獻的工作。比如，醫師花費許多時間在填寫一些財務申報等行政瑣事；檢察官的日常工作也有一大部分其實是不完全涉及檢察官專業知識的行政雜務。如果單單把這些非知識工作內容的雜務調整給組織裡適當的行政人員。首先，行政人員的薪水比醫師、律師、檢察官等低很多，經濟層面的考量是非常現實的。而且，他們的能力與專長也更適合這些瑣碎性的行政雜務，醫師、檢察官往往對這些不熟悉的行政雜務反而得耗費更多的時間的填寫文件。這樣簡單的工作區隔之後，我們立刻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和精力讓「知識工作者」更專注於他們所專精的真正知識工作上，不必理會其他的事情。藉此，醫師可以多花時間在病患及治療業務上，檢察官也可以多花時間在當事人及偵察犯罪上，整體社會對於「知識工作者」的滿意度可以迅速提升。

（2） 必須對「知識工作者」自己的工作品質負責任，並持續創新學習：既然「知識工作者」的工作內容是他們自己獨特的專業，所以「知識工作者」必須自己決定工作的時間、成本的量與質。但是，「品質」是什麼？又如何才能測量知識工作的「品質」？我們容許「知識工作者」自己決定工作的內容，並不是代表我們放棄對「知識工作者」的監督和要求，相反地，對許多高度專業的領域，許多領域已經開始建立測量其品質的標準。只是這個知識工作之「品質」要求，所期待的不只是表面上的數據，而是整體的綜合判斷，尤其是來自同儕團體的專業判斷。比如，外科醫師定期接受來自同是外科醫師的同事評估與分析，尤其是針對手術資源、麻醉師及護士的人力資源及集體學習與創新等，醫師們可以定期讓同僚仔細審查每個人的診斷、手術及術後治療，然後再和個別醫師研討這樣的表現如何改進，以改進其進行手術的成功和病患的存活機會；同理之下，學校的教師，也必須固定與同事進行教學任務的評估，以改進其教學的方式和學生回饋的機會。所以「知識工作者」因為有工作的自主權，其責任也必須明確。因此，更必須藉由同儕競爭、評估與分享，督促同儕在專業領域上的共同進步，以持續創新、持續學習。

2、 知識工作者的專業知識

    「知識工作者」不同於「勞動工作者，而是以其所擁有的「知識」作為其核心的競爭優勢，其內容有下：

（1） 認知性知識（cognitive knowledge）：「知識工作者」，尤其是醫師、律師、檢察官等專業人士，經過系統化的學校教育，並依序取得執業資格的認證（諸如：國家考試、專業執業認證考試等），即表示已經精通某個專業領域內的基本知識，專業人士擁有這些基本知識，已經「知道該作什麼」（know-what）。當然，這些只是程序性的基本知識，顯然是還不足以達到稱職的標準。

（2） 進階的技能（advanced skill）：專業人士取得基本知識後，下一步就必須「知道如何去作」（know-how），也就是將這些得自書本中的基本知識具體地運用在解決實際問題的行動，以基本知識實際應用於現實情境，這也是我們對於專業人士的最基本要求。

（3） 系統化的瞭解（systems understanding）：不過，我們對於專業人士還有更高的期待，專業人士不僅要知道「該作什麼」、「該如何作」等以上二個層次的知識，更應該要深入瞭解這些基本知識和實際情境背後複雜交錯的各種因果關係，才能「知道為什麼」（know-why），藉此專業人士才能在複雜的執業環境中不僅能執行任務，還能明瞭其中的背景關係，並遇見各種微妙的可能互動和變化。

（4） 自發性創意（self-motivated creativity）：身為「知識工作者」的專業人士，如果僅是滿足於以上三個層次，便容易陷於自滿，反而會逐步喪失競爭優勢，尤其是因為他們已經嫻熟於基本知識，又認為已經建構好豐富的內部知識庫，不致於被淘汰，往往便會為自己的表象所欺騙，無法洞悉外在環境的快速變化。因此，如何不斷維持自發性的創意就是其關鍵。專業人士必須進一步期待自己「在乎為何而作」（care-why），在履行「認知性知識」、「進階的技能」及「系統化瞭解」等知識之同時，專業人士必須要提升自己隨時思考「在乎為何而作」，以隨時回應時代和環境的瞬息萬變，而保持具備創意的強烈成功動機和適應力。

3、 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

    從專業人士如何傳遞知識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將專業知識分為「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二個類型。

· 「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是指高度個人化，難以傳授他人的「know- how]技能，這種知識就是個人在操作技術的過程中，本於累積經驗所產生的豐富專業知識。比如：檢察官個人基於本身的成長背景、工作經歷、辦案經驗等等內在特質，於面對許多案件時所逐漸習得的辦案心得、偵辦策略、訊問技巧等獨特智慧。

· 「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則是指原本為「隱性知識」的經驗性知識，但是經過彙整，予以條理化、有形化、文字化、系統化，已經成為容易進行分享與傳播的外顯性知識。簡言之，「顯性知識」就是已經將「隱性知識」文字化、書面化、系統化、分類化的結果。

一般而言，「隱性知識」存在於個人身上，與個別情境經驗有關，是主觀獨特的，而且難以具體化與共同化；「顯性知識」則是存在於團體，比較具體客觀，能以明確的語言形容，可以相互流通以及向外部延伸擴散。有位學者Michael Polanyi 對於「隱性知識」有一個非常生動描繪：「我們知道的遠超過我們所能以言語傳達的」（We can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比如說，一位優秀的檢察官在面對心思複雜的犯罪嫌疑人時，除了抽象的法律要件，必然包含有更多對於遠程的公訴伏筆、近程的偵查策略、犯罪心理，乃至對於社會現象的理解，甚或有挖掘犯罪全貌的強烈企圖心等等許多因素的考慮及思考，而這樣周密的思考顯然是個別檢察官本於其專業經驗和專業素養所施展的結果，這些豐富的「隱性知識」非常寶貴，卻難以言傳。

存在於個人身上的「隱性知識」彷彿是組織知識的源頭，因此組織知識創造的過程必然先得想盡辦法將這些豐富的「隱性知識」予以共同化，然後再將這種形成團體共識的「隱性知識」加以外顯化（或稱為外部化的過程），成為具體明確且可有效使用的「顯性知識」。當然，同時組織也需要學習吸收組織以外的外部知識使之內部化，以豐富組織的知識存量，然後再將各種不同來源的組織知識進一步組合化，以增加組織知識系統對於最終產品與服務的價值。
　　比如說，煉鋼爐的工程師在煉鋼的過程中體會到溫度、吹氧量、與良率的關係，經由組織內試誤實驗與反覆論證的過程，並獲得對於該項實驗心得的認同與共識，最後開發成為一種能夠自動控制溫度與吹氧量的軟體程式。這種將第一線工程師的經驗心得轉變成為共通性的軟體程式，普遍應用於各工廠，就是一個將隱性知識外顯化的過程。
4、 知識的轉換、傳遞與分享的過程
日本管理學者野中裕次郎（Ikujiro Nonaka）於一九九一年在哈佛商業評論中以其研究日本企業的結論，首次提出「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概念與「知識螺旋」（Spiral of knowledge）理論。Nonaka並利用「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特性，認為企業組織是以四種知識創造模式在組織與個人間進行交流互動：

· 社會化(Socialization)
· 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 內部外(Internalization)
· 結合化(Combination)
    「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之間並不是對立不可分的，「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是一種有機的連續體，二者彼此間的成功轉換，可使知識在組織內部不斷擴大，並可促成創新。知識的轉換可歸納為下列四種模式，當然這四種模式並不是單向的，而是構成一個連續的循環，始終讓知識在組織與個人間有效地流動： 

（1） 從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也就將隱性知識「社會化」（socialize）的過程。人與人之間最常見的知識交流就是藉由私密地分享經驗而達到創造隱性知識的過程，心智模式和技術性技巧的分享即屬於此類，「師徒制」則是「隱性知識社會化」的具體例子。能夠獲得隱性知識的關鍵在於經驗，缺乏某種形式的共同經驗，一個人將很難了解另外一個人的思考過程，尤其如果脫離了分享經驗所賴以維繫的相關情感和特殊情境，僅是資訊的傳遞將沒有多大的意義。因此，其實隱性知識的社會化，其實是相當有限的知識創造型態。因為師徒制的學習，徒弟表現上雖然學習到基本的技術，但是，由於師徒學習的過程缺乏系統化的瞭解，也缺乏系統化的分析與整理，隱性知識的傳遞內容本身是否正確，已經可疑，其傳遞的完整性更是堪慮，況且，私相授受的傳遞隱性知識，也無法使知識轉化為組織的共同資產。

（2） 從隱性知識到顯性知識：也就是將「隱性知識」外部化或表達化（articulate），即將「隱性知識」轉換為「顯性知識」的過程。「隱性知識」原本是難以以言語或文字呈現的，只存在個人的獨特經驗中，要將隱性知識外部化，就需要透過隱喻、類比、觀念、假設或具體模式等型態以文字表現出來；尤其藉由彙整、分類等方法，將隱性知識以文字書寫方式轉換為能以言語表達的顯性知識。

（3） 從顯性知識到顯性知識：也就是結合化或整合化（combination），已經知悉顯性知識的組織或個人，也可以藉由不同領域的顯性知識，吸收各自需要的部分予以彙整，整合成為另一個顯性知識，即由多個顯性知識再整合為一個新的顯性知識的過程。結合是將觀念加以系統化而形成知識體系的過程，這種模式牽涉到結合不同的顯性知識體系；個人透過文件、會議、電話交談、或是電腦化的溝通網路交換並結合知識，經由分類、增加和結合來重新組合既有的資訊，並將既有的知識加以分類而產生新的顯性知識。

（4） 從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這就是「內部化」（internalization），即由個人將已經外部化的「顯性知識」吸收轉換為「隱性知識」的過程。當組織已經彙整建立了顯性知識，讓知識在個人間流通，個人也會藉此將已經文字化的顯性知識予以運用到自己的經驗中，並藉著實際的操作經驗，反而重新擴大自己所擁有的個人隱性知識。
    「知識管理」所談的知識累積，不只是指「個人知識」，因為個人經驗的累積不見得會造成組織的學習效果。組織知識的創造是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之間持續互動的結果，單憑組織本身不能創造知識，個人的隱性知識才是組織知識創造的基礎，而組織知識的創造將被視為一種螺旋的過程，稱為「知識螺旋」，在知識螺旋當中，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互動的規模隨著知識螺旋本體層次的上升而擴大，組織知識的創造即是一種螺旋過程，由個人層次開始，逐漸上升並擴大互動範圍，從個人擴散至團體、組織甚至組織間。過程中不斷有共同化、外化、結合、及內化的知識整合活動。
4、 我國檢察體系中現有的知識傳遞方式和改進建議

· 司法官訓練所的研習

· 學習司法官：指導司法官和學習司法官之間可長可久的師徒關係。每一個司法官在實習的一年半期間，因為與指導司法官形成一種師徒關係，由於其關係較諸正式的隸屬關係之外多了許多親近性，都往往形成一輩子的師生關係。實際上，這個師徒關係在司法官專業經驗的傳遞上也扮演十分吃重的角色。

· 工作階段的口耳相傳（記憶的模糊與錯誤）：個別檢察官先在偵辦案件中自行摸索形成「隱性知識」。嗣後資深檢察官與資淺檢察官再以口耳相傳方式的進行知識流動與傳遞。除了法律文字和適用的抽象討論，可以常見於法學資料上，至於有關偵查辦案經驗上的技巧，乃至於內心真實的心證形成過程，往往是每個個別檢察官在生涯中難以分享的秘密。因為檢察官的辦案經驗許多都觸及辨案的機密性和日後必須面對的法律上及道德上責任，因此為了避免發生卸秘或責任追究的危險，以書面的、可形之於文字的具體經驗交流或指導是十分少見的。所以在資深和資淺檢察官之間以「口耳相傳」為方式之辦案具體指導是經驗交流的主要類型。可惜的是，口耳相傳的傳遞經驗，雖然生動，卻顯得失真，人的記憶有限，資深檢察官承辦案件眾多，歷史一拖久遠，對於偵辦過程的細節和互動過程就容易流於片面印象，是否與真實情境相符，難以確保，更影響了經驗的有效傳遞。

· 各式偵查辦案書類的全文檢索：在偵查書類全文上網之後，檢察官之辦案經驗，可以讓其他後輩藉由方便的全文檢索過程，透過其他前輩所撰寫的書類內容(即起訴書或不起訴處分書等)快速地得到經驗，而進行靜態的知識及經驗傳遞。因為檢察官的起訴書或不起訴處分書必須對於案件之犯罪事實、偵辦過程、考慮之證據理由提出書面偵察結果，實際上是唯一可以說是將無形經驗予以有形化之過程。不過，自從2003年9月，全面公訴實施後，起訴書採行證據清單方式臚列其證據，不再像以前一樣必須論述其證據與證據間的關連性，亦不必去具體駁次被告的抗辯情節。如此簡略的證據清單，縱然可以藉由全文檢索查得前手檢察官的辦案過程和起訴法條，卻難以得知其起訴的具體理由和論述依據，原本的知識經驗傳承，似乎又失去了可及性。

· 法務部部內網路內之檢察官論壇：檢察官體系目前以內部網路為基礎之知識平台。比如：檢察官論壇（以張貼文章方式作為對話的方式。檢察書類全文檢索系統（包括所有檢察官偵查結果之各種文書資料，可以用全文檢索方式搜尋）等。但是，檢察官論壇成立迄今已經5年以上，迄今沒有建立精華區，原本豐富的討論沒有留下紀錄，也沒有專人分類整理其討論記錄，徒然浪費過去許多檢察官先進法律上、辦案經驗上，乃至人事管理上許多有價值的豐富對話，甚為可惜。

· 研討會及教育訓練課程：每隔一陣子所舉行的各類型研討會，法務部或其他相關部會，固然都會聘請優秀的專家學者來講授，並編撰有紮實的訓練講義。然而，第一，各類型訓練課程始終沒有系統化、制度化。智慧財產、資訊法律、婦幼保護、貪瀆、環保、金融犯罪、公訴詰問等大概是目前訓練課程的主要大項。但是，每一種專長訓練，必須能因應檢察官的年資、興趣、專長歷練計畫，循序漸進，由基礎、進階，乃至高階程度，逐級安排訓練，才得以讓講座本身及參訓檢察官們均得到教學相長的成效，尤其透過進階的培訓，附隨建立人事升遷的歷練計畫，並整體地帶動偵辦品質的提升，檢察官的偵查品質才有辦法面對輿論對偵查細緻化的高度要求。第二，各種課程或研討會的講義或上課記錄應該將之有效的保存或建檔，並予以公告公開。每一次研討會或教育訓練都是法務部耗費大量的人力資源和財務所舉行，所聘請的專家或學者，無非都是一時之選，尤其調訓全國各地檢察官不遠千里而來，其目的無非是希望受訓的學長先進能將最新的知識資訊帶回各地，並讓各地檢察官的個人經驗得以在研討會期間得到充分交流和昇華，發揮1加1大於2的「綜效」成果。但是，迄今歷次研討會的講義或會議紀錄卻始終無法建構成一個豐富的資料庫，以供檢索或查閱。比如，將講義全文掛上內部網頁便是一個相當可行的途徑，沒有辦法參訓的檢察官可以藉由內部網路下載其有興趣的訓練講義或教材，就可以免於勞頓奔波，而輕易地得到這些講義和資訊。再者，將研討會的影像或聲音檔掛上網頁，更是一個經濟實惠的資訊保存途徑，台灣雖小，但是歷次研討會的舉行總是在首善之都台北，各地檢察官平日工作繁雜，騰出時間已屬難事，上台北受訓還得面對自掏腰包的經濟上額外支出，乃至尋覓住宿場所的多重難題，加上個人家庭的牽絆，是否能抽出身來參加，實在強人所難。因此，法務部除了持序加強研討會的舉行，更須積極思索將研討會講義及會議全程影像或聲音檔公告於網路之可行性，並擬訂具體實施的時間表。

· 每年各檢察機關的研究報告：每年雖然確實由個別地檢署針對各種不同類型案件進行撰寫研究報告，比如：圖利案件、賄選案件、貪污案件等。但是缺點是僅是由一人所獨立完成，缺乏經驗、知識的對話與體系的編排，而且因為每一年才出版一次，討論所觸及的深度和廣度也難以提供他人對話乃至討教的機會和空間。
5、 在檢察體系推動知識管理的當前背景

1、 現有的資訊系統並非以知識管理觀念為設計基礎
     近幾年法務部不斷傾注資源用於建構以資訊科技為基礎的檢察官辦案的資訊平台，這其中包括：檢察書類檢索系統、一審檢察官辦案作業系統、檢察官論壇、檢察官法學檢索系統等等，尤其檢察官書類檢索系統及法學檢索系統更是第一次讓檢察官可以藉由資料庫的技術節省了大量以往耗費在調閱其他各地檢署辦案書類以及各類型法院判決及法學研究資料的過程。藉此檢察官以及行政單位可謂得到雙重的獲利，一方面檢察官可以節省許多調閱文件的公文往返及等候查覆的時間損失，省下許多時間，用以縮短辦案的期間；另一個更重要的功效是檢察官可以專心在彙整法學知識的更新及前進，迅速吸收其他檢察官、法官在同類案件的辦案經驗與研究成果，以更精確地適用法律、挖掘事實，滿足社會對檢察官一致地、正確地適用法律的需求。

然而，我們卻也不得不承認這些資料庫的建立並不是以知識管理精神為出發點。雖然已經有上述幾個可供作知識交換的平台可供使用，但是不論其中任何一套系統，都還是停留在知識管理的第一個層次，也就是「資料庫」階段。我們沒有對這些資料庫內的資料予以編碼，予以彙整。比如說，這些系統唯一的檢索途徑就是輸入關鍵字，然後以全文檢索。但是，傳統上檢察官所製作的書類中對於各類型犯罪之偵辦過程以及被告辯解之攻擊防禦策略的鋪陳，卻不見一個統一的編排或分類。首先，在檢察官的撰寫書類階段，個人都用其自身的撰寫的習慣，除了犯罪構成要件用語以外，沒有使用一致性的關鍵字撰寫，以致於其他檢察官後來的檢索並沒有辦法快速的收集與自己個案相關的資料和前案資料。其次，書類撰寫完畢上傳中央資料庫之電腦主機後，實際撰寫的檢察官不需要就該份書類選定關鍵字或其他方式予以簡單分類，也缺乏安排專責的檢察官或資訊管理人員以關鍵字分類或犯罪型態分類等方式，類型化彙整這些豐富的辦案資料，以供後來的檢察官可以較簡單的分類檢索迅速查詢可能的參考資料。因為沒有將龐大的書類資料庫予以分類化、編碼化，檢察官使用檢察書類檢索系統之資料庫，往往輸入一個案由或關鍵字，檢索得到的結果卻是幾千件，甚至上萬件案件的書類，檢察官無非得重新一件一件地檢閱所檢索出來的結果，形成一種非常可觀的資源耗費。

再者，檢察官論壇雖然經常有檢察官間對於辦案經驗的豐富對話，尤其常常一個檢察官投出一個辦案問題，就會有許多熱心的檢察官在論壇上回答詳盡的偵辦技巧或法律意見，這些都是檢察官間寶貴的經驗傳承。可惜的是，目前的檢察官論壇缺乏將這些已經貼到論壇上的知識進行彙整分類的工作。因為沒有將這些論壇上的討論予以彙整和分類，新出道的檢察官不能因此得到檢官體系原本已有的豐富經驗和資訊交流，縱始有心想找尋以前是否有同仁曾經研究過或已有類似的經驗，也會因為資料庫的時間已久，且內容過於龐大，而無從著手。
尤其是新形成的公訴檢察官團隊，所憑藉的是法庭上的詰問技巧和論告的攻擊防禦策略，公訴檢察官對於案件的許多論告和攻防內容更是其他檢察官寶貴的借鏡對象。然而，公訴檢察官不比偵查檢察官，偵查檢察官還有辦案書類可以檢索和沿用，因為沒有一套專門規劃與公訴檢察官的內部論壇和資訊（比如：論告書類、詰問策略等）交流之平台，公訴檢察官的許多心血和研究卻無法為其他檢察官在一個公開的平台上被使用或發掘。

資訊科技固然不是推行知識管理的目的，但是這幾套現有的資料庫系統中並非從知識管理的觀點作為設計的出發點，不僅其設計的結果只是淪為將資料填塞入資料庫的窘境，使用者無法更有效地、更簡便地檢索出來他所需要的資料，也因為資料庫系統的設計缺乏推動知識分享的精神，造成使用的檢察官沒有辦法更積極地從將專業知識更有效地彙整與傳播的觀點來做進一步的利用。
2、 知識分享的職業特性和組織文化仍未成熟
    檢察官們不愛學習、不會學習或不喜歡分享工作經驗嗎？

社會普遍認為所有的專業職業，諸如：醫師、檢察官、教授、律師等等受過高等教育及嚴格考選的專業人士必然是最擅長學習，也懂得學習之道、分享之道的人。事實上卻不然。這些專業人士曾經花費許多時間專研單一領域的知識，並嫻熟其所執業之專業知識，也因此享受比較高的專業地位。研習專業領域的基本知識之過程只是個人對於認知性知識的單循環學習。然而因為他們一直處於成功的地位，也一直不必面對別人對於其專業權威上的挑戰，既然不用面對挑戰，也不用花心思去思索其他角度的觀點，使得這樣的執業過程充其量更只是不斷強化的「單循環式」（single loop）學習，而不是「雙循環式」（double loop）的學習。
台灣檢察官的歷史上有幾次推動「協同辦案」的風潮，檢察法規裡也還有協同辦案的規定。然而，現實上，二位以上的檢察官以實質參與案件偵辦和終結之方式協同辦案的情況，卻是極為罕見。過去檢察體系因為對政治力介入和專業操守的懷疑，檢察官前輩們對於將案件攤在其檢察官面前多所顧忌，使得「檢察獨立」與「檢察一體」形成激進、緊張的拮抗關係。現在的檢察首長們極少有主動基於檢察一體，而指派其他檢察官協同辦案的情形。但是，單獨一個檢察官承辦一個案件，真能夠應付複雜的現代犯罪型態嗎？此外，如何將單獨一個檢察官在辦案過程中的專業知識與經驗汲取彙整為組織記憶呢？

除非案件偵辦對象數量過於龐大，檢察官不喜歡協同辦案，也實在不習慣與其他檢察官共同偵辦案件之原因，一方面固然導因於檢察對於所承辦案件在「機密性」上的顧忌；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檢察官為了拒卻政治力的介入，為了免除有關辦案操守的懷疑，檢察官的工作性質在歷史上向來以「獨立自主」作為奮鬥的目標。除此以外，檢察官是歷經嚴格的考試選取才能擔任，屬專業社群之專業人員，我們也不能否認檢察官的思考方式極具防衛性之思維邏輯，職業性格上往往不習慣於接受別人的意見。這種防衛性思維，當然有部分原因是根源於檢察官的法律職業性質，面對犯罪嫌疑人的攻擊防禦心態，長期下來勢必對於自己的思考模式產生影響。

但是，學者對於專業人士的防衛性思維倒有另一個看法，哈佛大學教育及組織行為教授Ｃｈｒｉｓ　Ａｒｇｙｒｉｓ經研究後則認為這種防衛性思維模式其實是普遍地散布在教授醫師、律師、科學家等專業職業人士的社群中，其原因經研究有下列因素：

（1） 恐懼互相評比的尷尬：同行互相尊重的執業生態，反而造就恐懼互相評比、評鑑的尷尬局面，因此，專業人員他們並不認同公開的評比，而嚮往一種具有獨立貢獻所長機會的地位，自認為自己是「有生產力的獨行俠」。

（2） 防衛性思維的強化：專業人員在學校教育的成功，似乎正好形成一種學習障礙，因為進入職場前的學習經驗表面上是成功的，順利地取得專業執業的考試認證，根本少有經歷失敗所帶來的難堪和挫敗感，也因為學習的成功經驗，自認為自己是專業菁英，很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批評，使得這些不知道如何面對失敗與別人批評的人，更強化人性中不願面對失敗與檢討的防衛性思維。專業人士往往自認自己的判斷不可侵犯，專業人士習慣上不願意屈居他人之下，也瞧不起其他領域的人，所以大學教授、大部份的醫院或法律事務所都採用合夥人，而非官僚式的階層制度。

    在官僚體系的歷史因素和檢察官本身的防衛思維的雙重影響之下，檢察體系長期以來缺乏將知識與經驗以系統化方式分享與他人的觀念和組織文化，檢察官宛如獨行俠地辦案，我們必須思考如何正視此本質上的困境，並研究在組織上和資訊技術上改變以多重方式推動知識分享文化。

6、 檢察體系導入知識管理的策略與途徑
「如何有系統地彙整知識並汲取檢察官個人的寶貴經驗」是推動知識管理的第一大挑戰。第一步是培養鼓勵學習的環境，推動以「知識分享」為主軸的組織文化，儘可能的拮取個別檢察官的專業經驗和智慧（即「隱性知識」），以建立知識資料庫、知識地圖、定期研習、編撰檢察官辦案手冊、檢察官辦案史等方式，將之創造為「顯性知識」，讓這些寶貴的隱性知識得以浮現在各式資訊平台、法務部內部通訊及期刊等有形的書面上，讓檢察官的資料庫中儲存著豐富且與時俱進的知識。
    知識管理的第二個挑戰則是「如何將這些已經浮現的隱性知識分類編碼（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彙整成有意義的顯性知識」。分類編碼是推動知識管理進入更高層次的必備條件，唯有加以分類編碼才可能將散佈各地、凌亂的「資訊」匯聚成為「知識」的資料庫，以加速知識的擴散。我們必須將分散各地對不同案件的經驗或知識予以分門別類、系統化彙整，使得他人得以透過檢索或其他方式尋得此以「知識地圖」。然而，進行「知識編碼」，確有本質上的高度困難：除了常見的犯罪類型，大部份的刑事案件都有其基於人、事、時、地、物、數等各方面截然不同的高度歧異性，加上個別檢察官對於案件之經驗層次、主觀價值以及心態上的差異，使得每一件案子的偵查過程都形成一種獨特的辦案經驗。因此，如何將這樣複雜的個人經驗(也就是「隱性知識」)轉化昇華為個人以及組織內其他檢察官所共有的「顯性知識」，已經成為很大的挑戰。再者，縱使可以形成為書面化之知識，又如何將每個人所不同之書面資料，有條理的以類型化方式予以編碼，更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1、 認知與覺醒—建立以知識為導向的組織文化、分享的文化

資訊的時代、知識經濟的時代來臨，空手以勇氣辦案的檢察官恐怕無法面對社會對我們的期待，也無法解決我們自己對於效率與專業的需求。不論檢察官個人、檢察體系整體都必須正視檢察官的專業知識、知識傳承以及知識彙整是非常迫切的問題。許多檢察官前輩豐富的辦案經驗，往往隨著職位的高昇、組織的調整而流失於無形。

更甚者，縱然是檢察官個人一己的辦案經驗和就個別案件中所思索得到的寶貴經驗和想法，事實上，絕大部分都已經在「一邊作、一邊忘」的記憶窘境裡遺失在無垠的腦海裡。我們總是誤以為辦案的記憶可以留存在自己一生的記憶裡。然而，心理學的研究卻顯示結果不然，人對於記憶的持續程度實在有限，許多不久之前的記憶，根本已經被不斷擠壓的新事件所忘卻。更糟的是，縱然我們所記得的充其量只是又有許多細節是根本與事實不符的。「記憶的不可信」使得我們必須慎重思考保存檢察官專業知識的迫切性。
自檢察總長以下的金字塔型的檢察官組織必須建立以「知識導向」為組織文化的性格，以有效率的知識管理專案，累積、傳播以及昇華原本隱性的經驗，形成真正「檢察一體」的、「知識共同體」的偵查團隊，否則土法煉鋼、各家自行修練的辦案方法，已然無法因應社會犯罪複雜化、工作高度壓力、公訴人力的負荷等諸多強大壓力，勢必為時代所淘汰。

知識分享很重要，知慧資產和有形資產不一樣，有形資產有其窮盡，但是智慧資產透過交換、鼓勵可以呈倍數的成長，並減少他人學習經驗曲線。尤其網路成功連結的結點數目如果呈現數字性的成長，整個網路效益就可以呈倍數成長。比如，二人交換知識經驗，可以得到線性的成長，但是如果這二人再繼續交換知識經驗，並各自向他人交換知識經驗，雙方及多方所獲得的資訊交流都可以成為指數性的成長，更形成正向的競爭力快速提升。
因此，檢察體系的階層組織應成為一個系統知識的彙整中心，組織中最高檢察署、各高等法院檢察署等上級單位應該不單只是過去習慣上發號施令的指揮中心，而是發揮資深檢察官有豐富辦案經驗和優秀法律見解的優勢，積極提供知識與資訊予面對偵查個案的一審各基層檢察官，進一步使組織由過去的階層體系轉形為一個支援架構中心，扮演解決障礙，並提供前線支援的幕僚中心。

檢察官同僚間一方面恐懼互相評比，習慣於追求一種具有獨立貢獻所長機會的地位，而使個別檢察官形成所謂「有生產力的獨行俠」的現象。另一方面檢察官防衛性思維的存在，似乎正好也形成一種學習障礙，也常常自認自己的判斷不可侵犯。因此，當務之急是建立一種「合夥人制」之心態，真正讓所有檢察官打破階級、期別等觀念，而改為有合夥辦案之心態，同時確立專業上的評價以及與同僚之間互助合作才是升遷的絕對標準。
2、 檢察官歷練及培訓計畫的完整建立—紮實形塑專業能力

     現階段檢察官在候補期間所承辦的業務和一位出道十年的資深檢察官幾乎看不出差異，過去的歷練計畫目前在檢方似乎已經久未落實。但是，各種專組在中大型地檢署已經運作5年以上，摒除一般性案件，辦理智慧財產專組、婦幼保護、緝毒、環保、檢肅黑金等案件，其間各類案件之法律規範、偵辦策略、偵辦方式乃至犯罪集團均差異甚大，長期專辦於同一類的專組，事實上幾乎很少會碰觸其他類型案件，因而減少很多其他學習歷練的機會。
專業人士向來是校園中最優秀的一群，條件優秀，也自視甚高。檢察官更是考訓、養成教育更是如此。因此，以強力督促生涯早期的高度發展，並建立他們追求專業、累積知識的性格是極為重要的一環。蓋因為密集的訓練幾乎是專業人士養成過程不可或缺的一環，利用「專業、密集的在職訓練」、「導師制」、「同臍壓力」等方式督促檢察官學習，進而可以提昇知識的境界和辦案的精緻程度，尤其不斷增加資深、資淺、新進檢察官專業上的挑戰，以透過嚴厲的挑戰增長智慧，塑造整體檢察官「追求專業」與「渴望累積知識」的性格。

因此，檢察官候補期間應該建立逐步進階的歷練計畫，有效地讓資淺檢察官在候補期間循序漸進地習得各種專長及偵辦經驗，並從中累積、摸索自己的興趣和專長。蓋檢察官屬於專業人士，密集的工作歷練和培訓計畫，能讓資淺檢察官學得更快、更好，資淺檢察官勤於學習，並以系統化的知識提升其工作能力，尤其透過專業上的競爭，資淺同仁和資深同仁，教學相長，在鼓勵學習及競爭的氣氛下，更能有效地提升組織其他同仁的學習鬥志和成效。

3、 檢察官知識庫的建立：所有資訊的編碼和分類

法務部建立了檢察官論壇，並已經出版了幾本辦案手冊。但是，事實上，這僅是達到知識管理的第二個層次，也就是將這些已經電子化的資料建立成可以讓組織共享的「資料庫」系統。但是法務部縱然建立了檢察官論壇、資料庫，卻沒有花時間、精力去分門別類，也沒有專人定期的管理，乃至鼓勵員工分享知識的誘因，檢察官論壇這個資料庫的內容無從檢索，也沒有讓新的「知識」增添入資料庫中。這樣的資料庫猶如一灘死水，既無法發揮知識的「綜效」，也沒有推動員工分享知識的風氣。

尤其檢察官體系在知識迴旋上的路徑，往往是口耳相傳的方式。因此，一方面以資訊科技建立知識傳播的分享平台固然是當務之急。此外，不僅要建立網路上的資料庫，也應透過其他各種方式鼓勵資訊及知識的分享，增加知識傳播的「見面時間」，形塑全體檢察官是一個「知識共同體」之現象。

    然而，知識管理的最高層次，則是要能充分發揮以「知識」為核心的組織價值，一方面讓組織內的檢察官持續應用既有的知識庫，而這個泛稱檢察官知識庫的內容，應該包括（1）已經分類和編碼過的所有重要性偵查案件內容及偵辦過程記錄（2）檢察官論壇上的有關案件偵辦及法律意見之討論及分類彙整（3）各式教育訓練的課程講義及研究成果（4）各檢察機關年度的法律研究報告。藉此形成檢察官豐富的辦案資料庫。全國各地的檢察官們並不斷地與其他檢察官互動、創新、學習，並且不斷地回饋更豐富的辦案知識，使知識庫呈現一個源源不絕的活水源頭。這樣的終極目標，就必須要全體檢察官密切配合，共思建立以「知識分享」的組織文化，一方面建構知識管理的基礎工程（資料庫、資料分類、資料編碼等），同時設置專門的知識管理人員（知識長）隨時推動組織內各項知識管理業務，並不斷對於分享檢察官提出誘因，鼓勵偵查、法律知識與經驗的分享，由上到下都以專業知識為追求和執業倫裡的判別標準，檢察官上下的倫理關係是專業知識的優劣，而非表象職位的高低，讓知識呈現活水循環的方式在組織內流動。在成功經驗共享的觀念下，「知識管理」不應該只限於蒐集過去的數據的資料庫，也不是收集文件，更非只是檢索這些蒐集來的數據與文件，而是必須在工作心態上有更積極運用知識於創造更多價值的對策。所以，在一個知識型的組織中，建構一個有效的知識彙整和傳播系統，讓組織內的知識能有效的創造、流通與加值，進而不斷提升知識工作的品質與效率，才是知識管理真正的核心價值。

4、 在職研習的制度化、進階化和公開化
近幾年來法務部對於檢察官的教育訓練課程投注甚多的時間和資源，各類型的研討會，不論是由法務部主辦或其他相關部會承辦，都會聘請相當優秀的專家學者來講授，並編撰有紮實的訓練講義。然而，第一，各類型訓練課程始終沒有系統化、制度化。智慧財產、資訊法律、婦幼保護、貪瀆、環保、金融犯罪、公訴詰問等大概是目前訓練課程的主要大項。但是，每一種專長訓練，必須能因應檢察官的年資、興趣、專長歷練計畫，循序漸進，由基礎、進階，乃至高階程度，逐級安排訓練，才得以讓講座本身及參訓檢察官們均得到教學相長的成效，尤其透過進階的培訓，附隨建立人事升遷的歷練計畫，並整體地帶動偵辦品質的提升，檢察官的偵查品質才有辦法面對輿論對偵查細緻化的高度要求。第二，各種課程或研討會的講義或上課記錄應該將之有效的保存或建檔，並予以公告公開。每一次研討會或教育訓練都是法務部耗費大量的人力資源和財務所舉行，所聘請的專家或學者，無非都是一時之選，尤其調訓全國各地檢察官不遠千里而來，其目的無非是希望受訓的學長先進能將最新的知識資訊帶回各地，並讓各地檢察官的個人經驗得以在研討會期間得到充分交流和昇華，發揮1加1大於2的「綜效」成果。但是，迄今歷次研討會的講義或會議紀錄卻始終無法建構成一個豐富的資料庫，以供檢索或查閱。比如，將講義全文掛上內部網頁便是一個相當可行的途徑，沒有辦法參訓的檢察官可以藉由內部網路下載其有興趣的訓練講義或教材，就可以免於勞頓奔波，而輕易地得到這些講義和資訊。再者，將研討會的影像或聲音檔掛上網頁，更是一個經濟實惠的資訊保存途徑，台灣雖小，但是歷次研討會的舉行總是在首善之都台北，各地檢察官平日工作繁雜，騰出時間已屬難事，上台北受訓還得面對自掏腰包的經濟上額外支出，乃至尋覓住宿場所的多重難題，加上個人家庭的牽絆，是否能抽出身來參加，實在強人所難。因此，法務部除了持序加強研討會的舉行，更須積極思索將研討會講義及會議全程影像或聲音檔公告於網路之可行性，並擬訂具體實施的時間表。

美國檢察官工作之危險性及人才招募實況
非常令人震驚，今天早上（12.04.2003.）一位美國賓州聯邦檢察官被發現陳屍在他家附近一條溪邊的河床上，昨天傍晚他剛和一個販毒幫派的二名被告之律師達成認罪協商（詳情，請見下篇編譯）。事實上，上次有美國聯邦檢察官被殺，也不過是在二００一年十月的事，當時一位派駐西雅圖的聯邦檢察官在家中工作時被射殺，案情迄今未破。
         來美國之前就曾聽聞美國檢察官時有遭到暗殺的情況，而且美國法學院，尤其是排名前幾名的學校，法學院的ＪＤ畢業生向來只有極少數的比例在畢業後會選擇擔任檢察官一職。所以，雖然耶魯法學院畢業後擔任聯邦檢察官的人，大部分都有很好的發展，現任幾位耶魯法學院教授也都是先擔任聯邦檢察官後，再一步步晉升至華府重要職位，才又回到耶魯法學院任教。
       但是，前幾個禮拜，美國司法部聯邦檢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紐約州南區辦公室和康州辦公室等鄰近二單位，依往例派人到耶魯法學院作生涯介紹（類似招募新人活動），相較於其他大型商業事務所動輒以來回機票、高級餐廳和飯店住宿招待法學院學生前往參訪，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招聘真是窮酸的可以。更令人難為情的是，還真的沒幾個學生去捧場。又比如，稍早我曾經去參加一場由紐約州東區聯邦檢察官主持的有關環保犯罪偵查的演講，因為他去年偵辦了一個紐約市南方Staten island上Exxon-Mobile公司偷埋廢油管傾倒廢棄物的大案子，雖然此案所牽涉之公司層級和犯罪規模都十分可觀，早就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但是一場演講下來，卻真的只有十幾個學生在聽。

表面上，美國頂尖法學院裡雖然修刑事領域課的人數也許還好，但是畢業後走刑事訴訟的學生可真的少之又少，縱然真有走這一途的，大多也是走白領犯罪辯護業務（white-collar defense），因為在美國有一套聯邦法律在規範白領犯罪，除了規範公務員以外，主要是指企業內犯罪，這個領域將來可以在企業內謀職，還算是熱門，法學院畢業生的就業取向，已經可見一斑。
因此，耶魯畢業生縱使在畢業後剛開始幾年擔任檢察官，通常會選擇擔任聯邦檢察官（即在Ｕnited Ｓtates Attorney辦公室【俗稱US Attorney】），而不是我們一般在電視影集、電影裡常看到的地方檢察官（也就是在District Attorney辦公室【俗稱DA】），而且往往在一任三年或四年的服務期限屆滿後，就會另尋大事務所或聯邦政府其他機關任職。其箇中原因，大概我們也可以想像：

當檢察官，錢真的很少。尤其相較於今年的統計資料，紐約市一般在二百五十人以上的大型法律事務所第一年資淺律師就有十一萬美金左右的年薪，但是第一年初任紐約州聯邦助理檢察官或紐約市地方助理檢察官則只有四萬六千五百元左右的年薪，其間差距之大，真是為難了許多心中多少還有點道德勇氣的年輕人（以前看過商周出版的「人與法律」系列有本翻譯書，書名【毀約】，大概可以說明其中美國法律人的許多掙扎！）

當檢察官，除了看似很勇猛的形象以外，真的很危險！法庭裡咄咄逼人的檢察官，私底下可真是怕的要死，比如，我前天看到一本美國聯邦聯邦檢察官協會的期刊，書中的廣告頁，除了有法學檢索系統、各式科學鑑定公司的廣告以外，竟然還有賣防彈衣、防彈玻璃的廣告！我看了真是心中大吃一驚，天呀！
        因此，不論全面公訴到底是"落實刑事訴訟法的本旨"或是"仿效美國法庭電影的單方面幻想"，這固然已經是無可退路，也不該退的窘境，但是我們採行全面公訴之後，不能僅只是在形式上、外觀上仿效美國刑訴和證據法的法則，美國法庭的現實有許多根本的問題和他們法學界極想拋掉的運作困境，我們真該及早注意到此一現實的面向，如何吸引人才擔任檢察官，又如何留住優秀的人擔任檢察官，留住了人又如何進一步確保公訴人職場的安全和倫理？
       事實上，在法庭必須扮演公訴人的公訴檢察官往往會變成被告心目中首要憎恨的對象，加上未來認罪協商的範圍和比例必然會加重，公訴人求輕或求重的態度使得被告往往把我們職責所在的法定職務，變成彷彿敵我間的私人恩怨，公訴人的安危真是應該及早因應規劃的。

      雖然目前被謀殺檢察官的背後原因仍不可知，大家又不是在同一個國家工作，但是有幸在不同的國度裡同是擔任檢察官一職，知道此消息後，看著電視的頭條新聞不斷報導在搜索命案現場的畫面，心中還是很激動。學長們多保重！
新聞編譯：失蹤的聯邦檢察官今天早上被發現已身亡

Dec.04.2003

編譯：雄檢黃元冠

一位正承辦一件涉及巴爾的摩市的暴力毒品幫派案件的聯邦理檢察官今天被刺殺身亡，他的屍體被丟棄在賓州的一個溪床上。

這位三十八歲的美國聯邦助理檢察官Assistant U.S. Attorney強納生．盧納（Jonathan Luna）本週三晚上與他的妻子和小孩待在他們位於巴爾的摩大都會區附近的住家，但是午夜前不久，一通來源不詳的電話要求這名檢察官出門處理，但是他的妻子幾小時之後就向警方報案他失縱未歸。
昨天下午在離開辦公室之前，盧納檢察官剛剛已經與代表一個以錄音工作室為掩護，而實地從事販賣海洛因毒品的暴力幫派二名首要份子的律師達成認罪協商。

盧納檢察官本來預定今天(週四)早上九點三十分向聯邦法官提出聲請認罪協商結果的認可。

盧納的屍體在今天早上五點三十分在距離巴爾的摩六十英哩的一個叫Lancaster的地方被發現。

檢察總長John Ashcroft已經發表聲明會盡一切資源調查此案。

盧納檢察官出生於紐約市，大學就讀於紐約市內的Fordham大學，後來自北卡羅來納大學法學院畢業取得他的ＪＤ學位。

代表二名幫派毒販Smith 和Poindexter的律師Kenneth Ravenell已經發表聲明表示：如果事後證明他的當事人與檢察官的死亡有任何關係，他會非常震驚。且他表示這二位當事人非但沒有任何理由敵視檢察官，反而覺得很高興他們得到這個協議結果。而且他本人已經接受聯邦調查局幹員的訊問，今天稍後他的二位當事人也會接受聯邦調查局幹員的訊問。

儘管原承辦檢察官在今天早上已經無法到庭，但二位毒販的認罪協商稍後已經得到法院許可。

本案承辦警官指出本件謀殺案將會全面清查盧納檢察官所承辦的所有案件。

事實上，上次有美國聯邦檢察官被謀殺是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四十九歲的西雅圖聯邦檢察官Tom Wales坐在他家中窗戶邊的電腦前面工作時被射殺身亡，兇手和被殺原因迄今仍未查出。
美國聯邦檢察官之素質與人才流動—司法部參訪有感

     

     新春愉快！

     2003年1月12日到16日，經過檢察司與美國司法部的安排，我們到華盛頓DC的司法部去進行一週的研討和實地瞭解聯邦檢察官的工作流程（從警察聲請搜索票等令狀審核、新收人犯、內勤收案、提審及法院審理等）。另外我和碧瑛則又另外在華盛頓多待一天，趁著美國最高法院正好有舉行公開的言詞辯論庭時去旁聽審理（因為最高法院每年舉行公開言詞辯論的日數，大概只有四十天），親自去感受一下這個形同「世界最高法院」（是有點誇張！）的殿堂氣氛。

     我把其中一節討論的筆記整理出來，希望可以讓大家瞭解一下美國貪瀆偵查實況，是一位資深的聯邦檢察官來為我們講授貪瀆偵查實務（此次的演講筆記，另請詳見隨信所附之附加檔案「美國貪瀆案件偵查實務.doc」）。坦白說，這次去因為沒有帶錄音筆去錄音，純粹是靠當場筆記重點，有時主講的檢察官又講得很快，我的聽力不佳，實在聽不清楚，也來不及記，無法進一步確定我有沒有聽錯，搞不好聽成完全相反！那就丟臉了！不過，我回來之後，已經再次查對相關法律規定校正過，希望大致內容不會讓大家誤解。

     平心而論，知道美國實務越多，就越感覺美國偵辦刑案（尤其是貪瀆、毒品、組織犯罪、經濟犯罪等案件）的細緻程度，真的是很強，一方面他們真的有很好的偵查法律架構讓他們施展偵查作為，不論臥底偵查或是各式刑事程序法，從歷年的法院判決進展都可見其中豐富的討論；此外，人員的素質還是他們最厚實的基礎，聯邦檢察官和聯邦調查局幹員的素質和能力，向來是無可懷疑的。那幾天來與這些聯邦檢察官和調查局幹員交談，不論正式討論上或是中午一起用餐時私下閒聊，真的可以感受到他們有強烈的光榮感和使命感。

     可是，事實上聯邦檢察官和聯邦調查員的薪資待遇，相較於他們的能力（許多人都有多重背景的專業專長，乃至多國語言能力），卻不是頂好，甚至可以說很差。

因此，如果單憑薪資待遇或是職務升遷這樣有形的誘因，顯然是無法解釋，他們何以願意維持積極的成就動機和學習意願。而且美國司法部內的升遷極為公式化（有一個職等表，就是照表依序升遷，類似我們的年資、職等分類表）。更何況，如同一些聯邦檢察官私下告訴我們的，一些首長性職位都是極具政治性的任命，如果沒有跟對人或有特別的政治關係，顯然那些職位都是一般專業職檢察官所碰觸不到的玻璃天花板。可是弔詭的是，他們學習知識和與案件拼搏的成就動機卻十分強烈。關於此點，我一直很好奇，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有這種現象。來美國好一陣子，也跟許多現任或曾任檢察官的朋友談過。我慢慢理解箇中因素可能有幾個：

第1， 檢察官的來源取向：美國檢察官的待遇不好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但是，反而因為這樣，真的想要賺大錢、發大財的人不會來，加上，美國法學院畢業生打算走刑事案件或是公部門（司法部中亦有處理民事案件的民事司及民權司等）的又不多，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才是真正有心於此的人；我幾乎問過每一個檢察官，在他個人生涯中，有沒有想過去私人事務所或大公司執業呢？（我真的很想知道他們到底怎麼想的。）其實這是美國律師圈子極正常的流動，他們甚至叫做『「回去」私人執業』（back to private practice）。也許年輕的檢察官多少還會計畫三年簽約期一滿就離職往私人事務所任職（司法部的新聘檢察官作滿三年就離職的比率約在百分之三十左右），但是越資深的檢察官絕大多數都表示從來沒想過，當然除了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說法，其中理由也許不足為外人道，但是許多人的性向和個性就是志在此道，卻是不爭的事實。
第2， 檢察官在公部門間的流動率甚為頻繁：說美國是個律師國家，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但事實上，廣義地說，美國也是個檢察官國家。政府部門裡，每個部會都聘用有一大堆有律師資格的人（這裡面有相當數量的人都有擔任檢察官的經歷）。如果這批人也可以稱之為廣義的檢察官，其數量之大、之多，真的超乎我原本的想像，絕不是像我們法規會般聘用一、二個法律人，做做樣版，偶而外調幾個人辦辦法制會稿業務而已。在美國連內政部，甚至負責外交、國防事務的國務院，海軍部、陸軍部每年都有許多職缺，今年陸軍部登在司法人雜誌（jurist）上的廣告就講得很驕傲，「沒有很多律師一生有機會可以建立一個國家！」，其廣告背景圖案甚至是東歐新成立之塞爾維亞一國的地圖）。這則廣告看似威權與霸道，但卻真的讓人有躍躍一試的心動感覺！又比如，這次與我們會談的其中一位聯邦檢察官就即將離職，前往美國聯邦證管會（SEC）任職。因此，檢察官可以有很多機會在公部門間流動，加上轉而參與政治選舉的檢察官更是所在多有，這些聯邦檢察官們因為念及他們自己將來在公部門還有很多機會發展（反而不是單純企求在自己部門升遷），所以拼命學習，並愛惜自己的羽毛。
第3， 檢察官任內豐富經歷對加入私人法律事務所及大企業的加分效果：美國初任檢察官簽約一任的任期是三年（或有四年），不論是否簽約續任多久，任內所承辦的著名案子都看在法律圈行家的眼裡，如果表現出色，檢察官簽約期滿，各大事務所或是大企業尋求加入的機會顯然可以寄予期待，甚至是主動挖角（我就有跟一個剛退下去的紐約東區聯邦檢察官談過，他剛辦完一個案子，起訴某大企業，辦得非常漂亮，後來用認罪協商，為美國政府取得一千多萬美元之民事和解進帳，隨即遭到私人事務所挖角）。這絕不是所謂「關係決定論」（單憑當過檢察官，就有人脈，就有門路，所以就有一大堆案件可賺錢云云）。因為美國真的很大，當過一個小小檢察官的經歷，相較於全國二千多個法院轄區，幾百萬個執法人員，台灣常見的所謂人脈及門路之說，完全起不了一丁點作用，「誰會認識你當過哪裡的檢察官呢？」因為國家的規模很大，法律業的運作一切必須回歸到法律實力的原點，只有案子辦的好，不論無形的光榮或有形的高待遇才會擺在眼前。這對於檢察官的個人成就動機其吸引力是極強大的。尤其，推力與吸力一來一往之間，在國家公部門的現任檢察官為求進階發展積極學習，為案件奮戰，一方面獲益的是美國政府與社會，可以積極地查緝犯罪，可以有效遏阻犯罪；另一方面，檢察官良性的流動頻繁，隨時有人可以高興地開展另一片人生戰場，政府又隨時可以藉此補進一批更有鬥志的人加入。其間活水不斷，亦不必僅為顧慮組織內部升遷之瓶頸，反而徒生窘況。

     雖然已來半年，又上過一學期的美國刑法、刑訴及調查程序等科目，但是實地見習短短一週，坦白說，對美國刑事運作的認識還是差得很遠，英文聽說能力也不佳。這次一週的見習，參佐一學期以來上課、看書乃至看新聞所得，對美國實務運作有許多意外的發現，希望有機會可以與有興趣的學長討論討論，再向大家報告。

                                                                                   

演講筆記：美國聯邦貪瀆案件偵查實務

1、 主講人：美國司法部刑事司
廉政處
（public integrity section）檢察官Daniel A. Schwager

2、 時間地點：

· 2004年1月13日下午

·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司法部，海外偵查發展、援助、訓練處（office of overseas prosecutor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nd training）四樓小型會議室

3、 主講人背景說明：Schwager檢察官是隸屬廉政處之檢察官，此處是專門負責偵辦公共貪瀆案件的專組，名義上他雖然是資深公訴檢察官（trial attorney），但事實上他多在偵查階段就親自參與偵查期間的證據蒐集和調查。Schwager檢察官早自法學院畢業後，即順利通過嚴格的徵選進入紐約市曼哈頓地檢署
工作，且一開始即依其志願加入該署內之「特別偵查局」（special prosecution bureau）
專辦貪瀆案件，服務滿三年之後，向司法部提出申請加入司法部轄下之刑事司專責公共貪瀆案件之廉政處。

4、 研討內容：

· 美國貪瀆案件的常見類型：

· 選舉投票的行賄收賄行為（bribery at elections）：以提供金錢或其他有價值的引誘物與選舉人（尤其是議員）達成協議為特定投票或棄權不投票
。

· 收回扣行為（kickback）：一般最常見，公路興建時，政府負責監督發包的公務員會與道路承包商暗示：「如果你不給回扣，你就得不到此承包合約！」（If you don’t kickback, you won’t get the road-building contract! ）

· 警察貪瀆行為：承辦毒品案件之警察因為經常與毒販相處，最常發生貪瀆案件，為典型的警察犯罪型態。

· 洗錢行為（money laundering）
· 組織犯罪(organized rime)

· 競選政治獻金犯罪（contribution）：尤其是大企業為了規避對同一個公職人員捐獻政治獻金的上限管制，往往找了同公司內的許多不同員工充當捐獻人頭，將一大筆遠超過管制上限的金額，化整為零，分散給許多人頭來捐給同一個公職人員，以規避政治獻金法的管制。

· 貪瀆案件之成案來源：

· 一般民眾檢舉：各地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都設有專線電話及聯絡信箱、地址接受檢舉。聯邦調查局也會有同樣的檢舉管道，任何人知悉有公務員涉及貪瀆時就有可能會打電話告訴聯邦檢察官或廉政處，然由聯邦檢察官和聯邦調查局共同決定進一步採用臥底偵查或其他方法深入調查。 

· 線民及合作證人供出：線民（informer）及合作證人(cooperative witness)供出可能有公務員涉嫌貪瀆。大家都知道越大規模的組織，人一多，組織裡面的秘密就越難保守，只要稍加打聽貪瀆案件的線索就極有可能被發現。

· 國會議員檢舉聯邦公務員犯罪：一般而言，此類型案件會先將案件交由司法部部內之刑事司廉政處的檢察官進行初步調查，最後視案情可能涉及的層級，如果牽涉政府高層公務員或與總統、國務卿、法務部長等人有密切關係的人，會了避免政治壓力及偏頗的質疑，刑事司廉政處可能就會建議檢察總長（即美國司法部的首長）另外指派一個獨立檢察官（independent council）或特別檢察官（special prosecutor）來接手調查。比如，尼克森總統時所發生的水門案（Watergate），就有指派獨立檢察官調查。最近檢察總長（John Ashcroft）也指派了一位特別檢察官調查一件與白宮雇員有關係的刑事案件。

· 其他檢察官於承辦案件時發現可疑有公務員涉入時主動告知線索：雖然確實很難強求檢察官與其他同事分享可能的犯罪偵查資訊，而且制度上也沒有任何誘因讓其他檢察官於承辦各自案件時，得進一步瞭解有無公務員涉及貪瀆犯罪之線索。但是，聯邦檢察官已經建立慣例，幾乎在調查所有的組織犯罪案件（organized crime）或公務員貪瀆的案件時，檢察官都會主動向涉案的被告及證人詢問，以瞭解該案內情中有無其他公務員涉及貪瀆情事，尤其在認罪協商的被告及合作證人時，承辦檢察官會很明確地告訴被告及合作證人，「如果供出相當線索，你就可以脫身！」（Tell me something and you can go out! ）。

· 聯邦檢察官涉入時機：當然前提是涉及聯邦犯罪時，但是刑事司廉政處會判斷此案是否關係地方或聯邦公務員，尤其在懷疑本案涉嫌公務員與各州的「美國聯邦檢察官」（US attorney）
有密切關係時，尤其地方上的「美國聯邦檢察官」與地方人士往來已久，可能已有相當友誼關係，為了維護檢察官偵查案件的客觀性，避免有不公平、偏頗情況發生，就會直接由華盛頓派司法部部內的聯邦檢察官
介入調查。又比如，發現有地方上的法官經常過份對抗或過度偏袒某些律師時，刑事司廉政處也會懷疑有無違法問題，並指派部內的聯邦檢察官開始進入調查。

· 司法部內之聯邦檢察官介入調查方式：通常會視案情複雜程度指定一至二名部內的聯邦檢察官出差前往該州調查。一般而言，刑事司廉政處的檢察官不會帶同自己的調查員前往該地，而會與派駐該地的聯邦調查局幹員進行合作。但是也不必過度擔心與調查員、警察等的互相配合的問題，因為美國非常大，全國各層級檢察官非常多，執法單位（law enforcement agency）亦多。所以，事實上，部內的聯邦檢察官與調查局幹員間很少有私人的情誼關係，檢察官反而可以不必考慮彼此配合的問題。尤其在美國的檢察體系工作，不論在檢察官或執法單位，都信賴彼此間都有相同的一套偵查程序、規則、獨立性和制式調查過程（we rely on the same prosecution、regulation、independence and formal investigation.）。當然，如果案件太複雜，甚至牽涉到派駐該地的聯邦調查局單位時，刑事司廉政處的承辦檢察官才會考慮由部裡帶同自己部內的調查員前往該地調查。

· 偵辦公務員貪瀆案件必須考慮的面向：有一些公務員貪瀆案件並不是很嚴重，尤其是層級很低的公務員所犯之侵佔或竊盜等案件，但是檢方的起訴對他遭到行政管理部門的處分之影響可能很嚴重，比如說：立刻遭到解雇、無法領退休金、不能辦理退休等。尤其行政管理上的處分，管理當局（administrative authority）對處分上證據的要求比較低、處分的程序也比較不複雜。因此，一方面檢方必須考慮此點，尤其在所蒐集到的證據不是那麼強，而被告可能遭受的行政處分（比如：撤職、停發退休金等）卻遠比刑罰的最高刑度來得重時，為了避免起訴遭到判決無罪的風險，承辦檢察官就會徵求部門的主管檢察官的同意，不對此案起訴，而採取其他的途徑來懲罰他。但是，另一方面，檢方更要在偵查時尋求涉案低層級公務員的合作，讓他明白遭到起訴、判刑在行政管理處分上的嚴重後果，他會失去工作、退休金也會被取消等，讓他改當合作證人作證指控實際操控貪瀆的上級公務員，以順利追查可能涉案的上層公務員。

· 臥底偵查的採用：偵查貪瀆案件採用臥底偵查幹員（undercover agent）是非常常見的。但是必須在事前與地方警察或聯邦調查局幹員開會確定方案後，依法取得法院法官的同意才可以實施。刑事司廉政處在貪瀆案件承辦時，經常派臥底幹員假裝承包商或公司行號與公務員接洽，一方面確實可以取得有利的證據足以證明該名遭檢舉之特定公務員有貪瀆行為，但是廉政處也經常在派出臥底幹員偵查之後，反而才發現實際上涉嫌貪瀆的公務員並不是遭檢舉的A公務員，而是另一個公務員B。又比如，曾在有人檢舉某州高層官員在發包高速公路工程時，涉及向有意投標廠商索賄時，刑事司廉政處即與聯邦調查局合作，成立一家虛偽的公司，派臥底幹員假裝廠商參與此次標案，並私下向其他廠商打探欲行賄之方法，以瞭解實情，即順利逮捕涉案的某市長。之前刑事司廉政處亦查到紐約州有一間大公司涉嫌違法傾倒廢棄物，並已遭到起訴、判決。當時刑事司廉政處接獲檢舉之後，隨即採用臥底偵查，派一組幹員成立一間虛偽的廢棄物傾倒公司長期參與廢棄物處理業（dumping industry）的經營，由一個臥底幹員攜帶密錄機秘密錄下他們商議以合法掩護非法的傾倒內容，並順利錄到他們關鍵性的對話，進而才能順利查得各項隱密的證據。

· 談話錄音帶在貪瀆案件的重要性：在貪瀆案件中，沒有其他證據比錄音帶更有用。被告根本不可能對錄音帶提出任何辯解。在美國，任意竊聽、竊錄別人的談話固然是違法的，而需要事前向法院申請監聽票
。但是，有一點很重要，如果是參與談話的其中一方當事人，自行將二個人彼此間的談話私下錄音卻是完全合法的，因為經過談話一方當事人的同意（with the consent of a party to the communication），也沒有侵犯隱私期待的（privacy expectation）問題，此部分是完全不需要任何令狀許可的
，而屬於所謂的「當事人同意例外原則」（consenting party exception）。而且，現在數位錄音技術很成熟，數位錄音筆又很小，臥底偵查幹員帶錄音筆在身上根本很難被發現，只要能錄到關鍵性的索賄或其他對話內容，案件就很容易成功。在美國，一般被告不可能去爭執錄音帶有無遭到變造等等真偽問題，如果被告提出這種爭執，法官也根本不可能買帳，因為法官真的瞭解美國司法體系運作的實況，法官很清楚正常的檢察官、警察、調查員都不需要、也不可能去作這種變造錄音的事，尤其是檢察官必須維持他的職業生涯的公信力，更不可能作這種事。

· 虛偽陳述罪（false statement）的運用：美國憲法固然保障任何人固然沒有自證己罪的義務，也有保持沈默的權利。但是，依據美國聯邦法規及模範刑法典，一方面對於在司法程序中經過宣誓的證人（witness under oath）有所謂「偽證罪」
(perjury)的規範，避免已經在法庭宣誓具結後的證人故意地編造牽涉重要關係的關鍵事實。另一方面，對於任何人在聯邦公務員詢問時故意（knowingly and willfully）於案情有重要關鍵的事實（material fact）撒謊、隱滿、掩蓋（falsifying、concealing、covering up），或在陳述時使用虛偽的文件或文書等，也認為都構成違反聯邦法律
，屬於刑事犯罪
。

· 行賄受賄（bribery）和單純接受餽贈（gratuity）的區別：行賄受賄行為，是指為影響公務員於其法定職務之執行，而提供、給予、接受或索取有價值之物的行為
。至於公務員收受朋友所贈送的有價值禮物，如果不涉及公務員的職務上回報，只是單純的餽贈，在聯邦法上是不涉及犯罪的。但是，在州法律上還是有可能構成犯罪，比如，最近康乃迪克州州長接受朋友為他免費修繕裝潢度假小屋，如果不能證明他於受贈事後有從事某種職務上行為以為回報的話，在聯邦法上是不構成犯罪的，但縱使如此是他的單純受贈行為，卻還是違反康乃迪克州的州法律。

· 偵辦警察貪瀆案件對檢警關係的影響：Schwager檢察官早在紐約市曼哈頓地檢署工作時，就是專辦警察貪瀆的專責檢察官，但是他並不認為偵辦警察的貪瀆行為會影響檢警關係，因為每天在曼哈頓地檢署辦公室進進出出的紐約市警察（NYPD）有幾百個人，其實每個人都想捉出那些害群之馬，每個警察都知道檢察官所做的工作對警察的形象是有正面幫助的，並不會因為檢察官查辦貪瀆的警察就產生衝突，而且他也強調包括他在內的每個檢察官都尊敬那些認真的好警察。

 美國康乃迪克州貪瀆案件偵辦實況
        在對抗恐怖主義犯罪的趨勢形成之前，對抗貪瀆（白領犯罪）、環保犯罪、毒品犯罪及稅務犯罪等領域一直是美國檢察官（尤其指聯邦檢察官）的主要工作目標。耶魯大學所在的康乃迪克州（Connecticut，下稱康州）聯邦檢察官也不例外，這一、二年更是一連好幾個市的市長因為涉及貪瀆，甚至性侵害（比如：Waterbury的前任市長）被聯邦檢察官起訴，並陸續已經遭到法院判刑。
        其中Bridgeport市長Joseph P. Ganim剛在去年底以收賄、藉機勒索等罪名被判處九年有期徒刑及美金十五萬元的罰金，並應追繳收賄所得美金十四萬八千元確定（根據聯邦量刑準則，他至少必須服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刑期，也就是七年半，他也已經入獄服刑了）
[1]。
         而且就在這幾個月，康乃迪克州的州長John G. Rowland也正遭到聯邦檢察官調查其收賄及與承包商勾結之疑雲。稍早，州長的前任辦公室主任Peter Ellef（chief staff，即其首席幕僚）和副主任Lawerence Alibozek甚至都已經向檢察官認罪，承認向廠商收取回扣（kickback）等情事了。這位州長幕僚Alibozek先生為避免檢方追查，甚至曾採取了一套古老的掩飾贓物方法—將他向建設公司所收的「金塊」和現金埋在他家後院的地底下。其實Rowland州長收受廠商為他免費裝修他的湖濱度假小屋、利用簽訂環保合約的機會向廠商索賄、提名免費為他法律服務的某律師事務所大律師擔任州法院法官等情節，看起來已經非常明確，在聯邦大陪審團在進行偵查的同時，州議會也已經組成彈劾州長的調查委員會在調查其不法情事，只是州長在民意支持度已經跌到百分之二十不到，甚至民意調查顯示已經有高達百分之七十的州居民要求他下台的情況下
[2]，還是拒絕辭職就是了！
      最近媒體甚至已經開始以康乃迪克州（Connecticut）的英文諧音，戲稱康州是「貪污」「有罪判決」之州（”Corrupticut”，”Convicticut”）。
      事實上，康州高階官員貪污盛行的情況，並非近年才出現的怪現象。早在一九三０年代起，康州高階官員，尤其是民選縣市長因貪污案遭到調查、判刑的事件就層出不窮。
         曾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間擔任康州檢察總長的Austin McGuigan先生，前陣子應邀到耶魯大學法學院演講「康州的貪污傳統」（Corruption tradition in Connecticut），談及他任內那十年間積極查辦康州貪瀆官員的心得。根據他提到的狀況，當時的康州幾乎已經到了許多市長、警察局長、議會議長、消防隊長等等，每一個高階官員幾乎沒有人不涉及貪污的惡劣情況，而擔任檢察總長的他甚至必須去防每個高階官員對他的監視和敵視，不過，他仍很積極地查辦許多官員的貪瀆案件。會中他以投影片放了一份當時的本地報紙（”New Britain Herald”）給大家看，那份報紙的頭版標題竟然就印著：「今天總算沒有官員被逮捕」（”No Arrests today”），真可以為當時的貪瀆案偵辦之景況下一個生動的註解。
        有人說康州高階公務員貪污風氣盛行之原因，乃係康州的疆域太小，又太有錢了。康州之總面積約莫與台灣相當，但是此州極為富裕，為美國各州居民平均所得第二或第三高之一州，平均年國民所得高達四萬二千七百０六美元（per capita income 2002）。因為全州人口（三百五十萬人左右）及面積相對於美國整體來說，都算很小。然而，康州在美國看似不長的歷史中，卻已經算是一個開發歷史頗悠久的州，更是傳統上新英格蘭社區之所在，仍維持許多緊密的社區傳統。因此，此地政治、商業的上層階級往往互相認識，日子久了必然結成一個官商不分的結構。
      尤其，美國選舉花錢之凶，較之台灣顯然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幾個月之前，宣布退選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Dean光是在黨內初選就花了四千萬美金以上。同理，這些民選州長、市長為了選舉勝利，到處募款取得政治獻金，歷經千辛萬苦總算選上，但是縱使在康州這個富裕之州，其選上之後的年薪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五位數的六、七萬美金左右
[3]，相較於此地一般中上階級的收入，不僅稱不上吸引人，依照康州的物價和房價水準，甚至還顯得有點寒酸。不過，這些民選官員們卻個個擁有操縱一年幾百萬、乃至幾千萬美金的預算生殺大權，於是他們身邊自然圍繞著一批批說客（lobbyist）、承包商（contractor）及顧問公司（consultant），這些當時出錢贊助的金主便一步步地用各種利益誘惑這些民選官員，以便取得各式承包合約，甚至一官半職。然而，這些官員雖然有權力讓圍繞在他們周圍的人賺大錢，官員自己卻得眼睜睜地看著別人發財，其心裡真能抵抗誘惑？看起來似乎誘惑真的難耐，台灣官場不脫如此，美國官場上當然也不例外。
      康州官員最典型的貪瀆結構，總是州長、市長原本的童年好友、大學同學、鄰居，藉著這一層親密關係，取得接連不斷的各式承包契約或長期顧問合約，然後再化為有形的金錢回饋給這些官員
[4]。有時候，為了迎合喜歡古董、美酒、女色的官員，承包商們就直接、間接地滿足其需求。在審理前任Bridgeport市長Ganim貪污案時，聯邦檢察官Ronald Apter先生甚至挑明著詰問，當時上證人台的被告Ganim市長：「他（指一位承包商）供你奢侈地吃、穿，不是嗎？」（ “He clothed you, he fed you lavishly, did not he?” ）。這個問題已經夠狠了，豈料，這位前任市長在法庭上的回答更妙，「是沒錯，但是，我不是唯一一個靠他吃喝的人呀！」（”I wasn’t the only one eating, but yes.”）
[5]
      或許，由此觀點似乎也可以解釋，不論Bridgeport的前任市長Ganim或是現任康州州長Rowland其所涉及的貪瀆行為其樣態幾乎完全一樣，其基本模式就是利用原本相熟的關係，藉機向承包商、企業主管或是法律事務所的主管律師勒索各式有價利益，並進一步交換各自擁有的政治及商業利益。比如：這位Bridgeport的市長就屢次藉機以他自己的生日、他女兒的生日等各式荒謬的名義自與州政府有工程承包關係的企業主管收受美金一千元、三千元不等的生日禮金，甚至還向廠商索取價值一千六百美金的鑽石耳環當成禮物送給他老婆
[6]。每筆金額看似不多，但是，他以各式名義所收取的餽贈累積竟然超過五十萬美金。他也曾將市政府一年幾十萬美金預算的法律顧問合約發包給某一個律師事務所，而該律師事務所其實早就是市長本人自己的法律顧問，只不過經由此途徑，市長以前積欠該事務所的的三萬元律師費隨即從該事務所的積欠帳單記錄中一筆勾消而已。
        同樣的，康州州長遭到舉發的貪瀆行徑亦如出一徹，康州州長被檢舉自該州的許多承包商收取高價值的禮物及現金。而且，既然州長的辦公室前任主任及副主任都已經在聯邦檢察官調查時坦承收取賄賂，幫助特定廠商取得承包合約，並已經達成認罪協商，想必他們二位將來勢必成為檢方指控州長的關鍵證人。此外，最近輿論也報導著，州長的個人法律顧問Robertson律師近幾年免費為州長Rowland私人提供六百小時左右的法律諮詢（相當於價值十二萬五千美元的律師費），不過，該律師事務所在去年就幸運地承包到州政府一年五百萬美元的法律顧問費，足見其間是否存有某種默契，令人起疑。更誇張的是，今年初州長還向州議會提名Robertson律師為康州法院法官，該律師為州長私人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隨即獲得州長提名為法官，並取得州政府法律顧問合約等等，是否具有相當關係，實在不無疑問。根據康州州倫理委員會在一九九一年的一項規定，明確規範公務員不得自政府承包商額外取得免費的專業服務（比如：醫療、法律、工程等），Rowland州長不知避嫌，反而瓜田李下地犯下明顯的利益衝突違規之舉，顯然已經讓州長自己又陷入另一場風暴。
 

 [1] 此案最初，聯邦檢察官及調查員早在一九九七年就獲得線民密報，然後才從負責為Bridge市長Ganim募款的幕僚，同時也是Ganim的好朋友之Pinto下手，先調查Pinto個人逃漏稅及向廠商勒索等情節。嗣Pinto於二００一年初認罪後，再依據Pinto的供詞，逐步從Bridge市長的競選財務申報書（campaign finance report）中尋找可疑的線索，遂發現許多曾經捐款的承包商和建設公司，嗣後竟然都得到許多市政府的承包合約和顧問合約，而且市長Ganim自己的家也是由其中一間建設公司Kasper Group所設計，以上內容最早見報係在二００一年六月，The Hartford Courant, Jun.14 (2001) ；The Hartford Courant, Jan.9 (2003)。
 [2] New Haven Register, Jan. 22 (2004)。
 [3] Connecticut Magazine, The Corrupters, March 2004, Vol.67 No.3, p.30。
 [4] 同前註，p.29-48。
 [5] The Hartford Courant, Feb.27 (2003)。
  [6] The Hartford Courant, Jan.9 (2003)。
美國專責肅貪之各級檢察機關架構與歷史
           在美國，絕大多數的民選或高階官員之貪瀆犯罪案件都由聯邦檢察官（US attorney office；federal prosecutor）偵辦，至於一般的州檢察官（state prosecutor或有稱為district attorney，在分類上，應該均屬地方檢察官 ”local prosecutor”的層次）固然有管轄權處理違反州刑法之官員貪瀆案件，有時確實也承辦了部分的貪瀆案件，但是，往往只是針對個別的低階公務員或基層警察的受賄案件。
     造成這個現象有幾個原因，其首要理由是「白領犯罪」（white collar crime）的聯邦法律化（federalization）。儘管在美國憲政歷史上，美國「州」和「聯邦」的關係時近時遠，不過，在一九七０年以前，聯邦司法部幾乎不曾涉及州層級官員貪瀆案件的偵辦。但是，此後近三十年來，屬於聯邦的司法部不斷擴充聯邦法律所能管轄之事務權限，卻是不爭的事實。
         尤其在貪瀆和組織犯罪部分，最有名的法律就是俗稱「RICO法」的「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1]，RICO法在剛立法通過得最初幾年，聯邦司法部幾乎不曾使用此法起訴被告。但是，近年來聯邦檢察官卻經常使用此法來起訴貪瀆犯罪，甚至大型幫派組織犯罪。其原因是此法案有「財產沒收」（forfeiture）及罰金的規定，對白領犯罪及大規模的犯罪組織有明顯的嚇阻效果，所以特別吸引聯邦檢察官以之用來對付貪瀆、組織或白領犯罪的犯罪者。這個法案也讓聯邦檢察官因此取得可以深入各州偵辦原本不涉及跨州利益的州內貪瀆及組織犯罪之法源。
      此外，相較於地方檢察官資源的有限性，聯邦檢察官顯然有較充分的時間和物質資源以偵辦貪瀆案件。一方面，聯邦檢察官不用應付每日煩人的所謂一般街道犯罪（street crime）之人犯移送、逮捕令申請、搜索票申請等事務
[2]，可以專心偵辦貪瀆案件。
         再者，貪瀆案件往往牽涉許多高階公務員的私密關係，以及十分龐大的政府文件，屬於文件密集之案件（document-intensive cases）
[3]，一般地方檢察官在正常工作負荷之外，是難以抽出時間來偵辦此類案件的。舉例來說，稍早提到的Bridgeport市長貪瀆案，便是二位聯邦檢察官和三十幾位聯邦調查員進行了長達二十個月的調查後才正式起訴，當時甚至在法官允許下在市長的二台座車內裝設竊聽器，並同時監聽二間餐廳及六線私人電話，一共竊聽得五萬三千通對話
[4]，許多讓被告認罪的證據都在竊聽錄音裡，這些以數位錄音監錄的龐大監聽記錄，如果不是聯邦檢察官可以與專精此類型案件之聯邦調查員一同專責承辦此類案件，一般地方檢察官倘身陷此案的偵辦中，估不論地方政治勢力的可能反撲，單就其工作量恐怕就會癱瘓整個地檢署原本的正常工作。
        而且，貪瀆案通常牽涉多數被告，乃至一個貪瀆共犯集團，這批被告往往擁有豐沛的金錢和辯護資源，甚至絕大多數的情況，在美國的實務界看來，他們都可以聘請到曾經擔任檢察官的優秀律師擔任他們的辯護人
[5]，這自然是一般街頭混混犯罪後所不能想像。況且，這批共犯集團多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白領犯罪者，共犯間常常已經謀略好一個聯合的辯護策略。因之，在偵辦策略上，檢方想要以「個個擊破」（divide-and-conquer）」的方式來突破他們所構思的辯護心防，順利取得合作證人（污點證人），勢必得更花功夫
[6]。
        在美國檢察歷史上，偵辦貪瀆案件，在總統及白宮幕僚的層級上，固然有所謂「特別檢察官」（special prosecutor）或「獨立檢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的個案任命。但是，在一般聯邦及州層級官員的貪瀆案件上，實務上，可見由幾個不同的檢察組織來偵辦：
派駐各地的聯邦檢察官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office；local federal prosecutor）：
              聯邦司法部在全美國各地總共分為九十四個聯邦司法管轄區，相應亦有著九十四個聯邦地區法院轄區（Federal District Court），司法部在每一個司法管轄區域內任命有一聯邦檢察長（US Attorney）。比如，康州即有一個聯邦檢察長Kevin O’Connor，而其轄下又在康州內各地區分設數個辦公室，分別在New Haven、Bridgeport、Hartford等地，每一分支辦公室均雇有數名至數十名檢察官不等。聯邦檢察官在偵辦白領犯罪上的專業向來有目共睹。聯邦司法部向來不雇用法學院剛畢業的職場新鮮人擔任聯邦檢察官。因此，想要擔任聯邦檢察官至少得有三年以上的地方檢察官、法官助理或私人執業律師的經驗。雖然待遇只比地方檢察官稍好一些，不過，競爭者仍為數眾多，全美一年幾千封應徵者的申請信，不過錄取幾百人。精挑細選之後，加上聯邦檢察官（指Assistant US Attorney，簡稱AUSA）的平均任職期間又遠較地方檢察官（指Assistant District Attorney，簡稱ADA）為長
[7]，其偵辦貪瀆、環保、稅務等白領犯罪的經驗自然較為豐富。
            而且，聯邦檢察官直接隸屬聯邦司法部，不受地方政治勢力牽動，預算與資源亦同樣有其獨立性，又有聯邦調查局所屬精銳幹員的支援，自然較有意願，並有能力足以偵辦貪瀆案件。
            尤其，自從一九七五年聯邦司法部在當時檢察總長Edward Levi宣布此後將把調查公務員貪瀆當成政策首要目標時，並率先成立廉政處（Public Integrity Section），此後聯邦檢察官幾乎已經將肅貪變成他們執行檢察工作的首要目標之一，各地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亦會設立專責偵辦貪瀆之專組（Public Corruption Division）
[8]。
              至於，貪瀆案件倘若是由聯邦檢察官偵查起訴，自然係依據聯邦刑事程序法（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向各州的聯邦地區法院（Federal District Court）起訴，適用所有聯邦刑事訴訟程序，諸如：大陪審團（Grand Jury）、聯邦量刑準則（Sentencing Guideline）等。一般說來，依據聯邦刑事程序法，對檢方較為有利，一方面是檢方因為有大陪審團的調查權力，可以大陪審團名義之傳喚方式（subpoena）有效取得各式書證與人證。檢方又可以以刑責豁免（immunity）或認罪協商等方式讓合作證人供述出對檢方有利之事實。另一方面，依目前量刑計算標準和要件，聯邦量刑準則對被告顯然較為嚴苛。  

州檢察總長辦公室
· （指State General Attorney或Chief State Attorney）：
            許多州為了避免各地之地區檢察長（District Attorney）窘於地方政治壓力、技術及資源的有限性等多重限制，而有意地不偵辦貪瀆等高度專業性及敏感性案件，多在州檢察總長辦公室下另設專責的肅貪組（Public Corruption Division）或廉政組(Public Integrity Division)。
            比如，康州檢察總長（Chief State Attorney）辦公室下就設有一個廉政局（Public Integrity Bureau），負責全州境內各級地方政府的貪瀆案件調查。同樣地，鄰近的紐約州檢察總長（General Attorney）辦公室亦設有相似的廉政組（Public Integrity Unit），用以確保州政府及基層市鎮政府的官員廉潔。 

             但是，同時承辦貪瀆的州檢察總長辦公室內之地方肅貪檢察官和派駐該州的聯邦檢察官之間如何分工，或是說如何在偵辦案件上分權，倒是成為一個難題。

          美國國內向來承認所謂聯邦和地方管轄的「雙重主權規則」（dual sovereignty rule）
[9]，所以同一被告所為的同一犯行，只要該當各自刑法上的要件（指「聯邦刑法」或「州刑法」），既然聯邦和州是各自不同的主權主體，聯邦檢察官和州檢察官自然都可以據以向各自所相應的法院起訴
[10]。其事務分權的原則，法律上並沒有固定的標準，而是綜合由幾個因素決定，包括：財務資源的可行性（financial resources available）、該管轄區之法律是否最有利於檢方（the jurisdiction with the law that best support government）、可能的最大刑罰（the location with the maximum possible penalty）、政策的優先性（policy priorities）等
[11]。
       

            然而，觀之現實的狀況，貪瀆案件仍多是由直接隸屬司法部之聯邦檢察官偵辦為多。比如：在最近偵辦康州州長的貪瀆醜聞上，隸屬於康州檢察總長辦公室的廉政局，在此案偵查階段，名義上固然也和派駐此地的聯邦檢察官合作偵辦
[12]，但是，到目前為止，所有的偵查程序都是由聯邦檢察官向聯邦地區法院大陪審團申請，而不是依據康州之州刑事程序進行，即可見一般。不過，關於此事，曾經在任內大力掃蕩康州境內貪瀆官員的前任康州檢察總長McGuigan先生對此倒是頗不以為然，他曾在演講中表示，目前的州檢察總長和州檢察官都太軟弱，不應該一直讓聯邦檢察官帶頭偵辦，否則老是由聯邦檢察官來偵辦州政府官員的貪瀆，無疑地以行動告訴民眾州政府的不可信賴和州檢察官的無能，長期來說，對州與聯邦的關係是極不公平的。
  

地區檢察署
· （指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或State Attorney’s Office）
[13]：
  

         以紐約市曼哈頓區地區檢察署或洛杉磯郡地區檢察署為例，都設有類似的肅貪部門。曼哈頓區地區檢察署，專責肅貪的部門，就有特偵組（Special Prosecution Unit）及組織犯罪局（Rackets Bureau）等二個部門，前者負責調查轄內低階官員的貪瀆案件，後者則係負責長期偵辦高官及名人貪瀆等大案件（”big cases”）
[14]。
  

            但是，普遍來說，地區檢察署設有專責肅貪部門的並不多見，其主要理由固然是只有大都市的地區檢察署因為組織龐大，才必需以水平或垂直等方式分工設職
[15]，小市鎮裡的地區檢察署，人多事簡，實在沒有分工的必要。但是，檯面下的理由，卻是源於許多地區檢察長都是民選出身，其與地方行政及立法部門不僅是政治伙伴，有時候更是競選對手，政治的糾結甚深，彼此關係複雜，拿捏之間，難以收放自如，加上一般美國民眾多關心毒品交易、槍械、暴力犯罪等案件，對於政治密室裡神秘的污穢交易，既不容易知情，又無法著力，向來不甚關心
[16]。既然民情如此，又不容易偵辦出什麼名堂，地區檢察長們索性不管官員的貪瀆案件，自然可以想像。
 

             美國檢察歷史上，地區檢察署倘若想要偵辦中高階官員或議員貪瀆案件，牽涉其中的立法部門（議會）狠一點隨即提案裁減地區檢察署的預算、減縮辦公室編制，甚至故意立法削弱地方檢察署之職權的情況，所在多有
[17]。還有，官員涉案之貪瀆案件，若是單由地方檢察官獨力偵辦，不僅在一審法院比較難以勝訴
[18]，縱使地方檢察官好不容易在一審獲得有罪判決，通常到了上訴審階段亦經常遭到州上訴審法官以放大鏡挑出各式法律毛病而宣布駁回起訴（dismiss）、撤銷原判決（reverse）、發回更審（remand）等
[19]。由此看來，地方檢察官若想要單打獨鬥地奮力偵辦貪瀆案件，其間窘況，實在是中外皆然。
  

州特別檢察官
· （Special State prosecutor）：
 

             在聯邦層級，美國歷史上曾有「特別檢察官」或「獨立檢察官」以調查總統或其幕僚的不法情事，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背景。同樣地，在州政府層級上，歷史上亦有所謂「州特別檢察官」。但是，由其調查對象來看，此種「州特別檢察官」與調查美國總統及其幕僚的「聯邦特別檢察官」，倒是不相一致。
紐約州曾經在一九七二年間，依據州長Nelson Rockfeller的命令成立「肅貪特別檢察官辦公室」（the Office of the Special Prosecutor of Corruption，簡稱OSPC），當時係針對紐約市到處盛傳警察貪污、議員出售法官職位、法官收賄及地檢署故意漠視貪污案件之偵辦等情事而設。當時州長所任命的首席特別檢察官Nadjari有一名言：「當你偵辦毒品案件時，你得上街去買些毒品；當法官在收賄時，你就得去賄賂法官」
[20]。Nadjari檢察官因此偏好以臥底幹員調查貪瀆案件，他甚至曾經故意安排幹員假冒犯罪者，並在該幹員遭到知悉內情的檢察官虛偽起訴後，透過關係以陷害方式，意圖行賄法官，該法官竟然還真的買帳索賄，暗示被告要去找法官他兒子的律師事務所處理才能解決云云。
 

            不過，此種偵辦策略，是否得當，在當時還是引起軒然大波。而且，上訴法院似乎對此種偵辦策略全盤否定，Nadjari檢察官以此方式起訴十一名法官，竟然全部遭到判決無罪。在他任內，甚至還曾經起訴了紐約皇后區的地區檢察署檢察長Mackell（Queens District Attorney），不過，該案在上訴時亦遭到上訴法院以證據不足為由改判裁定駁回起訴（dismiss）。不過，在Nadjari檢察官任內四年中，他所屬的辦公室
[21]，還是起訴了多達三百四十三名貪瀆案件之被告，其中一百八十八個人嗣後向檢察官認罪，七十三個人則在起訴審理後遭到判決有罪，總體而言，仍達到百分之七十六以上的高定罪率。只是當時輿論猶然認為他多數只是起訴中低階公務員，還是動不了貪污疑雲重重的法官和警官們。此後，該辦公室的編制從一百六十人逐年減少，起訴的案件也不斷減少，被告身份亦不再牽涉到高階公務員，到一九八五年該辦公室編制人員只剩五十位，至於前一年度一整年裡亦只有起訴五十一位被告，其中二十五位還只是低階的警察收賄案件。
  

            此段時期的「紐約州特別檢察官」，雖然並非常態，但是畢竟瑕不掩瑜，在嚇阻貪瀆之功效上必定還是起了相當的作用。然而，終究，所謂「州特別檢察官」只是非常時期的一種政治性質濃厚的制度，先是在一九八五年因紐約州長Mario Cuomo和州檢察總長Robert Abram間有關政治利益的衝突而一度暫停，嗣後州長Mario Cuomo在一九九０年三月以紐約市所屬五個地區檢察長已經宣誓要厲行肅貪為由，正式宣告廢止此項州特別檢察官之編制
[22]。
 

       由此歷史脈絡看來，美國對於檢方在肅貪的層級到底如何配置，其實一直搖擺不定，其間牽涉著輿論風向，也關係著檢方如何試圖擺脫政治惡鬥的拉扯。從好的演變來看，最近幾年，大勢似乎有點塵埃落定的感覺，「聯邦檢察官」在此波角力中暫時勝出，取得絕大多數的白領犯罪之偵查控制權，「地方檢察官」基於各種主、客觀的理由，看起來也沒有要和「聯邦檢察官」競爭的意思。但是，回到現實，聯邦檢察官是關起門來「選案子」辦，終究不同於地方檢察官得應付永無寧日的街頭犯罪。在論功行賞上，二者之間，應該說是一種功能上的分工，而非孰憂孰劣的判別。
美國緊急搜索之實務運作
—得以無搜索票搜索之例外情況【緊急情況】（exigent circumstances）

無搜索票的搜索的實施是美國刑事訴訟中極重要的一環，絕大多數的犯罪證據都是取得於無搜索票的搜索或是所謂的攔阻或拍觸（stop and frisk）。

美國法院對於適用無搜索票例外原則之緊急情況的基本原則很簡單：「當警方事實上不可能去申請搜索票的時候，警方不應該被要求去得到一張搜索票。」（the basic idea of exigent circumstances is easy：officers should not be required to get a warrant when they can’t feasibly do so。
）。 只要警方有充分的緊急情況足以正當化進入被告住宅，警方可以合法地在無搜索票的情況下待在被告的屋內搜索。問題只是：「在這種情況下要求警方履行申請搜索票的程序算是浪費時間嗎？」（is requiring a warrant therefore a waste of time？）

一般來說，最高法院或州級法院承認的緊急情況如下：

逃逸中的嫌疑犯
（fleeing suspect）：也就是俗稱的「熱追緝」（hot pursuit），指警員為逮捕或追躡犯罪嫌疑人之目的，而有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已經進入特定的住宅內，警員得以在沒有搜索票之情況下進入該住宅搜索該犯罪嫌疑人及該犯罪嫌疑人可能持有的武器
。最高法院認為如果警員在犯罪偵查的過程中延宕有可能會造成警員自身生命安全或是其他人生命的高度危險，憲法第四修正案絕不可能在此時要求警員去申請搜索票；在這種情況下，加速偵查作為是必要的，而且只有透過對該住宅進行徹底對人及對武器的搜索才能確保被告是唯一在場的人，而且警員已經安全地控制所有可能威脅他們或影響逃逸的武器
。

證據正在滅失或有滅失之虞
（destruction of evidence）：

此一類型也是贊同警方在緊急情況下得以無搜索票進行搜索的最普遍理由，蓋若不允許警方在此時立刻進行緊急搜索，指控被告之犯罪證據就會遭到湮滅。但是，到底如何才能算是足以支持證據有遭滅失之虞的事實？

美國法院已經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比如：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就曾經於一九九九年表示：「大麻的燃燒味道即意味著持有大麻的犯罪證據正處於遭到滅失的過程
」。該案事實是二位警員聞到某間飯店房間有強烈的燃燒大麻味道，他們便找來飯店經理，指示飯店經理以總鑰匙開門，開門後，警員當場發現被告在浴室內正以沖水馬桶沖掉疑似毒品之物，於是便在該房內大肆搜索，順利扣得一批大麻。
又美國聯邦第十巡迴上訴法院亦同樣於一九九九年在一案的判決中採納聯邦檢察官之主張認定：「在屋外逮捕被告時，因為與被告扭打所發出的聲音必然會被屋內的其他人所聽到，假如屋內還有其他人在，如果警員此時不立刻進入屋內執行搜索，證據即有可能被屋內的其他人因為警覺到有警察而將之湮滅，是認可警員進入該屋之搜索行為合法」
。

社區看守行為
（community caretaking）

何謂社區看守行為（community caretaking）？有時候警方需要很迅速地在沒有時間申請搜索票的情況下進入一間房屋或一棟建築物內，往往他們也不是因為要逮捕被告或發現犯罪證據等事由才進入民宅內部。比如說，警方經常接到某人的朋友、鄰居、親戚和雇主們打電話來表示說某人已經有一陣子沒有消息了。這些失去消息的人通常是年老的人，打電話來的人經常是擔心這些人是不是發生危險、生病臥床或甚至是不是已經在家中過世了。因此，警方必須要立刻回應這些電話，但是他們也決不會察覺到他們進一步前往查訪的行為會跟執法目標有甚麼關係。最典型的情況是，巡邏警察通常在某人沒有消息一陣子之後前往拜訪這些人的住宅，他們會敲敲門看是否會有人回應？如果有人會回應當然很好，但問題是：萬一真的沒有人來應門呢？

社區看守行為的侵入在許多方面都不像搜索或是扣押的目的在於尋找被告或犯罪證據。警員執行社區看守行為時往往缺乏執行犯罪查緝的執法動機，也就因此連帶減低他們侵入民宅行為對隱私的侵害。況且，警員在接受鄰居報案後進入隔壁老人屋裡的目的，只是要確保該老人仍然安全無虞，並不至於傷害他的名譽，也沒有隱含要藉此證明警方懷疑他和犯罪有關的目的，由此看來，以犯罪查緝為目的之搜索和以社區看守行為為由所執行的搜索等二者間對於隱私的侵入性顯截然不同。

但有關以「社區看守行為例外原則」進行緊急搜索的可能顧慮是在：「警方為了得以建立緊急情況或是為了免於因為無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而遭到證據排除，往往會假裝搜索的目的是為了幫助被害人
。」

過去這十年來最有名的證據排除聽證（suppressing hearing）就是辛浦森案（O.J.Simpson），在法院審理此案中，辛浦森就曾提出動議要排除警方在他太太Nicole Brown Simpson和情夫Ronald Goldman謀殺案被發現數小時後，以「緊急搜索」為名前往他的住宅搜索時所發現的一支沾有他血跡的手套可以被採為證據－事實上，這支手套與謀殺現場所查到的另一支手套型式完全吻合
。

審理中，二位刑事組偵查員（detective）Philip Vannatter和Mark Fuhrman作證指出：他們和另二位偵查員在案發後一同前往辛浦森在Rockingham Avenue上的豪宅打算通知他這件謀殺案，以便辛浦森可以及早安排他的小孩要如何安置。他們大約在清晨五點左右到達門口，但是按門鈴卻一直得不到回應，緊接著他們又在停在街上的一台辛普森所有的休旅車上看到一小點血跡濺痕，他們開始擔心辛浦森的安危，他們認為關聯著他太太的謀殺案，辛浦森在屋內可能有危險，甚至會不會已經遭到謀殺，他們遂立即爬上約五呎高的圍牆一躍而入。隨後在屋內進行搜索，偵查員Mark Fuhrman就在屋內地上發現了那支有名的血手套。偵查員Philip Vannatter後來也作證說：「我當時擔心會不會有甚麼事發生？會不會有第二個命案現場？會不會有其他人受傷？會不會有人在追殺辛浦森夫婦？」

但是，偵查員對於為甚麼他們會進入辛浦森家中的解釋理由顯然難以讓人相信。在舉行證據排除動議聽證的當時，DNA的結果還沒有出爐，那一支在他家發現的血手套是當時指控辛浦森最強而有利的證據。所以警方承受著極高度的壓力要正當化他們進入辛浦森家中搜索的理由，以便讓那支血手套可以被採為證據。

但是他們所謂「擔心辛浦森安危」的理由實在令人可疑。多達四個偵查員前往辛浦森家中只因為要通知他說他太太遭到謀殺？這顯然無法服眾。事實上，這四個偵查員應該早就知道：「根據美國司法部的統計資料，在美國境內遭到謀殺的婦女有一半以上是被她的丈夫或男朋友所殺。
」這樣的聯想自然已經預告了辛浦森是一名殺妻的嫌疑犯。

再者，偵查員Mark Fuhrma幾年前就曾經因為民眾報案，而到辛浦森在Rockingham Avenue的這棟豪宅內處理辛浦森虐待他太太一案。所以對這四位偵查員而言，辛浦森根本不只是一個普通可疑的犯罪嫌疑人，更是一個有傷害妻子的犯罪習性（propensity）之人。當然，他更是一個有異乎常人的強健體能之人，尤其他是極少數擁有能夠同時殺掉二個人及單憑一把刀就可以處決別人能力的人類！簡言之，如果那幾位老練的偵查員在抵達辛浦森家門口前沒有懷疑這件謀殺案是辛浦森幹的，那幾個偵查員老早就該被解雇了！

所以如果警方所要的不單是保護辛浦森的安危，而是要進一步蒐集指控辛浦森的犯罪證據，這樣似乎不能說是緊急情況。更何況，那幾位偵查員以緊急搜索名義前往辛浦森家時，已經距離發現屍體好幾個小時，他們應該早有充裕的時間去申請搜索票。

因此，關於辛浦森案在證據聽證上的討論意味著：主張社區看守行為的爭論也許會引發很困難的證人證詞之證據價值的判斷（credibility judgement）
，因為法院似乎必須要在事後判斷警員當時到底是出自甚麼動機進行搜索？他到底是要保護他所進入房屋的屋主之安危？或是他只是企圖要取得可以指控屋主的犯罪證據？

然而，為了避免產生證人證詞之證據價值在判斷上的困擾，根據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的所衍生的法則一般說來都已經完整地排除執行職務警員主觀上的動機。但是，排除警員主觀上動機的原則可以用在像辛浦森這樣的案子嗎？如果偵查員Philip Vannatter和Mark Fuhrma主觀的想法不重要，那麼解決本案問題，就應該回到：「就當時客觀的情況看來，辛浦森有可能有生命危險嗎？」

不過，雖然這個案子是否符合社區看守原則之緊急搜索要件頗具爭議，但是，事實上，在辛浦森一案的實際審理中，在這部分的證據排除聽證上，法院倒是支持檢方的立場，肯定警員的說法符合緊急搜索的要件，理由是這個案件涉及極殘忍的兇殺犯罪，而且在屋內的人確實有可能受到生命的威脅。

美國聯邦虛偽陳述罪之介紹與評論
        前幾個禮拜，我曾報告一個有關美國名人Martha Stewart因為妨礙司法遭到起訴的審理過程，上週Martha Stewart已經遭到法院判決四個起訴罪名全部有罪的判決（原起訴五項罪名，其中一項證券詐欺罪部分之起訴，遭到法院裁定駁回）。Martha Stewart被判決有罪的罪名，尤其是「虛偽陳述罪」部分是對於我們很難想像的罪名，但是在美國刑事偵查中卻又極常見，實在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我對這件案子非常有興趣，稍早之前我就透過耶魯法學院的一位老師（他正好也是本案承辦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檢察官之一）取得該份起訴書（我已經將相關新聞及起訴書內容摘要翻譯，請詳見下二篇）。

        美國聯邦法上有一個極特別的罪名「虛偽陳述罪」（false statement）（相關法條係在，18 U.S.C.1001，即第十八章第一００一條），Martha遭到判決有罪之內容，其中二個的罪名即均係犯此罪（按：美國無連續犯規定，所以她說謊二次，即屬於犯二罪count）。其條文內容大致為：

任何人在接受聯邦政府所屬之行政、司法、立法機關為調查時，不得明知、有意地，向官員陳述伊自己明知為虛偽之事，其最重刑度為不超過五年有期徒刑。

其型態包括：

1) 以技巧、計畫或編撰一個重要事實之方式，而虛偽、隱藏或虛構。

2) 虛構任何重要的事實，或為法律上聲明、事實上陳述。

3) 製造或使用任何包含重要事實之虛偽的文書、文件。

        此條文之特性在於，並未限制被告必須經過具結，或是任何宣誓型式，也不論被告是為書面陳述、口頭陳述或當時有無製作筆錄，其範圍也遠大於傳統上我們所習見之「偽證罪」的規範範疇。因此，任何人在接受聯邦調查局、聯邦檢察官、聯邦證券期貨交易委員會、國稅局、國會等聯邦機關為調查時。縱使未經過具結，沒有經過宣誓等型式，也沒有製作筆錄（比如：本案Martha其中一次被認定有罪的虛偽陳述罪，就是她在接受調查員電話詢問時所犯下），都不應為虛偽陳述。

因此，當事人固然可以保持沈默，可以請律師到場，但是被告不能在明知為虛偽的情況下，任意編造虛偽的情節告知執行調查之公務員，以誤導調查方向。因此，只要被訊問，當事人可以完全保持沈默，但是，如果自己選擇不保持沈默，就絕不能任意編造虛構情節，比如：佯稱有不在場證明，佯稱「不知情」「忘記了」等，如果事後證明是明知虛偽，而故意說謊，都算是該當此罪。

         甚至，美國最高法院已經在一九九八年Brogan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宣告，只要被告選擇接受訊問，並未保持沈默，縱使被告只是說「我沒做」，只要事後證明被告確實有做，除了本身遭調查所犯罪名成立之外，仍然另構成虛偽陳述罪，比如：該案當時所發生的事實是，被告在聯邦調查局訊問有無受賄之犯罪調查時，調查員單純問他有無受賄？他明確回答「沒有」( 當時被告只回答：「NO」 )，事後檢方藉由其他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受賄，被告之前所謂「沒做」一語之陳述，即構成虛偽陳述罪。（詳見美國最高法院522 U.S. 398(1998)一案判決書）。

        而且，這個罪名適用範圍極廣，早在一九五五年最高法院就基於法律史解釋，認為此條文內容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詳見美國最高法院348 U.S. 503 （1955）一案判決書），此後雖曾再一九九五年發生一次爭議，但是為解決適用範圍之紛爭，國會已經在一九九六年立法明確包括聯邦政府所屬之行政、立法、司法等機關皆適用該法。因此，所謂對「聯邦政府」官員虛偽陳述，即包括對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及司法機關等所屬之公務員皆屬之。

              有趣的是，這條罪名，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很少用，相反地，此法經常被適用，尤其是調查白領犯罪、貪瀆犯罪時之利器。事實上，這個法案，起源為一八六三年的一個法案，當時是規範美國軍人不得向聯邦政府說謊，事後逐年修法演進到其涵蓋擴及全體國民，到了一九三四年國會更進一步立法確認其範圍為美國聯邦政府。並在一九四八年確定現今所使用之美國聯邦法典第十八章第一００一條。該法雖經歷年修正，甚至一直到二０００年還有最新修正一次，但是其基本架構已經大致不變。

       傳統上，依據我國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等妨害司法罪章之「偽證罪」，僅指證人於執行審判職務之法官、執行偵查職務之檢察官前，故意於具結前後，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然而，反觀美國法，一方面固然透過嚴密的憲法保障人民有不自證己罪的義務，亦於接受執法人員訊問時有保持緘默的權利。然而，另一方面，為了確保人民面對聯邦政府執法行為時之正直和真實，更對於沒有經過宣誓或任何具結型式的一般人，課與一個應為真實陳述義務，避免任何人於聯邦公務員為詢問時，意圖誤導或欺騙聯邦公務員，而故意為虛偽陳述。

        當我國的檢察官、警察、調查員等窮盡有限的司法資源，僅為找證據駁次被告天馬行空、扯爛污般的說謊內容時，其根本的原因，似乎不是我們的學長新進不夠努力，而是我們的偵查法制在繼受外國法時，掛一漏萬的結果。畢竟「人民的緘默權」與「人民對政府應負真實陳述之義務」，宛如偵查中極為重要的二面。當我國已經選擇立法保障人民的緘默權時，卻遺漏美國法制運作中即為重要的真實陳述義務，恐怕是我國刑事偵查法制上極大的缺漏。

編譯：瑪莎‧史都華涉嫌證券詐欺罪部分之分析
史都華接受審判：白領犯罪、白熱化
Stewart Trial: White Collar, White Heat
（摘自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作為一個一舉一動都受新聞媒體高度關注的名人，Martha Stewart案件的進入審理正逐步有了進展。

不過，一旦這個月底開始有證人上庭作證之後，此案即將簡化為：「到底十二位陪審員是否相信Martha Stewart對聯邦調查員說謊，還有，如果真是如此的話，他們認為這件事重要嗎？」他們在此案的決定，勢必在白領犯罪的案件裡引起好一陣子的軒然大波。

Martha Stewart的辯護律師指出，所有對Martha Stewart的起訴，係有關於她如何回應政府在調查她於二００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售三千九百二十八股的ImClone  Systems Inc公司股票時，是否是因為有來自知情的內線訊息？那次的股票出售交易是在該公司有關癌症新藥（Erbitux）的壞消息公布前一天。Martha Stewart因為提早一天出售股票，因此減少了五萬一千二百二十二元的損失。

不過，聯邦檢察官並沒有起訴今年六十二歲的Martha Stewart 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之內線交易罪。反而以對聯邦調查員為虛偽陳述、與前任股票交易員Peter Bacanovic共謀，以及阻礙針對她出售股票一事所進行的司法調查等罪名將她提起公訴。

聯邦檢察官同時採取一個極不尋常的起訴動作，宣稱她在她所掌控的一間家用品及出版公司Martha Stewart Living Omnimedia Inc詐欺投資人，而一併起訴她涉嫌證券詐欺罪。檢方的所描繪的犯罪情節大致是，Martha Stewart在她遭到聯邦司法調查一事被媒體報導之後，藉由公開宣稱她的無辜，以及反覆編造一個有關她出售股票的不實理由等方式，以此非法地撐住她公司的股價。

Steward宣稱她和當時在Merrill Lynch公司任職的Bacanovic（按：即她所委任的股票經紀公司之主管）稍早之前早就達成協議在ImClone公司股價跌落到每張六十元時就全數賣掉她所有的該公司股份。然檢察官指出這個協議根本是一個虛構故事。相反地，檢方宣稱Martha Stewart根本是從Bacanovic手下的年輕股票交易助理那裡知道，Martha Stewart自己的朋友，同時也是ImClone公司董事長Samuel Waksal醫師正要出售ImClone公司的全數股票之後，才決定隨即出售她當時手上的ImClone持股。至於Waksal醫師已經對他所犯下的內線交易罪一案同意認罪，並已經入監服七年的刑期。

既然拒絕了檢方最後提出的認罪提議，Stewart的律師寄望能爭執本案根本非因Stewart作了什麼，而係她的名人身份，才遭到羅織罪名的起訴。她的律師打算說，聯邦檢察官因為無法成功地以內線交易罪起訴Stewart，竟然一怒之下將所有的事情推給Stewart。

沒錯，本案檢方起訴的勝利，在於檢方可以用一個新類型的罪名將企業主管置於遭到起訴及長期監禁刑期的風險之中。企業主管們會發現自己遭到起訴證券詐欺罪，可能只是因為關於個人過失，或是與他們自己公司生意經營毫無關係的事。

在起訴妨礙調查罪名部分，檢方的風險也很高。去年十月，有一個陪審團就拒絕判決前任Credit Suisse Group’s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的投資銀行家Frank Quattrone有罪，他係以阻礙有關針對熱門股票發行的調查為名遭到起訴。這件僅依賴一份電子郵件的案子，已經遭到宣布無效審判（按：陪審團未能達成全部一致決定的判決），而Quattrone一案也將在三月份重行審理。如果第二次起訴名人阻礙司法調查又失敗的話，勢必會讓檢方在僅起訴妨礙司法調查罪，而沒有同時起訴更重要罪名的案子三思而行。
    許多辯護律師都說檢方恐怕會在證明此案上遇到難關，一部份原因是Stewart沒有以內線交易罪起訴。「這點對檢方來說，真的會有點困難，因為（既然沒有起訴內線交易罪）她也就沒有（在司法調查時）說謊的理由。」前聯邦檢察官的現任辯護律師Seth Farber指出。 

許多法律界人士都提到本案有關「證券詐欺罪」的起訴更可以說是遭到過度濫用。檢察官必須顯示Stewart陳述時，有影響Martha Stewart Living.公司投資人的意圖。Stewart主張她當時所說的話根本無關，因為關於調查的謠言早就在許多其他事情中傳開來。檢察官已經指出二名曾經引述她說的話，而推薦她公司股票的股票分析師。

但是，由資深律師Robert Morvillo所領導的Stewart的辯護律師團，也將必須解釋一些Martha Stewart對調查員所做的前後不一致之陳述。

Stewart的發言人及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都拒絕評論此事。

現在許多希望都寄託在二十八歲的Douglas Faneuil的證詞上，他是Bacanovics的股票交易助理。他的說法最初支持Stewart的解釋，但是稍後已經說出根本沒有六十元（就出售）這件事。他已經承認犯下一個輕罪。因為他承認當時從他的主管Bacanovic那裡拿到一些機票來換取順著這個虛構的情節陳述。他也同意為本案起訴作證。

（檢方證人）Fanueil被寄望能說出，是Bacanovic指示他去告訴Stewart說，Waksals正在出售股票，而且這才是Stewart出售股票的真正原因。根據檢方的起訴論據，Stewart曾經在她的職業生涯之初擔任過（紐約）股票交易員，所以她應該很清楚Bacanovic不應該告訴她這些內線消息。她的律師團可能會爭執說，即使她知道Waksals正在出售股票，她也不會知道箇中理由，或者她根本不應該僅憑這條消息就出售股票（Stewart在二００二年告訴調查員說，她記不得是否她曾經被告知Waksals正在出售股票）。

Stewart及Bacanovic的律師團正打算攻擊Fanueil證詞的可信度。而「這也許就是此案成敗關鍵之所在。」前任聯邦檢察官Jan Handzlik指出。如果Faneuil被認定是一個說謊的人，（辯護律師）Morvillo就有許多地方可以著力。不過，他還是得注意在交互詰問時積極要毀滅Faneuil，以及事實上，Faneuil只是一個被有權有勢的二方人馬捉住的低階受雇員工。

此外，Stewart的律師將必須解釋，「為什麼Stewart在二００二年二月和四月接受調查時，要無端告訴聯邦調查員，她曾經在出售她所持有的ImClone公司股票當天，也就是二００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與Bacanovic談過此事呢？」據與Stewart相當接近的人士指出，Stewart當她在坐飛機前往墨西哥度假途中，她曾經趁飛機停在德州聖安東尼市加油時，撥了通電話回她的辦公室。她告訴檢察官說，當時在行動電話線上通話時非常吵雜，而且當她的秘書將電話轉到Bacanovic的辦公室時，她以為她已經與Bacanovic通過電話。Bacanovic也告訴調查員說，他和Stewart確實有在十二月二十七日通過電話。但是，事實上，Bacanovic當時正在度假，而Faneuil已經承認是他自己接到那通電話。如今，Stewart和Bacanovic都承認，那天他們二個根本沒有通過電話。

辯方可能採取的辯護策略之一是，Stewart在描述細節時犯了錯，但是這些細節都不重要，因為她並沒有意圖要故意誤導調查員偵查方向。犯罪意圖在所有的刑事案件有罪判決中都是必要要素的一部份。但是，檢方可能會主張這些前後說詞的不一致性就足以建立一種犯罪意圖之模式。

Faneuil在證人台上表現的好壞，對於辯護律師Morvillo決定是否讓Stewart坐上證人台，將是最關鍵性的因素。Morvillo說他會等到檢方展示整個案件之後再決定此事。如果他覺得Faneuil可信度已經受到質疑，Stewart也許就不需要上證人台。然而，有些律師仍認為Stewart必須上證人台作證，以說服陪審員她的說詞才是真實的。

一位陪同Stewart到墨西哥度假的朋友Marianna Pasternak可能也是一位重要證人。她可能會被檢方質問到底Stewart有無提到六十元就出售之協議一事

為了防禦阻礙司法調查罪名的起訴，Martha Stewart的律師可能會爭論說，Martha Stewart當時是自己主動到證券期貨交易委員會說明，而且根據法院文件顯示，當時根本沒有人通知她已經遭到調查。要證明阻礙聯邦司法調查程序有罪的前提是，必須要證明被告早就知悉已經有遭到聯邦司法調查一事之存在。

編譯：瑪莎‧史都華涉嫌虛偽陳述罪部分起訴書摘要
美國紐約南區聯邦地方法院起訴書

United State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美國政府v.瑪莎.史都華 等

United Stated of America v. Defendant Martha Stewart

妨礙司法罪部分之犯罪事實

第二十二節：（見起訴書第九頁第四行以下）

二００二年一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東北地區辦公室、聯邦調查局及美國聯邦檢察官紐約南區辦公室，開始進行有關ImClone（下稱英克隆公司）公司股票在聯邦藥物食品管理局駁回該公司所研發之治療癌症新藥決定的消息公布之前，所發生的相關股票交易，包括：Smauel Waksal（下稱沃克斯，即該公司負責人）及Martha Stewart（下稱史都華）二人將該英克隆公司股票出售之情節。本次調查主要在於確認該二人所為之股票出售行為是否涉及違反聯邦證券法規中有關禁止基於非公開消息所為股票交易之不法行為。調查的目的在於決定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史都華在二００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售英克隆公司之股票。

第二十三節：

在史都華和她的證券經紀人Peter Bacanovic（下稱彼得）知悉，聯邦政府已經展開調查之後，渠等二人竟基於犯意之聯絡，以虛偽陳述、提供有關史都華出售英克隆公司股票理由之錯誤資訊、偽證等方式，而共同隱瞞、掩飾彼得已經違反他擔任Merrill Lynch公司（下稱美林證券）的證券經紀人，而對於美林證券及其委任人應負之保密責任，而共謀妨害司法調查。史都華在知悉此非公開資訊後，隨即出售她所持有之英克隆公司股票。渠等二人，於偵查期間，竟企圖欺騙調查，而虛構一個有關她出售股票之不實理由。渠等遂向偵查人員佯稱：「我們（編按：指史都華和彼得）早就有協議在英克隆公司股票跌到六十元左右就要出售云云。」

史都華在二００二年二月四日所犯之虛偽陳述行為

第二十七節：（見起訴書第十二頁第十三行以下）

史都華在二００二年二月四日由她的律師陪同在紐約市接受證期會、調查局及聯邦檢察官之訊問時。她竟基於稍早之前與彼得之共謀犯意，及意圖隱瞞及掩飾實際上是彼得提供史都華出售英克隆公司股票內線資訊之實情，因此而為下列虛偽陳述：（見起訴書第十三頁第一行起，至第十五頁）

a) 佯稱：「早在英克隆公司股票在每股七十四元時，她與彼得早就決定若跌到六十元，就要把股票賣出。」

b) 佯稱：「她不知道彼得在知悉英克隆公司負責人沃克斯要出售股票之後所打電話給她助理，她的助理有無將此電話留言寫在電話記事簿裡。」此部分陳述之虛偽在於，事實上，史都華明知她的助理有將彼得當時的電話留言抄下來記載在電話記錄簿上，並記下「彼得認為英克隆公司股價即將要反轉直下」等字樣。史都華明知如此，卻在接受偵查訊問的四天前，將此電話記錄內容變更。

（編按：後來檢方提出她的助理為檢方證人，並提出原始電話記錄為佐證，推翻史都華之陳述情節，證實史都華所說的電話記錄確實遭到刪改。）

c) 佯稱：「她在二００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有跟彼得通過電話，彼得當時告訴她英克隆公司股票正要跌到六十元以下，並問史都華是否要賣股票。她在知悉英克隆公司股票即將跌到六十元之後，她立即告訴彼得把股票賣掉。」此部分情節之虛偽在於，事實上，當天彼得與史都華並沒有通過電話，史都華是與彼得的助理（Faneuil，下稱菲尼爾）通話，而且史都華在菲尼爾告知她英克隆公司負責人沃克斯要出售全部股票之後，隨即交代菲尼爾把她所持有的英克隆公司股票全部賣掉。

（編按：後來檢方提出菲尼爾為檢方證人，證實當天是他跟史都華通電話，而不是他的主管彼得。而且當天史都華要去墨西哥度假，而彼得也在度假，她所能通電話的時間只有在飛機飛到德州暫停加油時。）

d) 佯稱：「她當天跟彼得通電話時，還曾聊到有關WLSO股票在搞什麼及Kamrt股票的事情。」此部分的虛偽在於，事實上，當天她根本沒有跟彼得通電話，她只有跟彼得的助理菲尼爾通了一通電話，而該通電話話根本只有談到英克隆公司負責人要賣掉自家公司股票一事，完全沒有所謂的WLSO及Kmart股票云云。她只是藉此虛構的談話內容掩飾及隱瞞她當時其實只是跟菲尼爾通電話的事實。

e) 佯稱：「在二００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編按：即出售股票翌日）迄二００二年二月四日（編按：即訊問當日）止，她只有一次與彼得談到有關英克隆公司之股票，而且所談內容都是已經公開揭露的公眾資訊。」並偽稱：「雖然彼得有提到美林證券有詢問過他英克隆公司之股票交易一事，但是彼得完全沒有告訴她，彼得他自己已經遭到聯邦調查局、證期會及聯邦檢察官約談，並曾被訊問到有關史都華參與的情節等事。」此部分的虛偽在於，事實上，渠等二人已經有過多次談及此事的談話，而且彼得確實已經告知史都華他已經被約談過了，史都華為此虛偽陳述之目的在於掩飾、隱藏渠等二人有關共謀向聯邦證期會、聯邦調查局及聯邦檢察官虛偽陳述有關史都華出售此股票之真正理由。

史都華在二００二年四月十日所犯之虛偽陳述行為

第三十六節（見起訴書第十九頁第五行以下）

史都華在二００二年四月十日在紐約市接受證期會、調查局及聯邦檢察官之電話約談時。她竟基於稍早之前與彼得之共謀犯意，及意圖隱瞞及掩飾實際上是彼得交代他的助理菲尼爾提供史都華出售英克隆公司股票 內線資訊之實情，因此而故意為下列虛偽陳述：

a) 佯稱：「她已經不記得是否在二０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有無跟彼得談到英克隆公司股票股價一事，她也不記得有無談到英克隆公司負責人沃克斯要賣股票一事。」此部分陳述之虛偽在於，事實上，史都華明知她清楚記得當時是彼得的助理菲尼爾跟她說英克隆公司負責人要賣掉全部英克隆公司股票一事。

b) 再一次佯稱：「早在英克隆公司股票在每股七十四元時，她與彼得早就決定若跌到六十元，就要把股票賣出。」此部分陳述之虛偽在於，事實上，史都華明知她根本與彼得事前沒有如此的約定。

c) 再一次佯稱：「她在二００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有跟彼得通過電話，彼得當時告訴她英克隆公司股票正要跌到六十元以下，並問史都華是否要賣股票。她在知悉英克隆公司股票即將跌到六十元之後，她立即告訴彼得把股票賣掉。」此部分情節之虛偽在於，事實上，當天彼得與史都華並沒有通過電話，史都華是與彼得的助理（Faneuil，下稱菲尼爾）通話，而且史都華在菲尼爾告知她英克隆公司負責人沃克斯要出售全部股票之後，隨即交代菲尼爾把她所持有的英克隆公司股票全部賣掉。

共謀（犯罪事實及罪名）

第三十七節（見起訴書第二十頁第二十六行以下）

渠等二人或加上其他不知名之人，大約在二００二年一月至四月間，在紐約州南區某處，基於犯意之聯絡，非法地，明知、有意地共謀犯下有關罪行對抗美國政府，其中妨礙司法罪部份，涉犯美國法典第十八章一五０五條；虛偽陳述罪部分，涉犯美國法典第十八章第一００一條；又彼得部分，另犯偽證罪，則係犯美國法典第十八章第一六二一條。

第八罪（史都華所犯下之妨礙司法罪部分）

Count Eight (obstruction of justice by Martha Stewart)

第五十五節（見起訴書第三十五頁第一行起）

史都華，大約在二００二年一月至四月間，在紐約州南區某處，非法地，明知、有意地，以影響、阻礙及企圖影響、阻礙等方式，正當干擾美國政府部門，即證期會，依法律所執行之適當管理程序。伊藉由提供有關伊自己出售英克隆公司股票之虛偽、誤導資訊給證期會之方式，阻礙司法調查。

此部分犯行，涉犯美國法典第十八章一五０五條

（Title 18, United States Code, Section 1505）。

 近年美國企業醜聞調查及檢察官之起訴裁量權
       前幾天晚上（2004.05.02）「聯邦刑事調查」（Federal Criminal Investigation）這門課，特別安排康乃迪克州的聯邦檢察長（U.S. Attorney或可以理解為聯邦司法部檢察官駐康乃迪克州辦公室之首席檢察官）Kevin O’Connor先生利用（4/14）晚上七點到九點半的時間，到耶魯法學院為修這堂課的學生加上一堂課，主要是談最近一年多以來的企業醜聞事件之偵查。

       這一、二年來聯邦檢察官（尤其是紐約南區或東區等二區的聯邦檢察官）自從Eron Corp（即安隆集團一案）爆發後，為了回應輿論對保障投資人權益及資本市場公平性的要求，加上法律上已經增加許多有助於偵查的規定（其中之一甚至是與證券產業相關之公司依法必須保存員工所有對內、對外往來的電子郵件備份以利事後檢查）。這二區的聯邦檢察官搭配聯邦證券期貨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下稱證期會【SEC】）幾乎查遍紐約證券交易所各主要的上市公司及證券投資顧問公司（investment-advisory firms）。

      聯邦證期會執法部門主任（director, division of enforcement）Stephen M. Cutler，前幾個禮拜到耶魯大學法學院演講時，甚至已經公開講「傳統上，所謂「執法」的定義都被認為是一種被動的功能，但是，這些日子以來，所謂有效執法的概念必須包括【事前預見】」（Enforcement, traditionally, indeed, almost by definition, has been thought of as a reactive function…but, these days, the concept of effective enforcement necessarily includes “seeing around the corner”.） 而且，他們希望能在企業醜聞爆發之前就能發現問題，尤其「這種有問題的行為已經是整個產業共通的弊病」。

      證期會和聯邦檢察官這一、二年來的積極作為，顯然已經達成警告企業界及證券投資顧問的效果，輿論甚至稱「有罪推定」（Presumption of Guilty）的時代已經來臨。不過，這樣的強硬措施似乎也有其正當性，畢竟紐約的上市公司或證券投資顧問所影響的層面已經不僅止於美國本土，甚至牽動世界的金融秩序，上一次安隆事件所產生的後遺症迄今仍未解，即為明證。也因此檢方近二年來起訴所用的罪名和罪數，都十分驚人，不論是求刑及後來判刑或認罪協商後的刑度，還是採取民事和解的和解金額也幾乎都是屢創新高（動不動就是幾百萬美金的和解金或沒收-forfeiture）。

      不過，有趣的是，檢方這樣重的求刑刑度看在一些聯邦法官的眼裡似乎還不夠重！前幾天一位聯邦法官剛剛駁回一件被告認罪協商的條件，此位被告Martin Grass係美國一家到處可見、規模極大的生活日品及藥品連鎖店（Rite Aid）集團的首席執行長，雖然被告已經就會計詐欺（【accounting fraud】，按：被告係在一九九０年代晚期以膨脹公司營利的方式獲取不法利益）一案認罪，並同意八年的有期徒刑，同時繳交三百五十萬美金的罰款和財產沒收，但是聯邦法官Sylvia Rambo認為依據被告所為的行為和結果，以及聯邦量刑準則，被告至少要服刑九年到十年才夠，所以被告雖然同意認罪、服刑八年，法官還是認為太便宜了他了，被告非得服上九年以上刑期才算足夠（詳見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 21 / 2004）。

      後來有學生在討論時，問到O’Connor檢察長，「最近很多名人遭到起訴、判刑，而且起訴的罪名很多，刑度也判得很重，但是，紐約時報有一篇評論提到，聯邦檢察官起訴這些名人（不論是政治人物或是企業主管），都有特殊目的，比如：起訴Martha Stewart的目的在於警告人民不要對政府說謊（因為起訴罪名之一是她向聯邦政府虛偽陳述），同時告訴潛在的陪審員（也就是一般民眾）以後對此類犯罪嚴厲制裁，不曉得O’Connor檢察長其意見如何？」

      這個問題頓時吸引了我的注意，讓我覺得好奇的原因，主要在於美國檢察體系裡，尤其是直屬司法部的聯邦檢察官體系向來是公開地、明文地承認在某個限度內是可以考慮「選擇性起訴」。當然，美國法院判決裡雖然還是明確禁止檢察官有報復性的起訴行為（即【vindictive prosecution】），所謂「報復性的起訴行為」，通常是發生在檢方基於報復目的，對被告再一次起訴。只不過，實務上被告要證明檢察官係基於報復原因而起訴他，實在極為困難。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許多判決都一致認為只要檢方有客觀證據（比如：情事變更等理由）能證明後一次的起訴為適當，就可以推翻辯方所謂報復性起訴的指控（見U.S. v. Marrapese , 826 F.2d 145, 149-50 【1st Cir. 1987】等）。

      尤其，在「聯邦檢察官手冊」（US Attorney Manual）第9章「聯邦偵查（起訴）原則」（Principles of Federal Prosecution ）第27節第230條裡，更明確規定檢察官決定起訴或不起訴時，必須考慮政策性因素，其項目包括：

（1） 聯邦執法的優先次序（federal law enforcement priorities）

（2） 犯行的性質和嚴重性（the nature and seriousness of the offense）

（3） 起訴的嚇阻效果（the deterrent effect of prosecution）

（4） 行為人的可責難性和犯行間之關係（the person’s culpabilit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ffense）

（5） 行為人牽涉犯罪活動之紀錄（the person’s history with respect to criminal activity）

（6） 行為人在偵查期間對於協助調查或起訴其他犯罪之配合度（the person’s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the investigation or prosecution of others）

（7） 若得到有罪判決，被告可能的刑期及其他後果（the probable sentence or other consequences if the person is convicted）。

      在該手冊所附的說明第一點裡，就明確說到「聯邦執法資源和司法資源不可能容許我們對每一個犯罪者起訴。因此，在配置有限司法資源以達到有效的全國性執法計畫之利益下，司法部有時會建立全國性的偵查和起訴優先次序。」（Federal law enforcement resources and Federal judicial resources are not sufficient to permit prosecution of every alleged offense over which Federal jurisdiction exists. Accordingly, in the interest of allocating its limited resources so as to achieve an effective national wide law enforcement program, from time to time the Department establishes national investigative and prosecutorial priorities.）

      此外，說明第三點有關應該考慮「起訴的嚇阻性效果」（deterrent effect of prosecution）一部份，更是挑明著講檢察官決定起訴與否『要一併思考殺雞儆猴的效果如何』。該說明欄中更進一步提醒檢察官，「有些犯罪雖然犯行輕微，看起來似乎也不那麼重要，但是如果選擇不起訴，普諞來說會在社會上造成累積性的影響時，就不能考慮不起訴。」

      再者，美國檢察官與被告認罪協商或是給予被告刑事豁免權（有如台灣證人保護法中的減輕或免除其刑等），原則上都在檢察官裁量權這個大旗之下，屬於檢察體系內之內部權限，而不受有關罪名、刑度等要件上限制，其裁量權之範圍顯得非常寬廣。因此，被告在檢方偵查期間，乃至進入審理後作證的配合度，就成為檢方決定要否給予刑事豁免或是求刑的重要依據。所以在該說明第六點裡，亦明白提到認罪協商或是「不起訴協議」（non-prosecution agreement），都必須考慮「被告配合偵查的價值是否已經超過聯邦起訴被告的利益」（the value of a person’s cooperation outweighs the Federal interest in prosecuting him/her ）。

        既然美國的檢察官在考慮起訴與否的裁量權之大，如此的令人羨慕，當時我就很好奇，那麼美國檢察官對於民眾就此種案件處理方式隱含法律以外因素的質疑，究竟會有什麼反應。

        結果那位學生話一問完，原本O’Connor檢察長談笑風生的表情立刻消失，他更沒待Stith教授請他回答，他隨即板起臉孔，以嚴肅的語調表示，「每次只要偵辦政治人物或名人的案件，尤其民選官員的的貪污案件，如果檢方真的是因為證據不足，而決定不起訴，但是，媒體就會說這是因為某某政治因素而不起訴；但是，如果我們決定起訴某個政治人物或名人，媒體卻又會說這是受制政治壓力的結果。然而，這件事，決定起訴或不起訴，就是零和關係（zero sum game），其實不論怎樣，媒體都有意見。」

        聽到這裡，我心裡不禁興起會心的微笑。雖然O’Connor檢察長沒有針對問題回答，不過，這也不令人意外，起訴很多名人的目的之一當然是為了要「殺雞儆猴」，畢竟美國在檢察歷史上向來承認司法資源的有限性，聯邦檢察官從來不需要、也沒有必要否認此事。況且，有些管制性的罪名，如果不拿些名人來開鍘，不經媒體廣泛報導，一般民眾似乎就感受不到法律的存在。

        當台灣的檢察官面對政治人物或是名人牽涉其中的案件，往往在動輒得咎之間，反而因為掛一漏萬，某程度上形成「父子騎驢」般的尷尬之際，沒想到千里之外，在面對名人案件之際，美國的檢察官們有著跟我們一樣的心情。

編譯：美國聯邦檢察總長命令—應求處最重刑度
全國檢察官減少認罪協商和盡可能求處最重刑度

Ashcroft orders prosecutors to curtail plea bargains

     全美各地的聯邦檢察官今天稍早（2003.09.22）都收到聯邦檢察總長約翰．阿胥卡夫特（Attorney General John Ashcroft）的命令，從此以後要盡可能追求最大的刑事起訴和量刑，而且只能在特定情況下才可以認罪協商的方式尋求對被告較少的刑罰。

     一份阿胥卡夫特的備忘錄已經送到全美九十四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並自即日取代前任檢察總長傑瑞．雷諾（Attorney General Janet Reno）在任內所頒布的起訴政策。當時雷諾允許檢察官在決定起訴和潛在懲罰是否與犯罪行為相稱時具有較大的個案裁量權。

     阿胥卡夫特說他的目的是希望這個國家有更大的刑事起訴一致性。

     阿胥卡夫特本週一在辛辛那提一場演講會之後就說到：「這是我們在聯邦法律層次上起訴犯罪行為的方向。如果你違反聯邦法律，懲罰將會是一致的。｣

     這項政策的改變是阿胥卡夫特企圖對聯邦司法體系帶來更大對稱性（批評家則稱之為「不知變通、缺乏彈性」！）的最新一例。 其實早在今年夏天阿胥卡夫特就曾命令美國檢察官們盡可能在得以適用時尋求法官量處死刑的懲罰，他甚至積極反對法官對被告科處較聯邦量刑準則所建議的更輕刑度。

     批評家預言這項新的認罪協商政策將嚴重限制檢察官的裁量空間，取代認罪的結果將導致更多的被告得面對昂貴、耗時的刑事審判程序，也會因為更嚴厲的刑期而增加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

     「沒有任何一個犯罪行為、任何一個被告是完全一樣的。｣ 一項支持監獄替代性解決方案的量刑研究計畫助理主持人馬克、繆爾（Marc Mauer）提到。，

前任全國刑事辯護律師聯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主席格瓦得．雷考特（Gerald Lefcourt）就說：「這項政策改變使得司法制度不僅變得缺乏彈性、問題叢生，更糟的是變成一種無情的目標。反而將會對這個司法制度增加許多不公平。」

     阿胥卡夫特的命令象徵了一九八九年當時的檢察總長瑞奇．湯伯格（Attorney General Richard Thornburgh）在聯邦量刑準則下所研擬出來的起訴案件指導原則再度復燃！那些指導原則其實早在一九九零年代已經被前任檢察總長雷諾所改寫。

     司法部官員指出這項政策是由十五位美國聯邦檢察長（US Attorney）所組成的諮詢小組所研議，將會提供足夠的彈性來解決不同被告的差異性，而且得以確保所有檢察官追求相同的司法正義。

     「整個目的在減少相同情況被告間的不公平。如果人們感覺到一個人不一定要承擔他所做行為的責任，這實在是很難去預防犯罪的。｣一位蒙大拿州的聯邦檢察官指出

     阿胥卡夫特的備忘錄提到檢察官必須負有共通性的任務－『在有信心在法院證明犯罪的前提下起訴對被告最嚴重的罪名』。所有涉及較輕起訴的認罪協商必須被限制，只有六種特定的例外情況，但均仍必須經過監督檢察官的書面許可。

     這六種可以認罪協商的例外包括：

第1． 當被告同意在調查程序中提供實質協助，阿胥卡夫特指出：「這顯示出來的訊息是－如果被告願意合作，認罪協商的綠燈自然就會亮起！」

第2． 在針對未積案法院適用的所謂「快速軌道計畫」下，特定種類的被告被預先給予一個較聯邦量刑準則為輕的罪名和刑度。這些將被司法部個別檢討的計畫常見在美國西南方的一般移民和毒品案件。

第3． 當檢察官確定因為無法找到證人、證據已被法院排除或是其他理由使得原來起訴的罪名很難在法院證明時。

第4． 當可能的量刑刑度不會受到起訴較輕的罪名的影響時。

第5． 當增加罪名可能導致較長量刑時，譬如：被告除了主罪名並面臨多項罪名的起訴時，為了移除被告認罪的任何誘因。然而，對槍砲案件的增加罪名通常就必須包括在此種情形之內。

第六．其他基於個案理由得在經過監督檢察官書面核准時，亦可。

美國州檢察總長之職權及歷史演變
        州檢察總長（按指【State Attorney General】，有譯為州檢察長）最早起源自英國移民時期，當時各州的州檢察總長是代表州主權到州法院提起訴訟的代表人。如今，有四十三個州之州檢察總長是以全州普選方式產生的執行官員；有五個州 (Alaska, Hawaii, New Hampshire, New Jersey, and Wyoming)是由州長提名後經州議會同意任命。少數幾個州產生方法稍有歧異，比如：緬因州(Maine)是由州議員以無記名方式選舉產生；田納西州（Tennessee）則是由州最高法院任命。

        州檢察總長的法定職權通常規定在各州的州憲法或州法裡。其性質近似各州的首席執法官員。因此，州檢察總長所擁有的職權，通常包括：代表州執行有關的民事訴訟（代表州為原告或被告）、刑事訴訟（代表州實施偵查、提起公訴）；擔任州長的法律諮詢顧問；監督州執法機關執行刑事法律；擔任民事法律執行和訴訟的公益代表人；調查和起訴州政府官員的不當行為等。

        不過，一般而言，各州檢察總長的權限均不相一致，因為各州的州議會往往會透過立法、預算等途徑控制州檢察總長的實際權限。此外，各州最高法院的決定亦經常改變了各州檢察總長的辦公室之法定功能和管轄權限。而且，既然州檢察總長的職權和行使方向往往牽涉相當有爭議的議題，所以各州檢察總長對某一議題的意見和州長對同一議題的意見之間，竟然呈現南轅北轍的局面，就不是很難想像的事。但是，絕大多數的州憲法或州法都還是認為州檢察總長有法律事務的最終決定權。歷史上，在州長與檢察總長二人意見不一致時，只有極少數的一些法院判例將最終決定權授與州長。儘管如此，有關州檢察總長代表公益在州法律事務上具有廣泛的裁量權一事，倒是沒有爭議的。

        州檢察總長傳統上本來只是擔任州的首席執法官員，並代表州行使州法上的民事及刑事訴訟權的人，其管轄權範圍自然只有在州境之內，而且所能執法的權限亦僅限於州法律而已。而且，其辦公室之功能彷彿只是代表各州出庭訴訟的律師而已（不過，當然不是州檢察總長自己出庭攻防，而其辦公室所屬自然有相當數量的民事律師及檢察官，一般來說，各州檢察總長辦公室之人員規模多在數百人以上）。

        然而，自一九八０年初起，州檢察總長們在沒有得到太多輿論注意的情況下，開始以互相合作的方式追溯大型企業的違法行為（無論民事或刑事），尤其是在消費者保護及反拖拉斯部分（antitrust-相當於公平交易法）的案件。其原因是，縱使各州檢察總長的辦公室已有相當規模，但是論財力資源及法律人員編制，檢察總長辦公室還是遠遠比不上許多大型企業的內部法律顧問（in-house counsel），許多國際公司（比如：IBM）其內部法律顧問的數量甚至是許多州檢察總長辦公室的好幾倍以上。比如說，縱然在最大的紐約州檢察總長辦公室，其負責調查反拖拉斯案件的檢察官也不過三十位，顯然沒有辦法跟有幾百位法律顧問的美國線上公司（American On-line）等跨國公司相比。因此，縱使有心想要追溯大型企業的違法行為，單憑各州檢察總長一己的力量顯然難以和這些大企業對抗。

        於是，有些州檢察總長開始跨過州際，尋求遭遇到同樣問題的州檢察總長的合作，彼此可以分享針對同一個議題或是同一間公司（被告）的辦案所得資訊、所蒐集到的證據，甚至可以集結許多州檢察總長的力量一起對同一間公司（被告）同時提起公訴，彼此可以分享法院文件、調查人力，甚至由證據開示程序所得到的證據，然後藉此流通的資訊和證據，逼迫被告出面與各州商談民事和解或認罪協商。檢察總長們藉此累積起來的證據能量和輿論壓力，縱使被告是一間大公司，豈有不怕之理？

        這種多數州檢察總長的跨州合作型態，稱之為「多州訴訟」（multistage litigation）。在近二十年來，已經變成一種政府可以有效的對抗違法企業之模式。其型態通常是，面對同一個議題或同一被告的二州以上的州檢察總長，各自先以各州自己的名義在州法院對同一被告（公司或是高階主管）提起訴訟。而且，一般來說，如果有許多州檢察總長同意參與合作，通常會選擇先在一個最有可能勝訴的州（比如：該州之程序法較有利於偵查、該州法院法官或輿論之傾向對檢方較有利等等因素）擔任領導州（lead state），由該州檢察總長具名提起訴訟，其他的幾個州可以考慮以授權方式將自己州的權限讓渡與該州，其型態即相當近似於集體訴訟（公民訴訟），只是這個集體訴訟的主體是州檢察權（州主權）。

        這個合作趨勢在「全美州檢察總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於一九八０年通過一項有關反拖拉斯法及消費者保護的執法準則（law enforcement guideline）後更趨於升高。這個執法準則明確地建議各州檢察官執行有關此二項議題的執法標準，有效地提高檢察裁量權（prosecution discretion）的一致性。因為，也只有建立各州一致的裁量權範圍或執法標準，企業在違法行為被各州逮獲之際，各州對企業的強硬態度才有可能產生具體的效果。同時，各州檢察總長之間的關係團體與企業對抗的型態

        尤其，雷根總統任內對於違法企業的放任態度，更強化了各州檢察總長以自己的合作來對抗聯邦政府的無能。當時的背景是，雷根總統上任後，其任命的司法部長隨即撤銷當時司法部對IBM公司一項有關非法壟斷及違反消費者保護之訴訟，這項訴訟的撤銷完全違反當時「全美州檢察總長協會」所議定的執法準則。尤其相較前一任卡特總統對於公平交易的重視，雷根總統任內的聯邦公平交易委員會（Federal Fair Trade Commission，下稱FTC）不僅人員編制及預算遭到大幅刪減。也因當時的政治氣氛易意外地使的各州州檢察總長集合起來，聯合打擊犯罪和大型公司的不法情事。

        一九九五年NAAG開始聯合許多州檢察總長對菸草業提出訴訟。一開始這些從來沒有敗訴過的菸草公司並不以為意，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州檢察總長加入，其調查和談判的影響力量倍增，菸草業終於不得不放低身段與NAAG談判，最後才在一九九八年順利談成和解方案。這個事件終於讓民眾開始注意到州檢察總長聯合起來的力量。

演講筆記：國家安全、恐怖主義與個人權利

二００四年度美國州檢察總長協會夏季年會

午餐演說（Jun/17）
· 時間：2004年6月16日（週三）12時至14時（午餐演說）

· 主題：國家安全、恐怖主義與個人權利（national security/terrorism and individual rights）

■講者簡歷：

· Professor David Cole： Cole教授係從耶魯大學大學部及耶魯法學院畢業，現任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法學院教授，他非常積極參與有關憲法基本權利案件之辯護或上訴，他已經義務代表提起許多跟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有關之最高法院訴訟案。紐約時報甚至曾經評論他為「今日美國為民權奮鬥最偉大的法律聲音之一」。他甫在去年底出版一本新書「外國敵人：在對抗恐怖主義戰爭中的雙重標準和憲法自由」（Enemy Aliens: Double Standards and Constitutional Freedoms in the War on Terrorism），書中主要談論九一一之後，美國政府對外國人的人權採取了迥異於對待美國人的雙重標準之種種現象和不合理之處。

· U.S. Attorney Mcgregor W. Scott： Scott聯邦檢察長，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法學院，在二００三年三月受布希總統提名擔任加州東區聯邦檢察長（United Stated Attorney, East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他過去一直擔任地方檢察官，並積極參與公眾事務，平時亦擔任美國民兵（national guard）的軍官。他在接受布希總統提名為聯邦檢察長之前幾年，則擔任加州Shasta郡之地方檢察長（District Attorney, 1997-2003）。

■背景說明：

此場午餐演說主要在談論美國政府自九一一之後所採取的法律措施。事實上，這個議題已經在法律界引起許多爭議，甚至還牽動著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年的選舉情勢。高舉著國家安全的大旗，美國布希總統所提出的許多法律案都挑戰美國憲法上對人民自由權利保障的傳統範疇。儘管在美國仍然隨時有遭到恐怖攻擊之虞的氣氛下，許多法官、憲法及刑事訴訟法學者、民權律師等，仍經常為文嚴厲批評此種心態，尤其各種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人民自由權利的措施，不僅已經影響到立法部門的實質法律內容，甚至還開始蔓延到法院對於偵查犯罪方法的態度。近來美國各級法院，包括最高法院在內，已經有許多判決採取對檢方所為之犯罪偵查方法（監聽、搜索、逮捕等）更寬容的態度，這個趨勢短期內固然是為了解決美國國內安全的困境，但是長期而言，難免傷害美國法學界建立已久的基本人權觀念。此次主辦單位所邀請的二位演講者，正好代表這二種對立意見的領袖，Cole教授長期關注此議題，在各法學期刊及報紙媒體上經常聲嘶力竭地主張捍衛民權，甚至還在固定美國國家公共廣播台（NPR）上擔任評論員。至於Scott檢察長年輕有為，長期關注公共犯罪問題，並熱心參與美國民兵之事務，未滿四十歲即受到布希政府提名擔任聯邦檢察長（加州東區）。但是作為布希政府在檢方的代言人，其立場則非常明確，即是捍衛布希政府之政策。二人此次演說非常精彩，雖然不是採取一問一答的辯論型式，但是二人所提出的論點都非常有力，並在各自內容中有意無意地針鋒相對，亦可藉此窺見美國法律界目前對於布希政府為了國家安全所採取政策所引起的爭議。

■演說內容筆記摘要：

（一）Cole教授演說部分：

· 自從二００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發生之後，美國司法部增訂許多防止恐怖活動的法案，美國司法部長（Attorney General，即聯邦檢察總長）John Ashcroft的許多想法已經使得美國成為所謂「預防主義的天堂」，他甚至多次提到在此種現實之下，傳統的法治主義（rule of law）必須要妥協。但是，問題是：「到底什麼是我們必須要妥協（或犧牲）的呢？」
· 法治主義，可以分為幾個面向來討論，包括：平等（equality）、正當程序（due process）、制衡（check and  balance）、基本人權（ basic human right）等。
· 在對抗恐怖主義的戰爭中，讓我們必須要思考：「為了我們的安全，我們到底要犧牲哪一種的自由權利？」
· 從九一一之後，美國政府拘禁了超過五千個外國人，這五千個人沒有經過任何法官審查程序或法院審判程序，既未被判有罪，也未被判刑，卻遭到美國政府拘禁。唯一的正當化理由是，這些外國人既然是外國人，所以他們並不能享有任何美國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 因此，布希政府主張為了確保國家安全，所以對於外國人執行任何秘密的逮捕、蒐證，收押，甚至刑求，都是被允許的。同理，為了國家安全，在沒有經過正當法律程序運作之下，縱使未經起訴、判刑，美國政府都可以拘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
· 此外，從權力制衡的觀點來看，這些基於國家安全目的所為之逮捕、搜索、拘禁等，事先都沒有經過法院的授權，事後法院也沒有辦法進行一般的司法審查。這些行動完全處於一種不受司法制衡的真空裡。
· 為了對抗恐怖主義，我們犧牲了許多基本人權，那麼我們到底得到什麼？尤其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全世界到處都有恐怖攻擊行動發生，死傷都非常慘重，其他盟邦國家的人民和安全反而遭遇許多危險，我們不禁要問：「美國以及全世界有因此變得安全嗎？」
· 司法部長John Ashcroft藉由對抗恐怖主義的行動，反而獲取了許多他個人的聲望。但是，我們把所有跟恐怖活動有關的案件加總起來，真的有被判有罪、判刑的只有一件，全美國也只有四件，而且，這四件的其中二件都已經判無罪。縱使是被判有罪的這一件案子，因在一審審理時檢察官未遵守證據開示程序，目前還在上訴中。相形之下，我們卻以此理由拘禁了超過五千個人。FBI甚至已經以調查恐怖活動之理由傳訊了超過八萬個人。對抗恐怖主義是布希政府正當化自己的理由，但是它所犧牲的代價卻是我們國家立國根本的法治與自由。
· 尤其，我們比較在九一一之後，世界各地所謂「反美國主義」（anti-Americanism）卻變得更嚴重，到處都有國家或人民強硬地反對美國。由這樣的處境看來，布希政府為了對抗恐怖活動採取的強烈手段，非但沒有達成嚇阻恐怖活動的效果，事實上，反而使得蓋達組織（Al Qaeda）或是其他「反美國」的恐怖組織更容易招募新人加入恐怖活動。
· 這些遭到美國拘禁的外國人，沒有經過起訴、判刑，也沒有聘請律師為他們辯護的權利，司法部所採取的每一件行動都違反了我們憲法上保障基本人權的規範。可是司法部長卻大顏不慚地說：「我們並沒有做錯」。
· 況且，這些被當成恐怖活動調查的案子，事實上卻很荒謬。我曾經受委託為一位在愛達華州（Idaho）被起訴的年輕人辯護，這位年輕人只是他的網站上鍵入連結網址到一些主張恐怖活動的網站，聯邦檢察官竟然認為這樣構成犯罪，當地的聯邦檢察官和調查局甚至已經起訴他。這位年輕人沒有主張恐怖主義，也沒有任何與恐怖活動有關的具體行動，鍵入與其他網站連結的行為，很明顯地單純屬於他個人的言論自由範疇。如果這樣算是犯罪，那麼紐約時報每天登出有關蓋達組織的相片、資訊，甚至揭露蓋達組織及其他恐怖活動組織的活動地點，難道不是更嚴重的犯罪嗎？
（二）Scott檢察長演說部分：

· 其實早在一九九０年代末期，蓋達組織就已經對美國宣戰，只是我們一直沒有正視他們。尤其許多恐怖份子往往偽裝成學生或一般民眾，卻在美國濫用憲法賦予美國人的許多基本自由和人權，並藉此實現他們的恐怖活動。我們可以說找尋恐怖份子就像在該乾草堆中撈針一般，尤其這些針竟然已經偽裝成乾草（a needle disguised as a stack of hay）。布希政府在此事上已經採取了不計其數的方法來確保人民的身體安危和憲法上所保障的自由，這些行動都只是為了確保國家安全所必要的。
· 今年十一月即將舉行美國總統大選，我們相信司法部的所有人都很擔心美國國土的安危。在這個危險的時刻，我們會採取三項措施來預防任何對美國的攻擊行動，以確保國內安全（domestic security）。第一，提高情報預測的能力。第二，預防活躍份子實現他們的任務。第三，擾亂恐怖份子的網絡和組織連接。
· 許多人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將在美國西部加州的日本裔美國人拘禁是最惡名昭彰的例子。但是，現在的美國政府有相當的自覺，並積極避免採取此種嚴厲而違反人權的行動。況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美國政府是單憑「族裔背景」（ethnic background），即將日本裔美國人大規模拘禁起來，甚至將之驅逐出境。不過，迄今為止，美國政府從沒有基於「族裔背景」就將外國人拘禁或驅逐，這些遭到拘禁或是驅逐的外國人，都是有相當證據證明他們違反移民法或其他美國的刑事法律。這是完全不同於第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對日本裔美國人採取大規模拘禁的錯誤政策。
· 再者，事實上，前一陣子通過的「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制訂特別規定允許執法機關執行有關國家安全的行為，只是更新聯邦法規上有關執法機關的許多既有規定。所有的執法行為仍然需要司法機關的允許和審查。雖然增訂情報機構收集情報的方法，但是這些規定都是在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所既存的法律架構中，並沒有超出憲法所規範的標準。
· 比如，有關竊聽行為，法院的審查標準仍然與以前判例完全一樣，仍然需要具備相當理由，也依然要得到聯邦法官的許可。此外，有許多執法行為的方式，比如，「告狀和偷窺」令狀（sneak and peek warrant），也早在二十五年前，就經過聯邦最高法院允許，並不是今天我們才採行的。至於有關調閱圖書館借書紀錄一部份，其實從去年九月迄今，美國政府從來沒有使用過。
· 而且，美國國會所成立的調查委員會在傳訊過許多人之後，已經就此事調查完畢，他們從去年迄今沒有發現任何有關愛國者法案被濫用的紀錄。尤其，在九一一之後，我們所執法的對象大部分都是外國人，許多人都不是合法地居住在美國，他們本來就已經違反了美國的移民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必須幫助我們確定有一些人並不能享有美國憲法上的權利。
· 這是一個非常的時期，我們每一天都努力要找出前往正確方向的道路。我們明白歷史上我們曾經犯過錯，如今我們有充分的自覺不會再犯下錯誤。但是，我們也必須認清現在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時刻，我認為從九一一之後，美國本土沒有再發生任何一次恐怖攻擊行動，就足以證明我們的嚴格執法行動是成功的。
· 更何況，Cole教授雖然批評說這些行動和法案限縮（minimize）了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人權。但是，我們可以回到二十世紀初來看，當時對自由權利的限制更多。而現在美國國家安全的情況其實比當時更危險，但是，現在我們對基本權利的限制其實仍然遠不及當年的限制（we do not close to that）。

· 我記得自從我進入幼稚園以後，學校的老師經常教導我們要注意共產敵營的滲透，使年幼的我經常處於這樣的恐懼之下，雷根政府上台後，他致力於解決美國所面臨的困境，二十五年過後的今天，雷根政府對世界和美國的貢獻有目共睹。所以，我相信二十五年後，許多人會記得紐約時報廣場，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小孩無虞地安全地在那裡玩耍，那是因為布希政府當年對國家安全的努力。
美國最高法院就布希對高爾一案判決之評析

 

        我國2004年總統大選之後，台灣媒體上常見有人提到上次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如何、如何，但是該次判決的內容及兩造爭執焦點似乎未曾被提出討論，而事實上，該次判決所討論的許多美國現象及析論都與台灣現在就選舉計票上的處境有許多相似之處，也許可以讓我們有一些不同的切入點。 我明白我不是美國憲法的專家，對台灣或美國的選舉法規也極不熟悉，就該判決理由（詳見Bush v. Gore, 531 U.S. 98 (2000) ）所看到及引起的想法，也極其粗淺，不過，仍希望下文能與法律圈的各位好友分享，我的想法很不成熟，只能就看到的實況跟各位報告，還期望各位學長指教。       
 

        首先，許多媒體或政治人物在最近經常提到，「美國的選舉結果在二名候選人百分之一的差距之內會重新驗票（或行政驗票）」云云。但是，平心而論，美國的實情顯然不完全是如此。
 

第1， 所謂「百分之一」的比例。我不確定媒體從何處引用而來，但是，很明顯的上一屆美國總統大選的爭執之所在地，佛羅里達州的選舉規定就不是如此，其規定是：「勝選的差距應少於投票總數的【百分之零點五】以內」（the margin of victory is  less than one-half of a percent....of the votes cast），其規定在Fla. Stat. Ann. §102.141(4) of the election code。

第2， 所謂應該「重新驗票」（或是行政驗票）云云，則似乎已經曲解美國該選舉規定的原意，美國所謂選票差距極小時的「重新計票」，指的恐怕僅是以「機器重新計票」（an automatic machine recount），根本不涉及認定有效票、無效票之驗票行為，僅是以機器重新再計算一次各人的得票（尤其佛州選票是由讀卡機所計算的），就只是再次就已分類的有效選票加總各人的得票數。似乎不是現在台灣許多媒體報導或是政治人物所提到的「以人工方式重新驗票」（包括：對全部有效、無效票之認定 或是廢票認定），二者的內涵和層次顯然並不一致。況且，當時候選人高爾雖然曾經主張所謂「重新計票」應該把之前在第一次開票過程中已經被認定為「廢票」的無效票再拿來「以人工方式重新驗票」，但是，此舉已經遭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駁回，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無正當理由之下，無適當程序確保平等與正當的的「重新驗票」有違美國憲法上平等保護及正當程序原則。

        
     許多人都知道上一屆，也就是二０００年的美國總統大選，選舉的勝負結果並不單純是由選票數目決定，非但二名候選人的得票數甚為接近，而且，事實上，現任總統布希的得票數根本少於敗選的候選人前任副總統高爾，當時高爾在全國獲得五千零九十九萬二千八百九十七張選票，布希則只有五千零四十五萬八千零二張選票，二相比較，布希還輸給高爾多達四十幾萬張選票，但是，當選總統的可還是布希。當然，我們都知道美國總統選制，嚴格來講並不是全民直選，而是依各州選民投票的結果，以「贏者全拿」的方式，由委任的選舉人團進行間接選舉，其原因在於美國憲法並不承認個別公民有選舉總統的聯邦憲法上權利，這個現象當然並非表示美國總統選制的落伍，其骨子裡的原因還是在於美國並非單純的一個國家，而係聯合許多國家（state）的「合眾國」（united states），美國人向來堅信「各州先於美國而成立」，因此，與其說美國總統是單純一國的元首，倒不如稱為美利堅合眾國之聯合國主席。
 

        當時高爾與布希在佛羅里達州的全州普選之選票僅僅差距「一千七百八十四票」（按：依照第一次的佛州選票統計結果，高爾得到二百九十萬九千一百三十五票，布希得到二百九十萬七千三百五十一票）。然而，事實上，高爾明明已經在全國其他各州獲得比布希多四十萬票以上的勝利差距，竟然跌倒在這個有多達二十五張選舉人票的佛羅里達州。在差距如此小的情況下，根據佛州選舉法的規定，二人差距在百分之零點五之內，於是自動執行機器「重新計票」，但是雖然結果確實稍有計票上的失誤，布希領先票數因此縮小，但是仍沒有改變布希獲得票數較多的事實。於是，高爾隨即以佛州幾個郡的選舉讀票機無法順利讀取部分選票（尤其是打孔時，因為選票之孔洞未打清楚、或有卡紙沾黏等情況致使無法順利進行讀卡之選票，稱為undervote，其效果即類似與我們所謂的「廢票」），使得無效選票（即廢票）過多，其瑕疵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為由，向法院訴請以「人工重新驗票」（manual recount，包括對無效選票之重新檢驗）。 那麼，當時的無效選票到底有多少？根據統計當時未計入有效選票的數目，即高達十七萬張票，相較於佛州的總投票數才將近六百萬張票的總數，當時的廢票率就高達百分之二點八三以上。
 

        高爾要求重新人工驗票的主張，起初在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得到支持，佛州最高法院在當年十二月八日因此裁定佛州六十四個郡（另有三個郡已經驗過）全部重新以人工方式驗票。布希陣營擔心選舉結果有變卦，隨即緊急聲請聯邦最高法院停止佛州最高法院的裁定之執行。聯邦最高法院同意受理上訴後，不過花了四天的時間，隨即在二０００年十二月十二日做出一個戲劇性的相反判決，聯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表決比例，宣告佛州最高法院所為重新人工驗票之決定，違反憲法上平等保護及正當程序之條款，認為該判決應予以廢棄。簡單地說，就是最高法院認為選舉程序已經完成，在沒有正當理由的前提下，佛州最高法院在未建立適當程序的前提下，擅自決定啟動程序重新人工驗票之決定，已經違反美國憲法的平等保護及正當程序原則。
 

        但是，就我們的觀點看來，既然票數計算有爭議，尤其未計入有效票之所謂「廢票」選票張數高達十七萬張，其中難免有應該被計入有效票的合法選票存在，但是，聯邦最高法院為何會廢棄主張應「重新驗票」的佛州最高法院判決呢？
       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的目的本即在於以一個簡單、有效率的方法進行眾人的選舉，其根本的理想還是在於忠實地反映選民心中的投票意向，但是，選票終究是一張張不能言語的客觀物體，而非真實的選民，因此，如何知悉選民真實的投票選項，並予以正確地記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聯邦最高法院因此認為「合法有效的選票，僅指選票上清楚地指出選民心中意圖的選票」（a legal vote is one in which there is a clear indication of the intent of the voter）。但是，一張無法清楚地為外人所知悉其選舉意向的選票，不論是圈選不清楚，或是過多圈選的選票，已經無法讓外人在事後清晰地瞭解其原始投票人的想法，或者甚且，有部分原始投票人之本意即在：「故意地陷選票於無法識別之窘況」，以表達其特定的想法。在採行不記名投票選舉的現實制度裡，投票之後，投票人在投票當下的主觀想法恐怕已經永遠成為外人無法探究的迷思。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即在於：「選票圈選內容的識別（驗票）和重新計算（計票），該如何能符合平等保護、正當程序的基本要求？」
 

         根據該次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內文提到，美國全國性的計票統計顯示，倘不問任何理由，百分之二左右的選票會成為「廢票」（invalid ballot），因此所謂「廢票率過高」的現象，顯然不是一個此次台灣選舉所獨有的特殊現象。同樣地，聯邦最高法院也認為，當然其中或有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在圈選時出現不小心的失誤，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有人是故意不圈選選票、或是故意圈選二個以上的候選人（deliberately choosing no candidate at all or some voter error, such as voting for two candidates or sufficiently marking a ballot），而使得選票陷於無效的情形。實情既然如此，倘若已經經過合法、正當的程序開票、計票，單單以廢票過多為由要求重新計票、或進一步的驗票是否合法、乃至合憲呢？
 

        佛州最高法院在下令重新計票的判決裡，雖然表明計算合法有效選票的依據仍必須考慮選民心中的投票意向，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卻也不禁懷疑「問題是，在缺乏特定標準的情況下，真能確保平等地適用在每張選票上？」尤其是，「到底要如何解釋一張張不能言語的選票卡紙上的標記、孔洞或是刮痕呢？（…how to interpret the marks or holes or scratches on an inanimate object？）」「法官要面對的已經是一件事，而不單單是一個人了。」迎向我們而來的問題會是：「佛州最高法院所採行的重新計票程序，是否能與應該避免對選民採取武斷的、前後歧異的對待之原則一致呢？」（….whether the recount procedures the Florida supreme court has adopted are consistent with its obligation to avoid arbitrary and disparate treatment of the members of its electorate）。  以人工方式重新驗票顯然會遇上許多困境。比如，儘管佛州打算召集各地聯邦巡迴法院（即聯邦地方法院的上級審）的法官來執行監票過程，這批負責重新監票的法官，固然法學素養深厚，但是根本沒有經過任何計票及解釋選票的訓練，他們所做的驗票標準會符合前後一致性的要件嗎？尤其聯邦最高法院援引許多曾經出庭作證的選務人員之證詞，許多選務人員都坦承計票、驗票的標準其實一直在他們的心中改變，區別的標準甚至還會在同一次計票過程中改變。其中一個在Mimai-Dada郡的監票員就作證指出：「我觀察到同一個郡裡的三個選務人員就採用了各自不同的認定有效票標準。」聯邦最高法院因此認定：「這（指驗票）本質上就不是可以保證平等對待的一個程序。」對於決定有效票或無效票的驗票、計票程序，其中不可避免的主觀因素，顯然是我們無法逃避的現實困境。
 

        儘管也許我們會認為既然台灣已有明確、客觀的有效、無效票的識別式樣，那麼所可能衍發的差異便會盡可能縮小，但是我們卻也不能否認，在不同的投開票所之間，不同的驗票計票人心中主觀的想法裡，事實上，都會採行一套稍有差異的識別標準，一個戳記在圈選格以內多少比例的地方是有效？超出多少比例是無效？所有法律條文界定的解釋權全落在現實執行選票開票的選務人員身上，而這樣的選務人員卻又何其多，其標準實在難以估量與控制，在多數選務人員可以互相監督的前提下，所可能衍生的差距比例固然不見得很大，但是，相乘以總統選舉選票數的總數量高達一千三百萬票以上，而二組候選人得票的差距又很小的情況下，其影響的層面恐怕很難不去牽動此次競爭極為激烈、彼此選票差距很小的選舉。
 

        因此，倘若不思考將來改變採取更客觀的投票方式之可能，在採取以不記名選票圈選投票的現制下，單純透過重新驗票、重新計票等事後精算程序，顯然是無法確保選票的有效性認定可以經得起符合科學標準的精密檢驗，更恐怕仍無法解決其間所無法彌補的灰色地帶。
 

        不過，我也同意選務人員認定有效票、無效票標準上的主觀困境，在第一次執行開票、計票時就已經存在，但是，我們卻也必須承認這是不可避免的開票及計票之性質使然。因此，透過法律所事先言明的標準作業程序，比如：同一投開票所有多位的選務人員；選務人員之職務又區分為開票員、監票員等以為互相監督之用；復有公開的計票及開票過程，以供政黨及不特定民眾同時監督等規範，而確保第一次開票計票程序是符合正當程序的運作，同一投開票所內的選票也大致依照同一套標準被檢驗，而在被平等保護的範疇之內。所以，在沒有事涉詐欺等違法證據的提出之前，我們是否可以認為第一次的開票、計票過程及計算結果是沒有理由去推翻的。既然，我們勢必要承認執行開票驗票人員這套無法言明的主觀標準是永遠無法精確一致的，而我們又認定第一次開票、計票的程序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證明的違法瑕疵。那麼在開票之後，基於違法以外的其他各式理由，要求另一批人來執行驗票計票的工作，無疑地是引入另一套執行有效票、無效票認定的主觀標準，是否真能更精確投票人主觀投票意向的計數呢？其結果恐怕是令人質疑的。或者，如果只將原本被計入所謂「廢票」的無效選票重新拿來計算檢驗，而不將全部的選票（包括：有效票、無效票）拿來驗票，其結果看起來勢必會造成更大的歧異，其理由在於原本被計入有效票的選票是依據原本執行開票的選務人員所選擇的標準分類，然而，後來重新再次遭到驗票的所謂「廢票」的選票，卻得再由另一批人以另一套標準來確認它們的有效性與分類，那麼基於我們所承認的認定標準之浮動困境，前後二次分類選票有效、無效的過程，其選票認定有效、無效的標準顯然是前後歧異的，那麼我們可以說同一批選票是基於同一套相同標準被檢驗的嗎？
 

        基於平等原則、正當程序原則，單純已廢票過多為由，顯然不能支撐聲請所謂「重新驗票」的正當理由。就數字上的「重新計票」和就有效性與否的「重新驗票」，應該予以區別，其啟動要件與理由應該基於其本質差異予以區隔。此外，決定啟動進行重新驗票的程序更應該被嚴肅地面對，第一次開票計票既然已經符合正當程序的要求，單純的以機器「重新計票」，固然可以在有法律規範的前提下被執行，但是倘若是再次的啟動所謂以人工「重新驗票」程序，可否僅以差距過小，即委由行政機關執行之，恐怕此已涉及平等保護、正當程序等憲法層次的基本原則，不論在立法論或是事後法院適用法律的解釋論上，似乎都應該被認定為是極其例外的情形，而應予從嚴設計或解釋。
後記： 

      儘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做出該次判決之後，美國各地法學院的法律教授五百多人曾在翌年一月中連署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全版廣告，批評聯邦最高法院此舉無非將聯邦法院視為政治權力的決鬥場，甚至直言諷刺幾個大法官為布希助選的心態濃厚。但是，事隔多年，當時原本總票數領先的高爾，非但沒有順利成為總統，反而在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後，隨即瀟灑地宣布落選聲明，四年後的今天，高爾甚至也沒有出馬再次角逐的意願，不禁讓人明白讓一場勢均力敵、言之有理的爭執落幕的，並不全然是聯邦最高法院的終局判決，而是人格的氣度和對政治名位的覺悟。 

日本式的檢察正義—日本檢察官工作實況
       前幾天收到一篇由北檢公訴組李學長所撰寫有關求刑經驗文章，由文章的描述，李學長當時澎湃起伏的心情已經躍然紙上，而這樣的情境，無疑地可以迅速地勾起每個人或多或少的相同心情—在重罰或輕判的二極中擺盪的心情。不論在公訴組或偵查組，想必都是檢察官在每天工作裡，怎麼揮都揮不掉的兩難。

        記得在「家栽之人」或是日劇「Hero」裡，我們不斷可以看到日本檢察官、法官對被告的心態，間雜著各種嚴厲的責難，教誨，以及看似矛盾的細心關懷及耐心，而這一切只為求得能順利讓被告改過自新。然而，這樣游移在或慈或嚴的二個端點之間的作法背後，其實有很複雜的文化背景和司法環境。

        上週末看了一本去年剛出版的書，書名是「日本式的司法（正義）-在日本偵查犯罪」（Japanese way of Justice-prosecution crime in Japan），這本書內容非常有趣，尤其讓不懂日文，卻又對日本檢察官極有興趣的我可以有機會看到日本檢察官的工作實況。

        這本書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不是一本全然抽象地介紹日本檢察制度的書，相反地，此書作者（一個精通日文的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學者）為了研究日本檢察官的實況，前後投注將近十年的時間，其中有四年時間甚至就長期住在日本。而且他在日本的時間，透過聯合國及日本司法部的安排，其中一半是在日本大阪地檢署（Kobe市是日本西部第一大城，人口約一百五十萬，且是個大商港），作者每天就到地檢署跟著檢察官上班，參與閱卷、觀察開庭、調查等等所有的偵查程序，前後長達二百個工作天以上，透過參與並觀察他們的工作實況，並深度訪談超過五十個以上的檢察官，來理解日本檢察制度的實況。此外，作者另一半待在日本的時間，則在日本司法部擔任研究員（由聯合國安排），研究日本檢察制度（比較日、美二國的檢察實務差異），並前往日本各地的其他地檢署瞭解實況，他還製作了一份長達一百五十三個問題的問卷（該書附錄內有附該問卷全部內容，真是非常仔細，而冗長的問卷！），總共有二百五十三位檢察官有效完成問卷。光看他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就可以相信書中所描寫的日本檢察官實況，非但有作者親身的長期近距離觀察的逼真，亦有學院派統計分析的可靠信度。

        不過，我所要報告該書的內容，倒是呼應北檢李傳侯學長在公訴上的親身經驗，而談及有關於日本檢察官心中的首要執法目標--「矯治」（correction）。

        該書中作者為了讓讀者明白「究竟什麼是日本檢察官心中執法的目標」，曾經引述的一個真實故事。一個住在日本的二十五歲澳洲人Gary，先後因為毒品及傷害案件，遭到檢方偵查，其中毒品部分起訴後遭判刑十八個月、緩刑三年，傷害案則因和解、撤回告訴而不起訴處分在案。作者參與此案的偵查，並曾經在偵查期間因為擔任檢察官的翻譯，而與這位澳洲人有多次深談。嗣後判決確定，該澳洲人因為仍在押中，遂直接遣送出境。不過，Gary竟然在回到澳洲二個月之後寫了一封信給原承辦的檢察官Obayashi Keiko，後來本案承辦的Obayashi Keiko檢察官為了讓本書作者明白什麼是日本檢察官的執法目標，於是寫了一封信連同這封被告所寫的信件影本一起寄給作者參考。光看這二封信的內容，我們就可以想像日本檢察官對於被告生活的參與程度有多深。

我把這二封信的內容翻譯如下：（詳見該書一八０頁以下）


第一封：被告寫給Obayashi Keiko檢察官：

親愛的檢察官Obayashi：

     嗨，你好嗎？我希望確是如此。你現在住的新社區如何呢？我希望你很享受那裡的環境，並已經安定下來。我希望藉由此信讓你瞭解。我要告訴你我打從心底非常、非常尊敬你，因為你教我有關生活、朋友，以及什麼才是一個好朋友。我承認我有，或該說是，我曾經有一個非常強壯的身體，但是在我內心裡，我卻不是如同我自以為的那樣強壯。我必須告訴你，雖然當時我被繩子和手銬銬住，但是，如今我卻比當初更喜歡我們的那幾次談話。我曾經承諾你，下一次我們見面時，我們可以談談更好、更歡樂的事，我深切地希望我們真的可以再見面。

     謝謝你幫我得以盡早出獄，並可以在離開日本之前有時間與我的女朋友話別。也同時謝謝你另外撥空與我的律師談話，並指導他如何與法官商量讓我可以離開監獄。更感謝你，還在我第二次因犯下傷害罪在Kurayama被逮捕時，還與承辦的警察商討如何處理我的問題（編註：此案後來即因為承辦的檢察官積極撮合和解，告訴人撤回告訴，被告並賠償二萬日圓的醫藥費，以不起訴處分結案）。我真不知道要如何回報你。我只是要告訴你我真的很感激你的幫忙。感謝。

     而且，我要告訴你，我父親的身體已經好多了，他正在康復中。當我回到澳洲初次見到我父親時，我父親非常訝異，我瘦了許多，而且幾乎不再抽煙。

我知道你新辦公室的電話號碼，只要我存夠了錢，我將打電話給你跟你問好。希望可以在最近就聽到你的消息。保重。

你的朋友Gary敬上



第二封：Obayashi Keiko檢察官寫給該書作者：

     今天我回到我的公寓，打開我的信箱。我收到一封那個叫Gary的被告寫來的一封信。當時我的心噗通噗通的跳，我很害怕他會不會已經改變我當初所相信的起訴供詞。但是，我發現，還好，Gary已經變成了一個可愛的男孩。我很高興他父親的心臟病已經逐漸康復。我隨信附上一封（編註：即上面我所翻譯的那一封被告寫給檢察官的信）Gary所寫來的信給你看，想必你也很想知道事情後來的發展。

     其實，我很感激Gary出現在我面前。對我來說，作一個檢察官，是否要相信一個被告所說他有改變的決心實在是很困難。在決定是否要相信一個人時，我真的是在拿自己當賭注，我是說，這是一個考驗我判斷能力的時候。對我來說，相信Gary必定伴隨著許多風險，但是我相信這是值得的。對我來說，去認清我到底可以相信被告Gary幾分，並評估我的判斷是否是錯誤的，遠比Gary所指證的另一名被告被判有罪重要得多。（編註：Gary於偵查中作證指控一位大他二十歲的西方人另犯他罪）

     如果Gary對我說實話，我會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來與他對話，而不是一個檢察官。我相信只有如此，Gary才能在他生活中重新擁有信賴人的希望和渴望。如果我只為了要避免冒在另一名被告的案件被判無罪的風險，並保持一個好檢察官的勝訴記錄，就選擇拒絕去相信Gary所供述的情節。我想Gary必然抱著絕望的心，回到他的過去的生活繼續下去。這就是我內心經常極度的痛苦所在，「到底要相信或不相信被告呢？」

     當我在看Gary寫來的信時，我更加確定，我終於靠自己贏得了這個艱難的挑戰。現在我正喝著紅酒，為我自己舉杯慶賀！每當我相信一個人的時候，我把整個自己都賭了進去。由Gary這個人，我學到我採取這樣的思考、冒險和行為的方法是對的。因此，我真的感謝Gary。

     Gary未來的道路是明確的。我也真心希望他能生活得很好。作為一個檢察官，也許我不可能再和他有什麼親近的關係，但是，在我心中，Gary是一個好朋友。我打從心底希望他過得快樂、、、、     

                                     Obayashi Keiko敬上



     由信中所提及的細節，我們可以看得出Obayashi Keiko檢察官在偵查過程，乃至審理、執行的過程，竟然都積極參與整個司法流程，甚至還不避諱的與被告律師接觸，而在案件處理的過程中，亦對被告的家庭、交友狀況知之甚詳，事後還讓被告知道他已經調離原地檢署及住家地址，以供被告聯絡。日本檢察官與被告相處關係之密切，實在是讓動則得咎的我們很難想像。

     但是，由此也知道，顯然日本檢察官的工作目標不單是為了起訴結案，而是更積極地肩負著矯治被告，讓他知所悔過，改過自新，進而重新回到正常社會的嚴苛責任。我想作者援引Obayashi Keiko檢察官的這件個案 顯然不是特例，而真是絕大多數日本檢察官工作的心態。因為作者除此，也援引了許多自己多年觀察心得，來自問卷及訪談所得的資料，乃至其他德、日學者所撰寫的文章來佐證。

     不過，身為台灣的檢察官，我們卻也要指出，日本檢察官如此投入矯治目標的心態固然令人動容，更讓人民信賴檢察官有著亦慈亦嚴的莊重形象。但是，日本的檢察官能有如此表現，其實有著許多與我國文化截然不同的背景因素在支撐著。

第1， 日本社會文化骨子裡，有濃厚的自省、自責的傳統。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被告自白的認罪率，並不全然是日本檢察官高超的問案技巧或是所謂的「精緻偵查」所致。事實上，日本檢察官在問案過程中，絕大多數的時間不是用來調查犯罪本身，而係在勸服被告認罪、悔過。因為一般人民有著濃厚的自責傳統，犯錯的被告無非受這樣的社會傳統所引導，往往透過自白來尋求良心以及社會和家庭對其的寬容。日本檢察官對於勸服被告認罪的強烈責任感，當然有其職業上的群體光榮感驅使，但是其中一部份原因恐怕只是順勢依循這樣的社會傳統所延伸。

第2， 日本檢察官在案件調查之詳細程度，舉世恐怕無人能比。檢察官要能切重個案特性，針對被告、被害人、證人等的個性、家庭，乃至被告犯罪動機等等做出適切的處遇判斷，其首要前提，無非得要有詳細的關係人個人、家庭及犯罪前後過程等等的詳細調查資料為佐，否則無寧只是空談。日本檢察官在這點上倒真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此書作者即指出一個有趣的觀察，他提到日本檢察官在起訴前的偵查報告和筆錄普遍多達數百頁以上，他舉出幾個他所看到很誇張的例子，比如：一個商人自白在火車上性騷擾一位女士的案子，筆錄多達二百五十幾頁；二個青少年涉嫌破壞自動販賣機，其筆錄也有五百頁之多；一個七十歲的老先生涉嫌在書店偷四本書的案子，筆錄竟然高達一千二百頁以上。相較於台灣的工作現況，或是我現在美國檢方觀察的實況（編註：美國警察、調查員及檢察官對於詢問被告、證人等內容，都完全不作任何正式的筆錄，只有簡短的個人摘要筆記，因之，起訴前偵查卷宗之薄，可想而知），日本檢察官的在審理前執行詢問份量之重，實在是令人瞠目結舌的。但是，我們卻也不得不承認，要能適切地兼顧被告、被害人及整體社會等諸多利益，給予被告最佳的處遇途徑，真正符合個案正義，真的唯有詳細的調查犯罪，乃至行為人、被害人的背景，才得以竟全功。

第3， 然而，知道日本檢察官為一件輕微罪名的案件能做出一千多頁的筆錄之際，不禁要問，他們哪來那麼多時間？是的，依據書中作者的調查，相較於美國檢察官的工作量（編註：該書作者有提出統計數據，並曾經到加州幾個地檢署進行類似的長期實地觀察），他的結論是：「日本檢察官真是很閒」。他分別提出長期和短期的平均案件承辦量統計為依據，早幾年前（一九八二至一九九０年以前），日本每一位檢察官平均一年大概處理二百五十件偵查案件，其中起訴（編註：包括起訴及聲請簡易判決summary prosecution）九十八點四件，但是近十年檢察官工作量反而下降，縱使工作負擔最沈重的Chiba地檢署，一個檢察官一整年平均起來也不過七十八件起訴，一百七十六件不起訴處分。更甭論，名列全日本最輕鬆地檢署之一的Matsue地檢署，每個檢察官平均一年也不過二十五件起訴，一百一十件不起訴處分，更何況Matsue地檢署的案件罪名及情節都比較輕微，相形之下，更是輕鬆。更何況，縱使是這些計入起訴的案件，其中還有高達百分之九十是向簡易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的輕微案件，真正剩下的重罪起訴案件，看起來真是微乎其微。更令人吃驚的是，作者的問卷和訪談還揭露出，「日本第一線的承辦檢察官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承認沒有感覺自己很忙」，有的還坦白稱：「覺得希望更多的案子才能鍛鍊自己成為有能力的檢察官」，其中甚至還有一定比例的檢察官表示「工作很少，很孤獨、很無聊，覺得自己不被組織視為重要的人」。

第4， 日本犯罪的質和量都實在輕微。日本犯罪質量之低，舉世聞名。作者舉了一個極明顯的對比，以美國最令人擔心的搶劫案比率來與日本同類行案件相比，同樣十萬人口，相對應日本發生一件搶案，美國全國發生一百八十二件搶案，如果拿同屬大都會的東京市和紐約市之搶案比率來相比的話，其對比更是驚人，其比率竟高達「一比四百六十二」。因為犯罪率極低，日本檢察官工作負擔的質量輕微至此，令美國學者嘖嘖稱奇，恐怕也真是我們很難想像的。因有著如此輕質量的工作負擔，才有辦法支持日本檢察官可以鉅細靡遺地偵查案件，因為有著充裕的工作時間，日本檢察官才能全力蒐集跟犯罪成立和犯罪人本身有關的各項情況證據，並進一步判斷一個對被告最佳的處遇途徑。

第5， 檢察官聲請羈押和核准比率超高無比。以作者待在大阪地檢署那一年，全日本檢察官收案之百分之八十八點六的被告遭到聲請羈押，而其中更令人恐怖的還在後頭，其中法官僅僅駁回其中的「百分之○點○○一四一八五三一一八」，也就是全年七萬七千五百四十五件聲請羈押案中，竟然只有一百一十件聲請羈押案遭到駁回。在一個檢察官說了就算的司法環境，不論有無聘請律師，被告哪敢不自白、不認罪？

      此外，如同Obayashi Keiko檢察官所提到，對一個檢察官而言，更艱難的挑戰是在：「到底要不要相信被告會改過自新的話呢？」

      日本社會文化裡固然有很強烈的悔恨和自責傳統，但是日本檢察官卻也不是一廂情願地相信被告片面的悔過之詞，其間判斷關鍵在於被告有無「矯治的可能性」（correctability）。

      日本檢察官依據二個面向來判斷被告到底有無足夠的矯治可能性。首先，是被告所犯下罪行的嚴重性，罪行越嚴重，其矯治改過的可能性即被認為越低。再者，被告本身性格的邪惡程度，亦左右著檢察官認為被告是否真有矯治悔過的可能性。因此，日本檢察官大致把犯罪者分為三種性格類型。

第1， 真正的壞人。其性格最邪惡，屬於本質上的壞份子，矯治可能性甚低；

第2， 逐漸朝向犯罪的麻煩人物。這批人本質雖非壞，但是，如果不儘速加以矯治，將來勢必變成性格邪惡的壞人，這也是檢察官們認為最應該投注最大心力思考處遇途徑的類型；

第3， 一時誤入歧途的好人。因為這種人已經有充分自覺的羞恥心來驅使自己改過向善，對這批人來說，檢察官只需要透過寬容的矯治途徑，以極小化的刑罰手段來給予被告改過自新重新融入社會的機會。由這二個面向的交叉思考，日本檢察官可以在一個座標圖中架構一個思考最佳處遇的縱橫軸。

    但是，分析歸分析，類型化不過只是分析的工具，真正的困難是，各個類型的認定都是檢察官個人經驗、能力和判斷力的極大考驗，或說是對人性信賴的極大賭注。個別檢察官的社會經驗和對人性的體會，乃至其對社會運作實況的理解和價值判斷，個別差異非小。日本檢察官在日本司法體系的執法結構中，由始至終，承擔著徹底執行個案正義的理想，固然令人嚮往，但是日本檢察官或台灣檢察官有無執行如此艱鉅任務的本職能力和制度條件，卻不得不讓人重新反思。

日本式的檢察正義—問題與回應
1、 日本的聲請羈押率及核准羈押率過高，確實是個很特別的現象。加上，日本的刑事被告並沒有美國法上所謂「聲請具保的權利」（按：美國憲法第八修正案），所以被告在檢察官向法院起訴之前，並沒有具保的憲法上權利。不過，該書提到羈押中被告仍得向法院聲請具保，法院則以書面徵詢檢察官意見後決定之。但是，運作在日本實務上的結果是，「不自白的被告是永遠不可能被交保的」。但是，反面來說，縱使被告自白卻也不是得以交保的保證條件，作者提出一個數據表示，「百分之九十的被告自白，卻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被告得以交保。」作者甚至在文中還悲觀地說，「在日本，如果你被逮捕，你極有可能被羈押，如果被羈押了，縱使你自白犯罪，也別想可以交保出去。」
2、 此外，雖然羈押率過高，但倘若真是對真正的犯罪者為之，相應著日本自責的傳統文化，我們實在也很難置喙。但是，作者又觀察到一個很特殊的現象，「pretextual detention」（找個藉口押人）。日本的羈押期限（二十日）連同逮捕解送時間（三日），總共是二十三日，但是倘若期限屆至，檢方和警方卻無法蒐集齊全證據，檢察官經常指示警察「先找個輕微的小罪名，再一次逮捕被告」，然後藉著第二次以另一個罪名所取得的羈押期限，繼續原先未完成的調查工作。這種現象很普遍的原因，當然在於反正法院一定會核准羈押的背景，但是，作者也提到，「事實上，法院根本很少排除如此取得的被告自白」，恐怕才是讓此現象存在的主因。
3、 日本的警詢筆錄之證據力如何，我想許多學者應該已經提過。但是，有學者說「美國警詢筆錄沒有證據能力」等語。我倒是覺得應該在理解美國刑事制度、證據法及運作實況之後，才能順利回答這樣的問題。因為，「美國檢方、警方根本很少有在做正式的詢問或訊問筆錄！」事實上，美國警方詢問證人、被害人，往往只是偵辦的警察自己做的簡單筆記摘要，甚至根本就沒有錄音或錄影（除非很重大的刑案，才會有製作宣誓筆錄或錄影，但是也很少見，因為美國聯邦法和大部分的州法都沒有這樣的要求），台灣所謂的「訊問時，全程錄音、錄影」的制式要求，相較於美國偵查實況，簡直就是人權至上的天堂。但是，為了讓證人、被害人的供述內容成為證據，美國檢方的作法是，傳訊承辦警察上證人台作證，然後當庭說出被告、證人或被害人當時的供述（當然，警察原先所製作筆記的內容，自然就是開庭前與檢察官複習詰問時應答的依據囉！）但是，這樣的方式，實務運作的結果卻也不盡可信，蓋警察身兼偵查工作，其立場已然偏頗，又非速記專家，哪有可能記得清楚，甚至翔實？根據我詢問聯邦檢察官的結果，他們甚至還開玩笑，如果警察、檢察官，加上聯邦調查員，三方同時詢問證人、被害人的話，就會出現三個人記錄的筆記內容，對關鍵的事實和用字遣詞，可能根本就不一樣的窘境。況且，加上警方的偵查筆記裡並不會記載詢問的問題內容，因之，其效果和真實性、可信度如何，真的確實也是堪慮。

美國約翰‧甘迺迪總統暗殺事件委員會

        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遭暗殺後，繼任的美國總統強森（Lyndob B. Johnson）隨即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隨即發佈第一一一三０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No.11130）組成甘迺迪總統暗殺事件委員會（正式全名為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下稱委員會），強森總統下令委員會負責調查與此暗殺事件及嗣後衍發之暗殺者遭刺殺等相關事件之事實，並負責向他報告該委員會的發現及結論。

         這個委員會基本上不涉及司法權在終結私權或公權紛爭（刑事或行政訴訟）上之效果，原則上，涉及此案的所有審理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的法律案件，都還是依照美國原來的既有司法程序處理（比如：下文提到的被告盧比，就還是由德州法院審理涉嫌殺人的刑事責任）。此委員會僅是作為釐清政府及公眾疑慮的獨立委員會，但是，又透過國會授權其具有相當於美國大陪審團的司法權力（比如：傳喚、命證人供述證詞等）。

        在該次事件中，甘迺迪總統、德州州長及一位巡警都遭到槍擊，事後雖有逮捕到一名可疑嫌犯李‧哈維‧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下稱奧斯華），不過，奧斯華在警方拘留期間一直宣稱無辜。而且，更糟的是，奧斯華竟然在遭到警方逮捕後四十八小時不到，即在達拉斯警察局（Dallas Police Department）地下室內遭到一名冒充記者的當地夜總會負責人傑克‧盧比（Jack Ruby，下稱盧比）近距離開槍射殺身亡。上自甘迺迪總統，以迄可疑的嫌犯奧斯華等人都在不到二天時間之內，接二連三遭到槍殺身亡，引起美國國內外各項關於暗殺原因之猜疑及推論，究竟是國內政治謀殺，或是國外其他國家、政治團體之陰謀，眾說紛紜。尤其奧斯華遭到射殺身亡之後，關於奧斯華是否是無辜，或者縱使他是真正的暗殺兇手，其背後之暗殺動機和原因，已經很難予以查考，更不可能透過一般公開審理嫌犯奧斯華的法院刑事訴訟程序將整件事件的事實疑點釐清。

        因為最關鍵之嫌犯奧斯華已死亡，其他可能涉案人又始終無法確定，此委員會之定位既非採二造對抗的法院審理模式，也不是單方面扮演作為控訴犯罪一方之檢察官模式，而屬於「為釐清事實之發掘真相機關」（a fact-finding agency committed to the ascertainment of the truth）。然為確保該案調查之法律專業性，強森總統於此行政命令中指定曾有擔任加州檢察總長資歷之當時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華倫（Earl Warren）擔任委員會主席，並自參議院中指定有擔任檢察官資歷之民主黨參議員羅素（Richard B. Russell）、有擔任聯邦巡迴法官經驗的共和黨參議員庫伯（John Sherman Cooper）等二人為委員之一。強森總統復自眾議院中挑選二名有法律背景之民主黨眾議員Hale Boggs、共和黨眾議員Gerald R. Ford以及二名具有律師資格，並分別曾在共和黨及民主黨政府服務過之卸任高階官員Allen W. Dulles、John J. McCloy等組成該委員會成員，以符合該組織之司法性質，並兼求民主黨、共和黨等二黨政治運作上比例之衡平。。

        委員會組成之後，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國會立即通過參議院決議案一三七號（Senate Joint Resolution 137,Public Law 88-202），該決議案授權該委員會在調查期間可以發出傳喚通知書（subpoenas），命令證人供出證詞、提出證據，同時，並授權該委員會可以在事先給予證人追訴豁免權之前提下，強迫主張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即任何人有不自證己罪之特權）之證人說出證詞。

        委員會取得調查運作權限之後，立即組成具有高度法律專業之執行團隊，除了由美國司法部前任法律總顧問（Solicitor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d，原負責上訴最高法院案件之業務）J. Lee Rankin擔任該委員會法律總顧問（General Counsel）外，並聘有十四名極專業之助理法律顧問（assistant counsel）組成法律顧問團（legal staff）負責實際的法律調查和事實釐清工作。

        原則上，該委員會僅負責決定調查方向及分析之責，並不負責實際之偵查工作，而主要仍交由美國政府內既有之偵查機關負責執行偵查作為。因此，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期間，該委員會先後收到來自聯邦調查局、秘勤局（Secret Service Agents）、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德州檢察長（attorney general of Texas）、達拉斯警察局等各機關所陳送之詳細偵查報告。該委員會之法律顧問團隨即就所收到之各機關之偵查報告予以分析、組織、歸類，並確定尚未釐清之可疑點，再進一步下令聯邦調查局、秘勤局等就尚未澄清之疑點再詳加調查。此外，法律顧問團並曾要求國稅局、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及陸軍情報局（military intelligence agencies）等機關配合調查特定事項。根據事後統計，聯邦調查局總計執行訪談多達二萬五千次，提出二千三百份報告，累計總頁數多達二萬五千四百頁左右。而秘勤局則訪談一千五百五十人次，送交報告約八百份，合計總頁數約在四千六百頁。

        在執法機關偵查作為告一段落之後，該委員會自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起，開始傳喚關鍵證人進行訊問，前後共訊問五百五十二人，其中有九十四人係由該委員會進行訊問，其餘則僅交由法律顧問進行訊問，或由證人單方面提出經過宣誓之證詞以為佐證。
        此項委員會就證人之訊問，其性質近似美國大陪審團之運作，其特色有：

· 被訊問人有權要求律師在場，並得以在訊問時徵詢律師意見。

· 被訊問人有權就被訊問之問題表示異議。

· 被訊問人有權在完成訊問後，就委員會所記載之筆錄內容提出進一步澄清及解釋，並得以取得一份他自己證詞之筆錄複本。

· 除非被訊問人主動要求，全部訊問過程不公開。（按：其所執理由是，委員會認為若公開訊問證人過程可能會影響未經審理即遭刺殺身亡之奧斯華及當時還未進行審理之盧比（即刺殺奧斯華之人）的公平審判權利。不過，事實上，全部調查過程中，也只有一位證人要求公開訊問過程）

· 允許傳聞證據及其他不得在一般法院審理程序提出之證據。

· 為避免產生誤導及偏見，所有的訊問證詞不得提前部分公開，而必須全部一次公開。（按：事後，委員會提出最終報告時，一併出版證人證詞紀錄，其多達五十八本以上，至少二萬頁以上。）

        歷經十個月的調查，該委員會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布調查報告及全部訊問證人筆錄（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因當時係由委員會主席即華倫大法官為首具名遞交調查報告，輿論又稱之為「華倫報告」（Warren Report） 。

        該委員會期末調查報告之內容，大致包括：

· 甘迺迪總統遭暗殺之經過細節

· 甘迺迪總統當天及遭暗殺前後行程

· 嫌犯奧斯華之背景、可能犯罪動機及持有槍械分析

· 嫌犯奧斯華之逮捕、拘禁及遭槍擊過程

· 暗殺事件之可能共謀分析

· 總統保護之法規、勤務、組織等分析及建議

美國刑事案件證據開示制度及實務上爭點
       稍早有學長問到，有關美國被告閱卷範圍之規定。其實，美國是沒有我們所謂「向法院聲請閱卷」這種事，其原因當然是美國刑事訴訟法制採取的是adversarial制度，而我們則是與歐陸一致的inquisitorial（糾問）制度。不過，單憑美國檢方起訴時相關卷證不送給法院，就遽斷美國刑事程序沒有所謂相近於「閱卷」之實質內容，亦是言之過早。因為，美國檢方和辯方在起訴後、審理前的證據開示行為，毋寧就是一種雙方公開地、互相協助地讓對方閱卷的過程。

      美國在一九三八年制訂聯邦民事程序規則（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s），正式宣告了美國民事訴訟採取運動競賽式民事訴訟的結構，此種對抗式的民事訴訟觀也同時意味著美國放棄了傳統上追尋真相的訴訟觀。在民事訴訟中，二造都可以有充分的權利藉由證據開示程序（discovery）取得對各自有利與不利的資訊，也因此很少有任何一方可以藉由獨佔資訊（即證據）而操控事實。

      在運動比賽般的二造對抗結構中，二造當事人對於本案資訊的取得其實就是代表檢控的一方與為被告辯護的一方各自的基本武器。美國檢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訴時，不論是採取起訴書起訴（information），或是透過大陪審團起訴（indictment），我們在起訴書中所看得到的都僅僅是檢方對於被告犯罪情節的基本描繪，以及被告所犯法條的引述，並不涉及檢察官將來在庭審時所欲提出的證據（人證、物證）。因此，檢察官在犯罪偵查中所取得的各項證據都將是在公訴過程中，進一步引導陪審團達成認定被告有罪判決的有利武器。

      不過，儘管美國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一樣是採取二造對抗制度，但是，「刑事審判和民事審判就像黑夜和白天一樣的截然不同」（A criminal trial is as different from a civil trial as night is from day.），刑事訴訟本質上所具有的特殊性，卻還是對有關二造資訊取得的證據開示範圍做出許多限制。其根本的原因乃在於，民事訴訟中所涉及的通常僅是守法的一般公民，為了私人財產間的爭執，採取和平的訴訟程序以謀求爭議的解決。然而，相較之下，刑事審判的對象通常是惡名昭彰的罪犯，他們在訴訟程序中所爭鬥的已經遠超出民事案件中的財產利益，而觸及其個人的人身自由，乃至其生命是否會遭到刑事制裁。由此可見，縱使是真正有罪的刑事被告其心態自是不惜代價為求無罪判決，因之，倘若刑事被告取得檢方的所有資訊，難保證人的安全不致遭到威脅。

      因此，美國最高法院三番二次宣示，「刑事案件中，沒有任何有關證據開示的憲法上一般權利」（”‧‧‧there is no general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discovery in a criminal case”，見Weatherford v. Bursey, 429 U.S. 545, 559 （1977））。最高法院僅在Brady v. Maryland , 373 U.S. 83 (1963)一案中承認從正當程序（due process）的觀點，檢方必須將其所持有的對被告有利的證據（exculpatory evidence）揭示讓被告知悉，此後辯方向檢方要求證據開示，往往即稱之為所謂「Brady request」或是「request for Brady material」。

      美國聯邦及大部分的州，都制訂有詳細的規則規範審前檢方和辯方的證據開示範圍，聯邦法部分，其規定係在聯邦刑事程序規則第十六條（Rule 16）。通常檢方應開示的證據類型有：

· 被告的口頭陳述（即警訊筆錄、訊問筆錄），及被告自己所書寫的書面文件。少數一些州甚至規定檢方所欲引用的共同被告之警訊筆錄也應該事先揭示與被告知悉。

· 科學鑑識報告，不論醫學、物理或是其他以科學方式檢驗證據的報告。若檢方欲傳召專家證人，檢方亦需提出有關該專家證人證詞的書面簡介。

· 檢方將來欲使用的物證（文書證據或證物）。

· 有證人姓名、住址、電話等資料之證人名單。不過，少數幾個州，比如說：紐約州等，還進一步認為檢方應把將來準備傳召證人在審前所記錄的書面證詞事先告知辯方。

· 被告前科資料。

· 警方的移送書或報告書。但是，聯邦刑事程序規則及大部分的州仍將警方呈送給檢方的移送書視為是偵查團隊的內部工作紀錄，檢方有權利可以不提供給辯方。

      除了聯邦刑事程序規則就一般性內容定有準則以外，個別法院亦會對自己法院內的刑事程序有進一步的詳細規定，內容則略有差異。比如，就在耶魯大學所在地紐海文市之康乃迪克州聯邦地方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雖名為地方法院，但並非州法院，而屬聯邦層級的一審法院）亦制訂有詳細證據開示命令（standing order on disco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nnecticut），該命令首先要求檢方在提審（arraignment）被告後十天內必須與辯方約定時間會面以便讓辯方檢閱檢方所持有之應開示之相關卷宗證物（見該規則（A）部分）。

      不過，在允許辯方要求檢方提出資料的同時，為求雙方武器平等，美國不論聯邦刑事規則或是各法院規則，對於辯方應開示與檢方知悉之證據範圍和時間限制，亦有明確要求。亦即檢方有權利要求辯方應及時地將其欲辯護的證據事先提出。尤其是，

· 主張「不在場」之通知義務（notice of alibi）。聯邦法及大部分的州法都要求，辯方倘若要以被告不在場作為其抗辯的策略，辯方必須事先告知檢方此項證據，以供檢方事先查證。其理由主要是，倘若辯方不事先告知檢方，卻在案件審理的最後一分鐘才提出所謂的不在場證明，不僅讓檢方無從攻擊，更導致司法資源的浪費。比如，聯邦刑事程序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就明確規定，被告應在檢方要求後十日內，將被告所宣稱伊不在場當時之具體所在地點，以及所有相關證人之姓名、住址和電話通知檢方，而倘被告違反此項事先通知義務，縱使被告於庭審開始後才提出不在場主張，法院得排除有關被告宣稱伊不在場之證據及證人（見Rule 12.1(e)）。

· 「精神失常」或有關被告心智狀態之辯護(insanity defense or defendant’s mental condition)。倘若被告欲提出伊行為時已經精神失常或是欲傳召專家證人來佐證伊已經精神失常等情況，不論依據聯邦法（見Rule 12.2）或大部分的州法，被告都必須要事先提出。

       在康乃迪克州聯邦地方法院有關證據開示的命令（B）部分，我們更可以知道，該法院明確規定，辯方應在檢方與辯方舉行第一次會面（即前述該命令A部分所提到之第一次雙方就證據開示之會面）後十四日內，以書面方式將辯方欲採行之辯護策略（選項包括：否認、陷害、不在場或心神喪失等辯護理由）通知檢方。此外，辯方更應將其欲於將來庭審中提出之所有證據，不論是書面文件、相片或任何具體的客觀物體，乃至任何有關的科學鑑識報告，都必須允許檢方檢閱或影印之。

       證據開示權利的實際運作，在美國刑事法庭裡經常出現的問題則有幾個方面：

· 首先，到底什麼是對被告有利之證據（the exculpatory evidence），其範圍既然不是漫無限制，到底其界線何在？

· 倘若該對被告有利之證據，非因可歸責檢方之事由而佚失，該怎麼辦？由此衍生出一個基本問題，檢方或警方有義務保存此類「可能」有利於被告之證據嗎？

· 同一案件中，警方或調查局所訊問的證人，雖然絕大多數的證人可以指認被告，但是，若有其中一人的證詞似乎對被告有利（比如說：指認被告以外的其他人），不過，警方卻沒有將此份報告交給檢方，檢方既然不知情，這樣算是違反證據開示義務嗎？

· 應該遭到證據排除或是證據力喪失之證據（比如：證人於警訊筆錄製作後已死亡，違法搜索取得等），檢方有必要提出讓辯方檢閱嗎？

· 審理中才出現的證據，檢方有義務提出嗎？

· 尤其，在認罪協商占掉刑案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情況下，在認罪席商時檢方所提出之對被告不利的證據有多少，顯然是在被告斟酌自己是否要攤牌接受檢方提議的重要依據，但是，本案既然沒有走入公訴審理階段，在起訴之前（pre-indictment），檢方的證據開示範圍究竟何在？

美國實務上對於分屍案之見解—預謀故意殺人罪之成立
      二個多月前，正值台灣過年期間，一位在公訴組的學長因為一件分屍案來信與我討論到美國有關分屍案的判決情形。我找了美國近幾年有關分屍案的判決提供給那位在過年期間仍認真盡責思考案情的學長參考，因為該案子被害人屍骨幾無殘存，被告又辯解當時係過失致死，嗣後才起意分屍云云。因此，既無明確屍體可供從法醫及鑑識方面駁次被告供詞，公訴學長承辦此案的壓力可想而知。
       事隔二個多月後，幾天前當時承辦的學長來信提到該案一審法院已經判決「被告意圖勒贖而殺人及毀壞屍體」等有罪。
       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封郵件，但是從他信中描述的審理和判決的過程及心情，他內心的激動早已經躍然紙上，連遠在異國的我們都同感到身為檢察官的光榮與驕傲。一件很難成立的案子，就在公訴組的學長盡心盡力的奮鬥之下，得以起死回生，得以重新為死去的被害人奮力回擊。
      被害人已死，甚且幾無屍體可以為被害人說話，想起日劇「Hero」裡，久利生公平檢察官在調查一件遭到議員之子殺死的糕餅學徒案子裡，他在電車上對檢察事務官所說的一句話：「能為被害人說話的，只有檢察官了，不是嗎？」 

      因為案子已經一審宣判，提供各位當時我找到的一些美國法院判決及意見提供給大家參考。 

      分屍案在台灣很少見，每次發生總是讓民眾震驚不已，可是幅員寬廣的美國，歷年來分屍案（dismemberment）卻非少見，法院判決傾向也有跡可尋。大致的傾向如下，
第1， 因為美國起訴案件是由陪審團認定事實，幾乎只要是分屍案，縱論被告空言否認當時係過失致死，但是，陪審團卻極容易以常情就認為是被告所為成立「故意謀殺罪」（即所謂「第一級謀殺最」，定義詳見以下說明，或請另開啟本文附加檔案）。蓋衡之情理，以如此恐怖的手段將人分屍，若非仇恨甚深以致於殺人，事實上，一般人都不可能認為行為人係過失殺人。所以，只要檢方提出被害人遭到分屍的證據（相片、證人或法醫報告等），陪審團便幾乎一面倒地認為被告殺人成立，也因此辯方爭執的焦點，往往在於「阻擋」被害人遭到分屍的相關證據進入審理程序。不過，根據我找到的一些各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到目前為止，將被害人分屍的情況證據採用為認定被告謀殺的證據是絕對受到法院支持的。

第2， 關於謀殺的證明，除了分屍之情況證據以外，美國法院很重視，有無犯罪預謀計畫，或是犯罪動機二者其中之一，至少要證明其中一項，才能判有罪。犯罪事前的計畫或是動機，除非有扣到日記或其他文書，否則很難證明。通常他們會查被告犯罪前後跟誰講過甚麼話，有過什麼衝突，有誰知道等等。

第3， 在調查經過，被告辯解的版本和態度都是極有利的情況證據。因為既然是分屍甚至棄屍（美國地廣人稀，我看的許多案子甚至是被埋在沙漠或是燒掉，也沒人知道），常常沒有辦法找到任何其他有關死因的證據，因此，被告犯罪後的態度比如：誤導偵查方向、辯解多次版本不同等，對陪審團是否認定是謀殺都是極為重要。
第一部分：認定殺人罪是否一定要找到屍體或是接近完整的屍體？

       殺人罪成立的要件當然必須有被害人死亡的認定。但是，美國法院並不認為殺人罪的認定一定得發現被害人屍體（corpus delicti），而認為被害人已經死亡的事實和死亡的方法可以用情況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來證明。比如，堪薩斯州最高法院在一九七五年即在一個殺人後焚燬屍體的案件中明確宣示，該案雖然沒有發現任何被害人的屍體，甚至一丁點骨頭碎片也沒有，然仍藉由一些情況證據認定被害人已經遭到謀殺之事實
。此案嗣後並成為美國各法院普遍認同的標準。

第二部分：如果被害人遭到分屍，如何認定被告係遭到謀殺？
       首先，必須先解釋一下在美國法中何謂「謀殺」（murder）。     

       美國許多州，在州法中對於謀殺至少區分為二種類型以上（不包括過失致死罪，即manslaughter），因為相應的刑罰刑度也隨著行為人所犯的謀殺類型，而有很大的差別，因此實務上區別行為人到底是該當哪種類型的謀殺（即第一級、第二級，甚至第三級謀殺等）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死刑在美國仍有超過三十個以上的州採行，這些州幾乎都允許判決犯第一級謀殺罪之被告死刑。

       在大多數的州都將第一級謀殺罪定義為：「預謀故意殺人」（premeditated and deliberate killing）。但是，「何謂預謀、故意殺人？」早在一九六八年加州最高法院即在一個很有名的判決裡明確列出該當預謀故意殺人罪構成要件的幾個要素
：

1、 有在殺人之前的計畫行動（planning activity occurring prior to the killing ）；或

2、 有證明預謀殺人動機的證據（evidence of motive）；或

3、 有基於預謀計畫而成行的殺人方法（a manner of killing according to a preconceived design）。

       前開判決中並基於此而論述，第一級謀殺罪的判決，在證據方面至少必須具備下列其中一項
：

1、 足以證明有計畫的強而有力證據；或

2、 足以證明殺人不是出於突然決定的預謀殺人動機之一些證據；同時加上一些可以證明被告有預謀計畫，或者是經過仔細思慮後的殺人方法之證據。

（簡言之，如果有前述第一項之強而有力的直接證據，就可以直接判決被告犯下第一級謀殺罪。但是，如果是在前揭第二項情況之下，因為只有一些情況證據，所以需要證明被告有預謀殺人的動機，以及足以證明被告有預謀計畫或是預謀殺人方法等二者中至少一項以上的情況證據。）

此後，美國各州法院大致因循此項原則來認定預謀故意殺人罪（即所謂第一級謀殺罪）。

尤其最近幾年，各州亦藉此原則進一步具體化其認定標準。比如：

· 明尼蘇達州最高法院剛在二００三年九月十五日在State v. Smith一案中，對犯下故意謀殺案的被告於上訴最高法院時所聲稱：「審理法院不應該同意檢方將被告有分屍之事實作為認定被告係預謀故意殺人的證據」云云，作出宣示。該判決由大法官Meyer於判決理由第一點中隨即駁斥被告所為上訴理由，而指出：「被告將被害人分屍的證據，以及被告企圖毀棄屍體的證據，都是可以採納為顯示被告預謀殺人的行為（evidence of dismemberment of victim's body and defendant's efforts to dispose of body was admissible to show premeditation）
。」 
· 因為被告經常以當時是自我防衛行為（self-defense）作為殺人犯行的辯解策略，北卡羅來那州最高法院亦在二００三年十二月五日剛做出一個判決
，針對如何決定被告是否犯下故意謀殺罪的情況證據提出幾個方向。第一，被害人當時根本沒有相當的挑釁行為；第二，被告在殺人後的行為，包括企圖掩飾涉入此犯罪的行為；第三，有關犯行手段殘忍的證據，以及在被告已經限於孤立無助情況下，竟仍給予被害人致命的重擊
。

· 北卡羅來那州最高法院早在一九九九年即曾指出：「被告面對被害人屍體的不恰當行為以及隱藏被害人屍體的行為，都是與檢方起訴被告犯下第一級謀殺罪要件中有關預謀及故意等二項要素密切相關的情況證據。」

· 德州上訴法院亦於一九九七年於Schexnider v. State一案
中指出：「本審判範圍以外之有關將被害人分屍的證據是與被告的謀殺意圖有關，且已經足夠與本案起訴之謀殺犯行關連起來，以採納為可判處死刑之謀殺罪的起訴證據。且陪審團可以理性地推論被告將被害人分屍，又將肢塊隱藏在不同的地點以掩飾他所為犯行之事實
。」
演講筆記：中國刑事司法和刑事辯護律師的困境
（＂the plight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Criminal Defense in China＂）
■時間地點：2003年10月18日1610至1800，耶魯大學法學院120教室

■主講人：Prof. Jerome A. Cohen

Cohen教授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生，早年曾經任教於哈佛大學法學院，近年自執業律師退休後，則專任於紐約大學法學院，同時兼任外交委員會亞洲研究之資深研究員。他在退休之前，長期在一間極富聲望的國際律師事務所（law firm of 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擔任合夥人。同時兼任學者、教授和執業律師的他更是美國境內少數對於中國和亞洲法律進行研究的先驅者。近年來，他專注於關心中國境內具有高度爭議性的刑事案件，並積極參與刑事辯護、法律評論，甚至遊說美國外交部門關注遭拘禁之中國刑事被告。
■內容摘要：

（1） 很早以前我就對中國法律產生興趣
。但是，我雖然早就對中國法律的實況有興趣，我卻在一九七零年代開始研究中國法律後的二十多年才第一次真正踏上中國的土地，「當時到中國好比要到月球那麼難，而研究中國法律，就好像在研究羅馬法（Roman Law）一樣，只能憑空想像｣。

（2） 在一九五七年開始的對右派鬥爭運動（campaign against ＂rightists＂）和鬥垮「臭老九」
的風潮中，律師這個行業持續二十多年遭到壓制，一直到鄧小平開始採行開放政策（open policy）後，中國律師才逐漸在數量上增加，並逐步由蘇維埃體制中屬於國家的法律公務員（soviet-style state legal worker）這樣的角色，轉型為一種半獨立的專業社群（semi-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目前中國律師已經有大約十二萬人，大部分的律師執業於國際貿易、外國投資和技術移轉，這樣大規模的律師執業在商務領域，也使得中國的經濟有了大幅成長。

（3） 但是，刑事辯護律師卻是唯一的例外，縱使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八年中國刑事訴訟法
分別各有了一次修正，並加入了許多修正條文，但是刑事辯護律師的困境根本在於律師們找不到一個可以在刑事司法體系中扮演的角色，尤其城市和鄉村的差距更是明顯，地方官員甚至會用查稅等方法來節制刑事訴訟律師的執業，這種惡劣的情況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太大的改善。

（4） 一九九六年刑訴修法第一次允許：「收押中的被告，可以在第一次被偵訊時或遭收押的第一天選擇一位律師，並進一步與律師會面」
。在一九九八年最高人民法院所頒布的有關刑訴一些爭議的實行要點甚至還進一步允許：「被告之家人可以為被告聘請一位律師以代表被告」
。但是，該次修法卻仍然對律師會面承辦案件的被告加上一個極奇怪的限制，「除非該案被認定與國家秘密有關」（unless the case is determined to involved ＂state secret＂），也因此，事實上，中國的警察和檢察官經常過分擴充解釋所謂「國家秘密」（＂state secret＂）的範疇以限制被告聘請律師或與律師會面的權利。

（5） 更常見的是，警察完全不理會被告希望聘請律師的要求，或是延緩，甚至毫無理由地當面拒絕被告的要求。警察和檢察官還有一個更精緻的技術方法可以經常有效地防堵律師進入偵查案件中，那就是：「根本不將被告被羈押的事實通知被告家人或雇主」，而這是明顯違反新修正的刑訴第六十四條所規定應該要在收押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被告家人或雇主之規定的
。但是，事實上，刑訴第六十四條對於有權羈押當局還設有一個例外條款可以免除通知義務，只要當局宣稱：「通知被告家人或雇主有妨害偵查之虞」（notification would interfere with the investigation）。這是極其矛盾的，唯一禁止通知家屬的理由，竟然可以是因為「家屬會聘請律師來會見被告，所以會妨害調查」。

（6） 還有，雖然刑訴並沒有要求律師必須出具羈押當局（detention authority)所提供的羈押通知影本（a copy of detention notice）以會見被告。但實情是，警察和檢察官經常要求律師必須出具羈押通知影本才承認委任的事實。荒謬的是，如前所說，警察和檢察官通常根本不會將羈押的事實通知被告家屬或雇主，更遑論，被告家屬他們要如何取得羈押通知影本給律師以便讓律師得到警察或檢察官的同意進入該案件呢？

（7） 比如說，二００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位取得哈佛大學和州柏克萊大學博士學位的中國民運份子Yang Jianli，雖然已經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但是因為已經一連多次被他的祖國中國拒絕入境，甚至連香港都拒絕讓他入境，竟冒險持用變造的護照闖關入境中國雲南，隨即以「涉嫌持用他人護照不合法回國」（suspicion of using someone else’s  passport to return to his country illegally）的理由遭到逮捕。此後，他被中國雲南省羈押當局收押迄今一年多，家屬從來沒有得到任何書面的羈押通知，也因此根本無法委任任何一位律師進去幫助他。雖然這個案子被廣泛的在外國媒體報導，在中國境內也透過電子郵件、電話、傳真及旅行者傳播等方式在流傳，但中國外交部僅在同年五月十日於一場例行性的記者會時，在外國媒體記者和美國外交官的追問下承認Yang Jianli已經被收押，但是拒絕透露被他以何種理由、被收押在何處等細節。後來，中國山東省的地方警察才用口頭方式通知Yang Jianli的兄弟他已經被收押的事實，但是仍然沒有提供任何書面的羈押通知。儘管Yang Jianli的美國妻子身為柏克萊大學的博士，多次些信給中國外交部、公安部、社會安全部、國家安全部等位，卻全部石沉大海，她甚至搭飛機欲進入中國北京自拜訪相關單位案情，豈料她抵達北京之後，她的簽證立刻被取消，隨即被原機遣返美國。雖然曾經有一位律師明知此種狀況仍勇敢地表示願意接案，但是一發現他辦公室的電話遭到監聽後，就不得不放棄。後來Yang Jianli的美國妻子寫信給法院，法院竟然回覆說：「這個案子還沒有起訴，不在他們負責範圍，所以他們管不著」云云。那麼，「刑事辯護律師還能作甚麼呢？」（＂what could be done by criminal defense lawyer？＂）
（8） 在一九九六年刑訴修正之前，律師根本就不能在偵查階段參與為被告辯護的工作，律師必須要到檢察官起訴，案件繫屬於法院之後才可以參與這個案件。儘管現在律師可以在偵查階段參與，但是一般來說，律師只能在偵查階段與被告有一次很簡短的會面，而且會有許多調查單位的人在場監視。在經年累月的偵查階段裡，律師所作的往往只是提供法律意見和提出一份書面的訴狀。

（9） 但是，在有些案子裡，地方司法局（local justice bureau）會正式地行使對律師的控制權。雖然一九九六年律師法公佈
和刑訴修正之後，司法局已經放鬆對律師的控制，但是積習難改（＂old habits die hard！＂），有些地方的司法局仍然自行頒布一些限制律師執業案件範圍的規定。甚至連北京市政府在一九九九年初就頒布規定，要求：「未經市司法局（Municipal Justice Bureau）的許可，律師不准接牽涉有關國家安全、外國人或有重要社會影響的案件（a case that involves ＂state security＂，＂foreigner＂，＂critical social influence＂）。」
然而，甚麼是＂國家安全＂（state secruity）的範圍卻是由警察來決定。比如說：法輪功學員的相關案件就被認定就是屬於有重要社會影響案件，而遭到北京市司法局明文禁止律師承接此種辯護案件。

（10） 中國的人民檢察院是中國在三十年前模仿蘇維埃體制所設立的，有高度的政治象徵意義，真正的決策者不是檢察官本身，而是政治書記（political secretary）。每一個案件都是由下而上層層批示過，一審法院一旦判決如此，我們就會了解上訴完全沒有用，因為法官會明白告訴你這個案子早已經高層的上級政治書記決定，上訴也不可能改變，搞不好還會比你想像的變得更糟（things would go worse than you could imagine!）簡單的說，一審判決宣布之前，其實案子早已經自動上訴到二審、三審，並已經終審判決了。

（11） 我每次到中國參觀法院，我就會向法院派出來接待我的法官提到我希望看實際的開庭，每次他們都會立刻回答說：「沒有問題，但是我必須問一下我的長官、、、」然後，我就會被帶到他的長官那裡，他的長官也會說一樣的話：「沒有問題，只是我要問一下我的長官、、」，然後我的訪問就結束了。像我這樣的外國人在中國想要參觀法庭是很困難的。

（12） 但是，上個月我到台灣進行訪問，我曾經參觀台北市警察局一個分局，我到場後要求要看現場偵訊嫌疑犯，我就立刻被帶去偵訊現場，當場看到證人在單面玻璃（one way mirror）的指認牆指認嫌犯，他們有好多面單面指認牆。後來他們偵訊嫌疑犯時也全程錄音，甚至有的還有錄影，這點讓我很訝異
。我還進一步要求要看拘留室（detention room），雖然他們有點猶豫，但是他們還是帶我去看，不過縱使美國的警察對此點都一樣有猶豫，就好像我曾經到波士頓警察局要求參觀拘留室，他們甚至還回我說：「我們需要一點時間去打掃乾淨!」（＂we need some time to clean up!＂）後來，我還到台灣南部的高雄法院去參觀，當場去看他們的開庭狀況，其中有一個案子是在審理羈押決定，檢察官、律師對於拘留時間是否已經超過三個小時針鋒相對，法官則獨立地為最後決定。「唉，中國落後台灣多遠呀!」（”China，how far behind Taiwan!”）
不過，有一點我倒是非常訝異的，台灣的檢察官以前都不用到法庭去，只因為他們抱怨人力不足、案件負荷太大，就讓法官在法庭裡負責全部的調查工作，這是很難想像的，還好他們現在已經改變。

（13） 至於說到中國，中國的檢察官雖然要到法庭去辯論，但是他們的證人事實上卻不用到法庭去接受交互詰問。在一九九六年刑訴修法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歷史性改變也許是刑訴第四十七條增訂證人有到法院作證的義務，證人必須要法院作證，辯護律師及法官也可以詰問證人。然而，問題是這個新法的要求「形同具文」（＂a dead letter＂）。既然律師無法參與偵查階段的辯護，那麼攻擊檢方的證人在審前所為證詞的歧異大概就是辯護律師所能夠施展的最有利方法。但是，除了極少數的案件，證人才會出現法庭裡，也許全中國平均起來，只有百分之一的案件頂多有一個證人到法院作證。在中國的刑事辯護律師無疑地得面對一個極艱難的困境－「要如何憑空挑戰證人在檢察官和警察調查時所為的陳述，到底要如何才能找出理由質疑那些書面證詞的疑點呢？」

（14） 目前北京和上海的律師公會（bar association）都積極地尋求可行的進步空間，城市裡在刑事案件委任律師的比例也不斷增加，律師可以會見羈押中被告的比例也在增加。

但是對於像我這樣的外國人參與這些案件，中國官員常常跟我講到：「中國人必須靠自己的資源來改革，不能靠外國人，我們有我們做事的方法云云。」每次我聽到這種話時，我都覺得中國好像還在清朝！

尤其我本來是一間國際律事務所的律師，從事這些義務辯護（pro bono）工作只是我從事公益活動一種方式，但是許多事務所根本不敢承接這種敏感的政治性案件（sensitive political cases），一但你承接此種案件，你就會承受很多壓力，一位中國的高官就曾經告訴我：「你是一個麻煩製造者，你根本不支持中國！」不過，幸運的是我已經不是一個低階的法律事務所員工（a junior），我已經是一個合夥人了，而不用受制於事務所高層主管的政策性考量！

（15） 中國要進行司法改革，可以看看附近其他國家怎麼做，尤其台灣、南韓、日本這幾個國家是很好的相似例子（parallel examples）。

但是，問題是台灣和南韓都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已經有許多年的法學教育，他們為今天的成果已經投注了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七十年以上的法學教育，我們實在無法想像中國在短短一個十年裡就要成功(you cannot imagine China can succeed in only a decade )！

問題與回應：有關美國刑事判決書與陪審制
■問題：美國法官是不是不用寫判決書。若是，有無任何法律依據？
 回應：

· 其實美國法官是要寫判決書的，而且註釋都很長、很詳細。

·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釐清美國刑事審理程序不是只有「陪審團審判」（jury trial）一種。沒有達成認罪協商的案件，經檢察官或大陪審團起訴，進入法院後，其審判程序其實有二種，除了由陪審團審判，另一種就是由職業法官審判（bench trial），不論是那兩種，法官都是要寫判決書的。（如果是聯邦法院的話，規定在聯邦刑事程序規則第三十二條（K）項，至於各地州法院則有各自的規定）。只是判決書實際上是誰操刀？就不一定了，有的法官自己寫，有的法官交給助理寫，我也聽過一個資深律師告訴我，她就有碰到過法官叫雙方律師（檢方、辯方）協商寫好後，交上來給他簽名的。

· 而且，其實大部分的案子反而都不是採取陪審團審判，我查到一個聯邦法院的統計，輕罪案件（misdemeanor）只有百分之二點六是採陪審團審判，重罪案件，也不過百分之五十二採陪審團審判。
 

■問題：如果法官不用寫判決書，所謂「不寫判決書」是否包括量刑理由？
 回應：

‧既然有判決書，量刑理由當然就是重點。
 

‧此外，量刑在聯邦法院已經有一套標準程序（兼顧被告前科、犯行輕重等因素），有一套公式計算量刑的刑度，法官的裁量權極為有限（通常上下不超過四個月），法官不能任意科以量刑表以外的刑度（依據去年底一套新法，Protect Act，如果法官科處量刑表範圍以外的刑度，承審法官甚至必須在三十日內向國會報告其理由）
 

‧但是，必須也要提醒的是，量刑並不包括在陪審審理範圍內。在美國聯邦陪審團判決之後，法官會排定另一個量刑程序（另有量刑前調查、聽證等程序），由觀護官進行量刑事項的各項因素調查後，提出「量刑前報告」（presentencing report）交由法官決定量刑之結果。
 

‧此外，百分之六十左右的聯邦地方法院上訴的主要理由都是量刑。
 

■問題：陪審團在認定事實之有無時，是否須說明認定事實之理由？
 回應：

‧陪審團的決定是用寫的，寫在一張制式的表上，但是只有各罪名的有罪、無罪，是不附理由的。
 

‧但是，有時辯方會要求法官公開問每個陪審員的決定（但是，仍然不用附理由）。
 

■問題：「judge's instruction on the law」具體操作內容為何？
 回應：

法官給陪審員指示，有幾個時機，
 一、opening statement之前，告訴陪審員應遵守的程序，有固定格式內容。
二、檢辯雙方有動議時，法官裁示後指示陪審員。
三、deliberation時（陪審員就是關起門來討論時），法官回答陪審員所提出的問題（通常是各法律的構成要件）。
 

      這些指示都必須全程被紀錄，在法庭裡是由庭務員逐字記錄，在陪審員deliberation時，有時則以攝影機紀錄。這些都是上訴時所要檢視的依據。
 

      不過，在美國地方法院判決之後，審判（trial）就終結了，若是有罪時，被告會被羈押（或重金交保），以等待量刑程序（通常是一到二個月後），在量刑結果一出來，就當場入監執行，根本沒有反覆所謂一、二、三審上訴、覆審的。
 

      美國每一本刑訴教科書都到會明白告訴我們，地院判決之後，就開始啟動一事不再理原則（  double jeopardy），等於法院判決既判力就生效了，而且上訴是例外，並不是再一次的審判！
 

      也因此，只要判有罪，當然就應該送執行！同理，如果判無罪，檢方當然不能提上訴！因為double jeopardy已經生效，檢方已經不能再起訴被告了。
 

‧陪審團的問題很多，這也是美國許多學者希望改良的原因，從陪審團審理案件並非審判程序的主流，就知道我們對美國司法程序有誤解。
‧尤其這幾年法官的裁量權更不斷被削減，亦足以顯示縱然如美國，法官的權限並非我們所想像的那樣。

問題與回應：未為權利告知陳述之證據能力

問題：犯罪嫌疑人在未列為被告，且未經權利告知時所為之警詢筆錄及所拍攝之偵訊錄影帶可否列為證據？

回應：
「關於權利告知違反」。雖然我國刑訴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已經明訂違反權利告之證據必須排除。但是，若從美國法的觀點，還是有相當多的切入點可以討論：

 

（一）米蘭達法則的權利告知義務，本來主要目的就不是保障被告的接近律師權或是正當法律程序，而是確保被告有不自證己罪的權利，因為在沒有律師在場或沒有被提醒的情況下，被告極有可能做出自證己罪的自白或相關供述。

 

（二）在這個案子裡，我覺得可以的討論方向是：

（1） 堅持當時的訊問和供述並非在拘提、逮捕被告等強制到場的情況：既然他不是被強制到場，警察當然沒有所謂權利告知之義務。被告是自行到場或是經通知到場，但是隨時有離去自由的情況下，他的供述顯然不需要經過警察權利告知，而是一種自由陳述。這不論在新修刑訴法條中可以看出端倪，在美國法也可以找得許多依據。比如：最高法院在Oregon v. Mathiason 429 U.S. 492(1977)一案，警察懷疑某位保釋中當事人涉嫌竊盜，便通知該名當事人到警局談談，警察沒有權利告知就開始問案情，當事人竟然就承認是他偷的，事後當事人律師爭執被告沒有被權利告知（警察既然只是找他聊聊，當時自然也沒有什麼被告地位問題），所以自白陳述應該被排除云云。不過，最高法院確認雖然當時是在警察局內訊問，但是被告既然沒有被拘禁（not in custody, not a custodial interrogation），就根本沒有權利告知的問題。

（2） 堅持被告當時供述有任意性：其實美國固然有常見的Miranda rule規定要權利告知，但是事實上，最高法院本來在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1966)一案中，本來就沒有排除其他方法的可能，甚至明白表示國會可以另外制訂法律規範在聯邦法院採認自白的證據標準，因此，在聯邦法院的層次上，美國國會隨即在一九六八年另外制訂一個叫「犯罪控制和安全街道法律彙編」（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s Act of 1968），不論被告有無被權利告知，只要法官根據各種因素認定該自白是出於任意性，就可以採用為證據。因此，縱使沒有權利告知，在聯邦法院實務上，所謂「米蘭達法則」其實是不適用的。而必須要回到最高法院早在Malloy v. Hogan, 378 U.S. 1(1964)一案中對何謂「任意性」（voluntariness）所立下的標準，「該供述是否是被告在自由且理性選下所為的產物」（whether the confession was a product the defendant's free and rational choice ）（see Lisenba v.Cal,314 U.S.219,1941）。
至於「任意性」與否可以考量的因素有：

a.訊問人數

b.訊問時間

c.訊問地點

d.被告有無要求請律師卻被拒絕

e.被告心神狀態（教育背景、經驗、身體及心理狀況等）

 

（3） 堅持警察違反並不是惡意的：美國法院本來就承認警察在程序事項的違反，若不是惡意的，就可以接受，不受證據排除法則影響。，此有所謂「good faith exception」，見U.S. v. Leon,468 U.S.897(1984)。似乎我國法在刑訴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但書亦有相同規定。由警察事後並未移送，更可以證明他們當初不是惡意的。

（4） 縱使真的被法院認為應該被排除為犯罪證據之一，但是他的供述錄影帶不論有無經過他的同意，顯然還是可以當作彈劾其事後翻供供述的彈劾證據（impeachment）。美國最高法院在Harris v. New York ,401 U.S.222(1971)一案，就提到允許違反米蘭達法則之供述，可以採用為彈劾被告事後不一致供述的證據，並說到：「米蘭達法則所提供的保護盾並不是讓被告濫用偽證的執照，更不是讓被告免於面對與先前不一致供述的危險。」（the shield provided by Miranda cannot be  perverted into a license to use perjury by way of a defense, free from the risk of confrontation with prior inconsistent utterances）。

問題與回應：二審實施交互詰問之疑義
問題：美國二審是否採行交互詰問的運作？

       從美國刑事程序和法律人的觀點看來，倘若在第二審刑事訴訟進行時，仍進行等對證人、被告等之交互詰問，恐怕都是非常奇怪，而且屬於「違憲」、「違法」的問題。
       在台灣時，我們都聽過美國有所謂「Double Jeopardy」（雙重危險禁止原則）。但是，到底什麼是美國法上的雙重禁止原則及其目的，坦白說，我在台灣時卻不甚清楚。
       因此，我到美國後，就驚訝地發現：
第1， 美國法，所謂「trial court」（審判法院），只有一審法院（州法院通常叫superior court，聯邦法院則叫district court），二審根本不叫審判法院，二審以上是不處理事實問題（勉強可以說的少數例外是，比如：二審認為從一般人的標準，一審陪審團認定有罪之證據不充足，但是此事恐怕極其少見）。
       所以倘若在台灣的二審進行交互詰問是會有違其本意？當然，對美國的法律人而言，是自不待言，因為既然二審根本不是「審判法院」（trial court），而交互詰問和所有刑事程序都是在處理所謂「審判」（trial）的程序，當然二審既不是審判（trial），當然是不能詰問證人。
       也因此，雖然美國法官仍要寫判決書，但是所謂判決書(judgement），除非是上訴審（巡迴上訴法院及最高法院）以外，並沒有特定的一份文書（完整地包括我們的主文、事實、理由等），因為陪審團已經決定是事實與否的認定，美國法官完全不用交代證據、經驗法則與事實認定之關係，法官所要撰寫的書面意見，全部都是檢、辯雙方在審理程序中所提出的「法律爭執」（實體或程序，比如：陪審員有無誤解法律要件，法官指示是否有誤等），法官必須交代其所採取的法律依據和所援用的判例，因為這才是上訴審「唯一」所要審酌的範圍。
第2， 美國地方法院一審時，如果判重罪有罪，法官肯定是當庭收押送執行，法官縱使是會另訂時間，等候量刑聽證會舉行（以聯邦法院為例），重金交保肯定也跑不掉。若要上訴二審，光能夠通過程序要件檢驗的在比例上就很少見了，真能夠翻案就更屬微乎其微了。而且，縱然要等到量刑程序決定後，審判法院（一審）一宣判被告刑期，就是開始取得執行力，比如：前陣子提到的Martha Stewart，已經要在六月十七日舉行量刑聽證，舉行完後，就要入監服刑了。沒有什麼要等待「三審判決確定」才執行的（在台灣所謂「三審定讞」，「才」可以執行，對美國民眾而言，可能感到很奇怪。）
      相形之下，在台灣，一審判決有罪的被告，縱屬重罪，宣判後諭令交保已是少見，要法官鼓起勇氣當庭收押，更難想像。遭到判刑二十年的被告，猶然在庭外耀武揚威、肆意批評司法的，更是所在多有。既然判重罪有罪（比如：強盜或連續竊盜，更遑論貪瀆罪），難道不是預告被告有高度逃亡之虞？其實這不需要什麼法學智慧與素養，而是一般人都很容易想像的道理，只是我們所有人都懷疑，難道法官真的對自己的有罪判決有自信嗎？
第3， 但是，同樣的要求亦檢驗著檢方，一審如果判無罪，檢方是「根本不能上訴的」，因為地院判決之後，就開始啟動「一事不再理原則」（  double jeopardy），等於法院陪審團一判決，既判力就生效了，而且所謂上訴只是例外地「研究」一審有無程序違誤，並絕對不是再一次的審判（trial）！既然一事不再理，檢方當然不能提上訴！因為double jeopardy已經生效，檢方已經不能再起訴被告了。
第4， 至於我為何會嚴正地提到二審詰問對美國人而言，甚且已經屬於「違憲」，因為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是所謂「double jeopardy」的來源，其根本要禁止將被告以同一犯行被審判二次，那麼，依理，既然一審已經考問過被告及相關證人一次了，為何可以在無端啟動「審判」程序呢（所謂審判程序，其實也就是一整套交互詰問的程序）？尤其，假定被告已經遭到一審判決無罪，為何二審時，他還會被重新審理、遭到詰問一次呢？
      當然，我明白我們採取了極其怪異的覆審制，我國二審法院猶有審理事實之權限。但是，我國近年來既然採行一套嚴格的交互詰問制度，縱不論遽然採取修法廢除此項，美其名對被告保障，其實反而是一個強加被告遭受多重審判危險的制度，二審真該從實際的案例中逐漸傾向嚴格上訴要件，以實質架空所謂「覆審制」所導致的困境。
      至於所謂法官宣告無效審判(mistrial)，也就是陪審團未能達成一致判決(a hung jury)。檢方確實是有權再起訴被告一次，但是，法院實務中如何解決此項證人會面對二次以上詰問的困境，倒是值得研究。
      不過，關於證人若是被詰問多次，其證詞可靠性的問題，其實出現在美國法院實務的很多地方，據我所知，其最常見的情況是，共同被告在分別審判的情形（按：美國，共犯合併審判之情形甚少見），共犯在另一名共犯的審判中指證後，如果另一名被告上訴並得到發回時，該名擔任證人（尤其是合作證人，cooperative wittiness，即污點證人)的共犯，他的證詞如何確保其一致性，就會成為檢方的一大考驗。
破門而入的時機—最高法院有關強制執行搜索判決

美國最高法院從十二月初（2003.12）以來，才短短半個多月已經做出三個跟刑事訴訟程序有關的判決，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宣示。
先是在十二月二日判決指出：「在執行搜索前，警察只在搜索地點門口敲門和通報十五到二十秒左右，隨即破門而入是合憲的」（即下二篇所編譯內容）。

 

        隨即又在十二月九日做出有關米蘭達法則（即權利告知事項）的判決，更在十二月十五日做出一個有關逮捕的判決（這個判決內容跟實務非常密切，內容主要在宣示如果在某人汽車內查獲一包毒品，即可將當時全車的乘客都逮捕，法院裁定警察的此種作法，並不違憲，詳見後篇編譯。）

 

        接連三個跟刑訴有關的判決看得我嘖嘖稱奇，理由是這真的跟我們在台灣時原本想像的情況不一樣，我們好像習慣美國法院向來過度地向所為抽象的人權保障一方偏袒，事實上，看起來似乎實情並不全然如此。

 

比如，警察持搜索票破門而入一案（即下篇編譯內容），是國內學者極少提過的所謂「敲門和通報法則」(knock and announce)，縱使有提到也是輕輕帶過一筆，而此法則卻偏偏和我們在實務執行上極為相關，而且事實上美國法院裡對此議題討論甚多，足以讓我們參考。

 

此法則是指警察在執行搜索前必須履行敲門和通報自己身份、表明持有搜索票要執行合法搜索等事項後，才可以大膽破門而入（然最高法院歷來宣示有幾個例外情況，諸如：證據有滅失之虞時、警察有遭遇危險可能時等等，警察即可例外不履行此法則）。
但這法則最早並不是美國法院宣示或是法律所明訂，而是源自普通法的執法原則。事後才陸續訂入在聯邦法規18 USC 3109，並由最高法院分別在一九六三年在Ker v. California ,347 US 23(1963)、一九六八年在Sabbath v. US,391 US 585(1968)中逐漸釐清。九０年代之後，又在九五年、九七、九八年連續做出更細緻的宣示。此法則在於美國最高法院向來認搜索的前提在於具有合理性（reasonableness），而在人民隱私、私有財產和公共利益之間的拮抗關係中，為了確保搜索的合理性，警員在執行前必須履行一個標準程序，即「敲門，並通報自己是警察、持有搜索票、就在門外要進去執行搜索」等語，等到對方沒有回應，才可以破門而入（但是不限於有搜索票搜索，此法則一樣適用在緊急搜索）。

 

     這個法則，在我看來，一方面是嚴格要求警察尊重人民隱私和私有財產，可是另一方面卻更在明確地授權警察在何時可以「破門而入」，讓警察取得的搜索票可以嚴格地被執行。這樣的情節，我們在電影、電視的警匪片中看的甚多，警察敲門無人回應後，隨即破門而入。

 

     但是，反觀在台灣的實況如何？警察取得搜索票之後，有多少會嚴格以強制力執行，甚至破門而入？我自己粗淺的幾年檢察官經驗中是極少見的，甚至縱使是極為緊急的情況，也幾乎少見有警察膽敢採用破門而入的手段強制執行搜索，原本刑事訴訟法所授權的「必要時得用強制力」等法文幾乎形同架空。

    

      我不禁思考，這樣的結果，到底是我們的警察堅決執法的意識過於薄弱？還是，連警察自己都不信賴自己所取得的搜索票？或警察申請搜索票根本就是隨便唬哢一遭？否則既然明知已經有「相當理由」確信內有犯罪進行或有犯罪證據存在，為何不繼續貫徹地執行下去呢？

 

      這幾年台灣的刑事法律程序不斷嚴密化、精緻化，每一個侵犯人民權利決定的作成（核准羈押、核准搜索、宣示判決等），都是精緻法律程序運作下的結果，相應地，知道更多美國執法的實況後，就會思及也許我們在指揮警察執行法律的態度上似乎應更嚴格地貫徹才是。

編譯：最高法院判決：警察執行搜索時，只需簡短的警告

Court Rules Police Searches Need Only Brief Warning

美國最高法院週二（十二月二日）於判決中主張，執行搜索票搜索的警察，雖然在嫌犯住宅門前敲門和通報他們的抵達後，只等待了十五到二十秒，隨即使用強制力進入嫌犯住宅，並不侵犯被告於憲法上所受保障的權利。

由大法官David Souter執筆的全體一致意見書主張：在本案被告位於Las Vegas公寓內執行搜索的警察並沒有違反憲法所反對的不合理之證據搜索和扣押。

大法官Souter指出：本案警察雖然只有在極短的暫停後，隨即以強制力闖入被告公寓，但仍然是有正當理由。蓋本案已經該當緊急情況，若警察在嫌犯門外等待過久，毒品極有可能被丟棄。

「我們認為：在警察等待十五到二十秒都沒有人回應之情況下，警察可以正當地懷疑，如果他們再繼續等待下去，海洛因將被丟棄。」大法官Souter在理由書中寫道。

此次判決結果是司法部的一次勝利。司法部主張：過久的拖延可能會導致毒品被輕易地滅失，同時可能會使警察過度暴露於暴力、武裝的犯罪者之危險。

大法官Souter提到，警察必須等待的時間長短必須依據個案情況而定，不一而足。「尋找失竊鋼琴的警察也許應該多花點時間去確定，他們真的需要用大鐵槌破門而入嗎？」

但是，他也指出，在非法毒品的搜索案件中，十五到二十秒鐘的時間已經足夠讓嫌犯進入浴室或廚房，然後將犯罪證據沖到排水管內。

本案起因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下午，Las Vegas市警察局及聯邦調查局在被告LaShawn Lowell Banks的公寓中執行有合法搜索票的搜索。

破門槌擊垮大門!

本案警察先在被告公寓前門敲門，並通報是「警察執行搜索票」等語，然後等待約十五到二十秒鐘。因為一直聽不到有人回應，他們立即使用鐵鎚撞破前門，而進入該間小公寓。

被告Banks說他沒有聽到警察敲門和通報他們在場的聲音，因為當時他在浴室沖澡。警察進入後，發現他站於浴室旁，剛洗完澡出來。

大法官Souter說，我們關切的疑問並不是Banks是否真的在沖澡，也不是來應門也許真的會花上被告超過二十秒鐘。

和本案有關的問題是：「被告Banks湮滅海洛因到底需要花上多少時間？」他又補充道：「本案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警察早知道被告在沖澡，或是被告根本不知道警察要搜索該公寓。」

在該公寓的搜索發現了海洛因、多支手槍和一個磅秤等物品。被告Banks嗣後以持有海洛因、意圖散佈海洛因、持有槍械和違法施用毒品等罪名起訴。

被告在審理時提出動議要排除此次搜索所得證據，爭執稱本案搜索時，警察沒有遵守適當的「敲門和通報程序」（knock-and-announce procedures），所以違反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云云。

然大法官最後仍決定撤銷本案前由位在舊金山的聯邦上訴法院所為的前審判決。前審判決曾經裁決稱：本案之搜索是違憲的，因為警察沒有等待至合理的時間等語。

大法官Souter還提到，事實上，其他聯邦上訴法院已經慣常地在其他相似的案件中主張，在極易湮滅證據的毒品案件中，等待十五到二十秒是相當合理的。
編譯：最高法院送給警察在等待時間上的勝利

Court Gives Police Victory in Waiting Time
執法者的勝利！
最高法院在週二無異議地做成決定，認為警察在拆毀毒品嫌犯住宅大門之前，只等待上二十秒鐘是合憲。

當蒙面且武裝的警察於一九九八年破門而入以執行毒品搜索時，被告LaShawn Banks正在他的公寓內沖澡。

最高法院以本案來釐清，「警察到底需等待多久才能對民宅破門而入執行搜索。」最高法院以九比０無異議同意，如果警察等待超過二十秒鐘，毒品嫌犯就可能將證據沖入馬桶內。

本案警察確曾敲門和通報他們的抵達，然後等了十五至二十秒鐘後，隨即以破門槌撞破大門。

為本次意見書執筆的大法官David H. Souter說道，因為警察相信有毒品在被告公寓裡，警察確實有更多的理由儘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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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對於有關逮捕之相當理由基準

2003年12月15日美國最高法院對逮捕的「相當理由」做出一次重要的宣示。本案是美國最高法院近期又一次對警方執法行為的肯定（編譯內容，詳見下篇）。
        這個案子涉及幾個問題，尤其是涉及所謂「相當理由」的標準。
        記得一、二年前有學者在文章中提到，美國法律實務界認為所謂「相當理由」的標準在於「百分之四十六左右的確信」，亦即稍低於百分之五十。並假設如果犯罪現場有二人，將二人都逮捕的錯誤率是大概百分之五十（因為至多只有一人犯罪，另一人即是無辜的），但是如果犯罪現場同時有三人，將三人全部逮捕的正確率頂多只有百分之三十三，反之錯誤率即高達百分之六十六以上，所以此種情況，不構成相當理由等語（詳見王兆鵬著，刑事訴訟法講義（一）68頁以下）。
        但是，本案顯示出來的情況，顯然不僅只於如此的推論，本案現場有三個人，都否認犯罪，毒品是在後座發現，而且上訴人當時還坐於前座。最高法院藉由本案更確認了所謂「相當理由」的建構應該根基於「客觀上合理的推論」。
        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郡警官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七日清晨三時十六分以超速為由攔下一台Nissan Maxima 汽車。並進一步搜索該車（按：當時係同意搜索），扣押了從該車手套箱中發現的七百六十三元，和在後座扶手後方的海洛因。並在車內的三個人都否認毒品和現金的所有權之後，進而逮捕他們全部三人。
        最高法院認為，汽車是一個極狹小的空間，「從任何一個乘客或全部的車內乘客都知悉或行始對毒品海洛因的占有和控制權等事實來看，這是完全合理的推論。一個通常合理的警官在車內後座查到毒品後，因此推論當時已經有「相當理由」足以相信，上訴人Pringle（按當時他坐於前座乘客席上）單獨或與其他人共同犯下持有海洛因毒品之犯罪是完全合理的。」

因此，上訴人Pringle企圖將本案歸類於是一件「單憑聯想即遭判有罪」的個案（a guilt-by-association case）是徒勞無功的。本案原判決撤銷並發回更審。

最高法院允許警方逮捕與毒品同車之所有乘客
Court Allows Arrests of All in Drug Stops
Maryland v. Pringle
■本案事實：

巴爾的摩郡警官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七日清晨三時十六分以超速為由攔下一台Nissan Maxima 汽車。並進一步搜索該車，扣押了從該車手套箱中發現的七百六十三元，和在後座扶手後方的海洛因。並在車內的三個人都否認毒品和現金的所有權之後，進而逮捕他們三人。
上訴人Pringle即該車之前座乘客，嗣於一審法院以意圖散佈而持有毒品海洛因、持有毒品海洛因等罪名為由判決有罪，並遭到判刑十年有期徒刑、不得假釋的監禁。
本案原經馬里蘭州特別上訴法院維持原判，但嗣後遭到州上訴法院撤銷，州上訴法院認為，本案缺乏可以顯示當時坐於車主所駕駛之該車前座乘客席上的上訴人Pringle知悉、持有或是控制這批毒品的特定事實，單憑在後座乘客的扶手中發現海洛因的情節，是不足以建立以持有毒品為由，而逮捕上訴人之「相當理由」。
■最高法院於本次判決中主張：

因為警方有相當理由逮捕Pringle，本案逮捕沒有違反憲法第四及第十四修正案。
原本馬里蘭州法律就授權警察得以執行無令狀之逮捕，尤其是當警方有「相當理由」相信有涉及重罪之犯罪案件已經發生，或是於警方在場時正在實施犯罪。
當警方一發現有令人起疑的海洛因毒品時，警方有「相當理由」確信重罪案件已經發生是沒有爭議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有相當理由確信上訴人Pringle犯下該重罪？」
「相當理由」的所有定義之本質是一個相信被告有罪的合理基礎（詳見Brinegar v. United States, 338 U. S. 160, 175）。還有，這個相信必須特定地關於被搜索或扣押的個人（詳見Ybarra v. Illinois, 444 U. S. 85, 91）。
要決定警方是否有相當理由執行逮捕，法院必須檢視導致逮捕的一系列前提事實，然後決定如果從一個通常合理警官的客觀角度來看，這一系列的前提事實是否已經構成所謂的「相當理由」？（詳見Ornelas v. United States, 517 U. S. 690, 696）
因為從任何一個乘客或全部的車內乘客都知悉或行始對毒品海洛因的占有和控制權等事實來看，這是完全合理的推論。一個通常合理的警官因此推論當時已經有「相當理由」足以相信，上訴人Pringle單獨或與其他人共同犯下持有海洛因毒品之犯罪。
上訴人Pringle企圖將本案歸類於是一件「單憑聯想即遭判有罪」的個案（a guilt-by-association case）是徒勞無功的。
本案原判決（即370 Md. 525, 805 A. 2d 1016）撤銷並發回更審（reversed and remanded）。
■本案新聞編譯（美聯社）：
最高法院於週一所做出的判決使警方得以在執行攔檢時，更輕易地逮捕藏有毒品之汽車內的所有乘客。

負責執筆此次全體一致意見書的首席大法官William H. Rehnquist指出，在一個狹小如汽車的空間中，「警察據此推論車內的乘客和駕駛人間有一個共同的計畫是相當合理的。」本案發生於一九九九年警方在馬里蘭州所執行的一次攔檢。

Rehnquist說道，警察有相當理由懷疑車內乘客Joseph Jermaine Pringle知悉該車的手套箱內有七百六十三美元，還有五包用塑膠袋裝的海洛因放在後座的扶手箱內。

本案之上訴法院，原本以警方逮捕Joseph Jermaine Pringle違反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所禁止的不合理搜索和扣押為由，廢棄Joseph Jermaine Pringle所涉及毒品案之第一審有罪判決和十年有期徒刑之刑期。

最高法院據此宣布撤銷原上訴法院所為之判決。

最高法院寄望能仔細考慮：「本案警方於清晨在巴爾的摩郡內執行的交通攔檢中，將在後座乘客扶手內所發現的毒品連結到坐在前座的乘客，並進而逮捕全車內另外三個人，是否已經是一次違憲的過度行為？」

首席大法官William H. Rehnquist說道，「當車內沒有人承認違禁物是他們的之際，警方有理由逮捕車內每一個人。」

「尤其本案在車內所查獲毒品和現金的數量已經顯示出本案涉及毒品交易的高度可能性」，William H. Rehnquist在判決中寫道。
最高法院判決評論：米蘭達警語在訊問未成年人時之適用
         今年六月一日（2004.06.01）美國最高法院針對「米蘭達警語」（Miranda warning）又作出一個關鍵性決定，這已經是最高法院今年第四個跟「米蘭達警語」有關的案子，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數，認為關於「米蘭達警語」之宣讀，警方在訊問時不需要對未成年人有何特別的待遇。由此看起來，最高法院對這個案子的立場又讓檢方及警方等執法人員取得一次勝利。

        本案主要爭點在於：「警方在訊問未成年人時是否需要採取特別的注意？在訊問未成年人時，關於「米蘭達警語」的告知，需要適用不同於成年人的標準嗎？」

        本案緣起於一位十七歲的未成年人Alvarado因為涉嫌參與一次謀殺案，遭到加州洛杉磯警方的調查，偵查員打電話通知Alvarado到警局面談，Alvarado即由他的父母陪同到警局，當時偵查員將Alvarado帶到一間房間內訊問，並讓他父母在大廳等候，在二個小時訊問中，Alvarado一開始雖然否認，但是稍後隨即承認犯行。不過，偵查員並沒有告知Alvarado有保持沈默、請律師在場等有關「米蘭達警語」之權利。但是，偵查員也沒有逮捕他，還曾經二次主動問Alvarado是否要暫停訊問。訊問完畢後，偵查員陪同他走出訊問室，並將他交由其父母開車帶回家。

        按「米蘭達警語」固然早在一九六六年就經美國最高法院宣示為對抗「自證己罪」（self-incrimination）的必要措施。但是，其範圍一直限於「拘禁中的警方訊問」（custodial police interrogation），只有拘禁中的被告遭到警方之訊問，警方才有義務為米蘭達警語之權利告知。因此，何謂「拘禁」（custody）、「拘禁中訊問」（custodial questioning）即成為一個極重要的問題。

        原則上，關於何謂拘禁（custody），最高法院本即採取「客觀合理標準」（objective reasonable suspect test）。此標準必需考慮二個獨立要件：第一，訊問周遭的具體情況（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interrogation）；第二，假定在這種情況下，通常合理人是否會覺得他有自由可以中斷訊問，並任意離去（given those circumstances, whether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have felt free to terminate the interrogation and leave.
）。

        而在本案情節中，許多事實即足以顯示Alvarado並沒有受到拘禁。比如，本案並不是警方將Alvarado帶到警局，警方也沒有強制要求Alvarado要在特定時間到警局接受訊問。警方更沒有威脅或是暗示要將Alvarado逮捕。而且，當時警方請他父母就在大廳等候，足見當時警方並沒有長期訊問的打算。執行訊問的偵查員還二次主動提出是否要暫停訊問。訊問完畢之後，警方亦讓Alvarado隨同他的父母回家。

        因此，就本案情節，倘若Alvarado是一位成年人，按照上開已經很明確的法律先例，既然沒有拘禁他，警方沒有為「米蘭達警語」之告知是完全合法的，Alvarado當時的自白更不致於遭到證據排除。但是，Alvarado的未成年身份是否會改變最高法院關於米蘭達警語所揭示的既定前提要件？ 
     
         最高法院多數意見在本案中認為，本案承審的州法院雖然沒有考慮Alvarado的年紀和缺乏社會經驗，而認為Alvarado的自白有效，並判決有罪在案。但是，由此並不能遽認「州法院的決定是對原已明確的既定法律之不合理適用」。（the state court's decision was an un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clearly established law. ）

         最高法院並認為，「米蘭達法則」的適用和其他必須考慮年齡和經驗的情況顯然有重要的概念上區別。因為「米蘭達法則」既是一個客觀的標準，這個客觀的標準在於，確保警方不必去猜測系爭情況到底該如何訊問被告（嫌疑人）（…ensure that the police need not guess as to [the circumstances] at issue before deciding how they may interrogate the suspect…）。而且，倘若依照第九巡迴上訴法院（the Ninth Circuit Court）所說必須考慮受訊問人的年齡及經驗云云，必然會導致警方得考慮受訊問人的年紀及其他主觀的個別因素。如此一來，勢必會使此法則變成一個主觀標準，甚至得開始去調查受訊問人之前有無遭到警方訊問的經驗，凡此種種可能的困境，都是與既存的米蘭達法則之客觀標準截然不同的。

        不過，在不同意見書中，其他幾位傾向自由派的大法官John Paul Stevens、David H. Souter 及Ruth Bader Ginsburg等人顯然不這麼認為。具名撰寫不同意見書的大法官 Stephen Breyer 指出，「通常人的社會通念必然會認為Alvarado當時受到警方控制，也絕不知道他可以在訊問中途自由離開。」
這個案子可說是今年度有關未成年人的刑事權利的一個指標，而且今年九月之後，最高法院即將討論另一件眾所矚目的案子，有關對未成年人執行死刑是否合憲。
最高法院判決評論：攔檢後對汽車附帶搜索
        關於逮捕犯罪嫌疑人時對汽車一併執行附帶搜索（search incident to arrest）之情況，最高法院早在一九八一年，即在New York v. Belton（453 U.S. 454）一案中，明確表示：「當警方欲對於汽車佔有人執行合法的逮捕之際，警方有權基於附帶搜索，對於該車的全部乘客置物箱及置物箱內任何容器進行搜索。」其理由乃在於，若不授權警方可以執行附帶搜索，受逮捕人極有可能利用車內空間之近接，藉機毀滅在車內之相關犯罪證據，甚至自車中取得武器攻擊執法警員。

        Belton一案，最高法院固然建立一個極明確的界線讓警方執行汽車的附帶搜索，但是卻沒有解決另一個緊接而來的問題，「如果警方與嫌疑人四目交接時，嫌疑人已經走出汽車，甚至離汽車已經有段距離，警方可以逕行對該汽車進行附帶搜索嗎？」

        今年（2004）五月二十四日，最高法院以七比二的壓倒性多數同意，「縱然駕車者或乘客已經離開該汽車，但是最高法院在Belton一案所建立的標準同樣適用」，亦即警方有權對該車執行附帶搜索。

        該案之事實係，維吉尼亞州警方因在路上巡邏時發現上訴人Thornton所駕駛之Lincoln Town牌嶄新車輛，心生可疑，遂以巡邏車上電腦查證車牌或註冊登記有無問題，豈料發現該車所懸掛之車牌竟是一輛一九八二年份的雪佛蘭牌（Chevrolet）汽車，且該車登記為雙門小客車，足見該車之車牌和實際登記車型顯然不符。警方遂執行攔檢準備開單告發，Thornton見狀即將該車駛入一間購物中心的停車場停車，並在警方攔下他之前，停好車並走出車外。警方注意到Thornton當時有緊咬嘴唇、流汗等現象，表情似乎非常緊張，遂經過Thornton同意後，靠近執行拍打搜索（pat search），當場發現他身上衣服口袋中有大麻及海洛因等毒品，即當場表示逮捕，並基於附帶搜索進入該汽車內執行搜索，隨後又發現在車內置物箱內藏有一把手槍。Thornton即因此遭到聯邦檢察官起訴非法藏有手槍及毒品等重罪。Thornton於是主張警方在車內執行所謂「附帶搜索」時所取得之手槍一把是非法搜索所得，應該排除。不過此案在聯邦地區法院和第四巡迴上訴法院階段倒是都一致否定Thornton的主張，認為警方搜索合法。
         「允許逮捕時執行附帶搜索的歷史上邏輯乃在於，為了逮捕嫌疑人，必須解除嫌疑人之武裝，且保存證據以供將來的審理使用」（the historical rationales for the search incident to arrest doctrine-the need to disarm the suspect in order to take him into custody' and 'the need to preserve evidence for later use at trial.）。因此，具名撰稿理由意見書的首席大法官William H. Rehnquist即表示，「在全部相似的情況下，逮捕在車旁邊的嫌疑人，其顧慮亦同在於警員的安全和證據的滅失，然而這樣的考慮根本與嫌疑人在車內沒有任何不同。」（"In all relevant aspects, the arrest of a suspect who is next to a vehicle presents identical concerns regarding officer safety and the destruction of evidence as the arrest of one who is inside the vehicle.）由此看來，不論警方和嫌疑人接觸時，嫌疑人究竟是在車內或在車邊，在附帶搜索的目的之實現上的討論，看似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區別。

        尤其，Belton一案當時所考慮的最主要理由即在警方的安全，尤其嫌疑人在遭到警方攔檢，乃至執行逮捕之際，仍然對汽車擁有相當之控制，其內心的不確定、緊張和壓力，極有可能讓他喪失判斷力，進而取得伸手可及的武器攻擊警方。而且，縱然嫌疑人已經離開車廂站於車邊，其在面臨逮捕之際，還是同樣處於高度壓力及緊張的窘境下，我們對警員在此時的安全顧慮同樣存在。所以最高法院認為如果警方認為這樣會讓他們更安全及有效地執法，警方應該有權以附帶搜索為由搜索嫌疑人之汽車內置物箱。

        不過，還是有大法官提到，他固然同意大部分同僚的意見，但是卻還是要指出，本案Thornton當時根本已經被銬上手銬，且被扣押在巡邏車後方，他去湮滅證據，甚至取得武器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remote in the extreme）。有關警方附帶搜索車內乘客座置物箱之合理界線，應該僅限於跟警方稍早執行合法逮捕時所依據之相同犯罪的相關證據（to justify searches of passenger compartments as gathering evidence relevant to the crime for which the suspect was arrested）。

          由今年以來最高法院有關附帶搜索及搜索的幾個判決看來，為了讓警方在執法時有明確的標準可依循，而不要被迫陷入各種主觀的猜測。最高法院最近的立場，似乎傾向在簡化警方執法作業程序上，依循過去既有的判決先例，並盡量在原有可能衍發的交界模糊地帶上劃上一條易於遵循的明確界線。
最高法院在米蘭達警語上立場的二難
        幾天前（2004年6月28日），美國最高法院作出二個有關「米蘭達警語」」（Miranda warning，即所謂「權利告知」事項）的重要判決。這二個案子其實早在去年十二月九日即在最高法院進行了言詞辯論，卻異常地延宕六個多月，幾乎是到了本會期的最後一天才宣示其判決內容，而由其判決內容和其間大法官間意見的分歧程度，更足顯示「米蘭達警語」之效力對大法官們而言，究竟是要限制或放寬，恐怕仍是一個難解的謎題。

        其中Missouri v. Seibert一案係針對警察訊問實務上常見的「二階段訊問法」（two-tiered interrogation process）表示意見。大法官們以五比四的多數決認為，警方此種訊問技巧實質地破壞了最高法院早在一九六六年於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 （1966）一案，基於憲法第五修正案中人民有免於「自證己罪」（self incrimination）的權利所揭示的訊問警語。

        在Seibert一案，住在Missouri州一個鄉間小鎮Rolla的 Seibert Patrice在一九九七年間因為其原本即癱瘓臥床的十二歲兒子於睡夢中死亡，一時心急，擔憂自己可能會被指控照顧其子不當致死，為湮滅證據，竟然與其他二位兒子及朋友等人，共謀設計縱火燒毀其一家人所居住的活動貨櫃屋，以便將其子之屍體燒成灰，其縱火後甚至導致當時一名與其子同住的心智障礙青少年死亡。Seibert經檢方起訴後，因此被判第二級謀殺罪有罪成立。當時警方在第一次訊問Seibert時，就故意沒有向她宣讀「米蘭達警語」，警方反而先設法軟化其心防，待其承認犯行之後，警方還讓Seibert休息了二十鐘，並給她咖啡、香菸之後，才進行第二次訊問，也才初次向她宣讀了「米蘭達警語」，復開始進行一連串具誘導性問題的訊問，但她仍然自白了前開犯行。因此，Seibert在第二次訊問時的自白，是否因為警方在第一次訊問時有意地省略宣讀「米蘭達警語」的程序，而應該被排除？

        蓋訊問實務上，為了規避應主動宣讀「米蘭達警語」的要求，美國警察經常先選擇有意地不告訴犯罪嫌疑人有關「米蘭達警語」的內容，即開始就本案事實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警方在實際的訊問經驗中確實以此成功地獲取很多犯罪嫌疑人的自白，尤其犯罪嫌疑人在沒有被提醒其有保持沈默、聘請律師在場等權利事項時，往往會沒有警覺地承認犯罪。嗣犯罪嫌疑人坦承（自白）相關犯行之後，警方再將「米蘭達警語」告知犯罪嫌疑人，復進行第二次訊問，此時犯罪嫌疑人在稍早已經承認犯行的情況下，往往會迫於心理壓力或毫無警覺地再次自白犯行，警方此時始將犯罪嫌疑人之自白記載為書面或甚至錄音。因此，縱然法院事後可能會排除未告知犯罪嫌疑人「米蘭達警語」的第一次訊問內容，而認為第一次訊問時之犯罪嫌疑人自白內容不得採為證據。但是，第二次的訊問既然已經事先告知犯罪嫌疑人其權利事項，犯罪嫌疑人此次自白的內容自然仍可以採為對其不利之犯罪證據。

        這樣的訊問實務，在美國警界非常普遍，甚至已經正式納入許多警察的訓練課程中。但是，實務如此的操作，並不是沒有最高法院的判決作為依靠。

        事實上，關於這種「二階段訊問法」的合憲性，早在一九八五年，美國最高法院即在Oregon v. Elstad （470 U.S. 298）一案中認為「只要犯罪嫌疑人在第二次的訊問時所為之自白是具有任意性（knowingly and voluntarily made），那麼第二次的自白仍然可採為證據」。當時辯方在最高法院為了攻擊此項訊問實務所提出的一項有利論點即是，犯罪嫌疑人「洩漏秘密」（cat out of the bag）後產生的心理壓力。辯方的論點認為，犯罪嫌疑人既然已經在未經宣讀「米蘭達警語」之第一次訊問時自白，而坦承其犯罪情節，那麼在警方進行第二次訊問時，犯罪嫌疑人心理可能會想「既然我都已經將秘密說出來了，縱使我在第二次訊問時保持沈默，恐怕我也得不到什麼好處」。在這種情況下，犯罪嫌疑人於第二次訊問時形同被迫再次自白。不過，當時最高法院並沒有被辯方說服，反而駁斥這項理論。當時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多數意見認為，「任何犯罪嫌疑人因為（稍早）已經承認犯行導致其在心理層面上的不利益，和他自己最終決定與警方合作等二者間的關係充其量只是一種猜測。很難說到底什麼因素促使犯罪嫌疑人決定說出實情（it is difficult to tell with certainty what motivates a suspect to speak.）。」

          因為早有這項最高法院的判決作為靠山，姑且不論犯罪嫌疑人是否真會坦承犯行，部分美國警察因此習慣先在未宣讀「米蘭達警語」之前，即開始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只要想盡辦法取得犯罪嫌疑人的信任或讓其鬆懈，待犯罪嫌疑人卸除心防而自白之後，再補進行「米蘭達警語」的宣讀及補載書面筆錄。

        這次最高法院在Seibert一案中以五比四的多數決正式宣告，倘若警方在第一次訊問時有意地不向犯罪嫌疑人宣讀「米蘭達警語」，縱然渠等於第二次訊問時已經予以犯罪嫌疑人「米蘭達警語」的告知，然第二次訊問所得的自白內容，仍不得採為證據。

        不過，很明顯地，本次大法官的多數意見，與原本大法官們在Oregon v. Elstad （470 U.S. 298）一案的最終意見，卻是互相歧異的。因之，包括首席大法官 Rehnquist在內的四位大法官都表示不同意此次的多數意見。

        大法官O'Connor在不同意見書中力主維持原本在Oregon v. Elstad （470 U.S. 298）一案所建立的判斷標準。她更特別提到，「區別的標準，應該在犯罪嫌疑人於第二次訊問時其陳述的任意性」（the test should be the voluntariness of the second statements）、「因為犯罪嫌疑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警察的內心世界，警察的主觀意圖不應該影響結果（the subjective intent of the officers should make no difference, because a suspect could not know what was in an officer's mind）。 

        此外，大法官們也沒有明確指出這種「二階段訊問、先問再說」（two-tiered , question-first）訊問方法本質上是錯誤的。相反地，撰寫協同意見書的大法官Kennedy反而進一步指出，「仍有一些可以治癒這個程序瑕疵（即指未宣讀「米蘭達警語」一事）的方法，比如：在二次訊問中間預留更多時間、在二個不同地方訊問犯罪嫌疑人、或是（在第二次訊問前）進一步提醒犯罪嫌疑人稍早那一次的訊問內容並不能採納為法庭證據等。」（there could be curative measures such as more time between the interrogations or conducting them in different places, or an additional warning that the earlier statements were not admissible in court.）。由此看來，此案的判決意見恐怕不全然是檢方和警方的挫敗，大法官的意見似乎反而替警方直指出另一條得以順利規避「米蘭達警語」的方向來。

        因此，在一九六０年代大力撰文催生出Miranda v. Arizona（1966）一案，人稱「米蘭達之父」的現任密西根大學法學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Yale Kamisar教授在知道這個判決內容後也不禁要擔憂地說，「如此一來，警察的訓練人員勢必會更強調如何規避宣讀「米蘭達警語」的更精緻之訊問方法。」（”the police trainers can just emphasize more refined ways to get around Miranda.”，詳見Terry Carter, Miranda still a puzzle for high court,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e-journal ，07/05/2004）


         相較於Missouri v. Seibert一案，最高法院似乎是讓辯方獲得勝利，同一天之內，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Patane一案的決定，卻是讓檢方取得勝利。

        Patane 一案係處理有關「基於未經宣讀「米蘭達警語」的陳述，所取得的物證，是否可採為法庭證據？」（…whether physical evidence found as the result of statements obtained without Miranda warnings, could be admitted in court.）

        本案事實是，聯邦調查槍械的幹員進入本案被告Samuel F. Patane在科羅拉多州（Colorado）的住處準備訊問他有關持有槍械（涉及家庭暴力案件）的檢舉。在聯邦調查幹員完成對被告Patan宣讀「米蘭達警語」之前，Patane即打斷幹員的宣讀，並說他知道他有什麼權利（編按：此部分尚不構成所謂「放棄（waiver）」其米蘭達權利），隨即指出他把槍放在臥房等語，幹員即順利搜得非法持有的槍械，此案先經聯邦檢察官起訴，稍後在聯邦地區法院以非法持有槍械判決有罪在案。不過，在被告提起上訴後，聯邦第十巡迴上訴法院竟然認為，「扣案槍械之發現係未經宣讀「米蘭達警語」後所為陳述的結果」（its discovery was the result of a statement made without a Miranda warning.），所以扣案物證（槍械）不得採納為證據。」

        然而，最高法院並不同意此項論點，遂宣布廢棄原本聯邦第十巡迴上訴法院的意見，如同前案，本案亦以五比四的比例之多數決認為，「除非要將犯罪嫌疑人在未經宣讀「米蘭達警語」時所為的陳述（statement）本身引進為證據，否則我們並不能遽認警方的行為及所採得之物證有何違反米蘭達規則（the Miranda rule）。」而且，「沒有向犯罪嫌疑人宣讀「米蘭達警語」，並不致於因此使物證本身失去其證據能力（因此不得採納為證據）。」（a failure to give a suspect Miranda warnings did not make such evidence inadmissible in court.）
      儘管最高法院已經在二０００年於Dickerson v. United States（ 530 U.S. 428） 一案中確立「米蘭達權利係憲法上的權利，國會不得以立法方式將之廢棄」。這幾年來，法律界無不引領企盼最高法院能夠終結有關「米蘭達權利」的許多例外情況。但是，沒想到最高法院竟然在此二案進行言詞辯論後，不尋常地拖了六個多月才做出決定。更遑論，這二個案子的論證理由似乎又沒有採取相同的邏輯。因此，由這二件案子的決定過程來看，「米蘭達警語」的未來恐怕還是未定。尤其，我們看到大法官Kennedy的立場，更是讓人大呼意外。大法官Kennedy在Seibert一案中先認同維護「米蘭達權利」的態度，投票成為多數決的一方。豈料他卻又在Patane一案中搖身一變地採取允許「米蘭達權利」之保障可以有例外的態度，轉身投票加入另一方的大法官陣營，意外地使這二個判決雖然同樣出現「五比四」的比例，卻傳達出迥異的觀點。由此說來，也許Kennedy大法官一個人的想法正巧代表著二種不同立場的法律界就「米蘭達警語」的未來，正在二方間拉扯的動態實況。

編譯：紐約市曼哈頓地方檢察署組織與教育訓練介紹
紐約市曼哈頓地檢署（下稱曼哈頓地檢）每年調查和起訴約十三萬件案件。曼哈頓地檢整個辦公室雇用超過五百五十名具有律師資格之助理檢察官及大約七百名的法律輔佐人員。所以不論自私人事務所或公務律師辦公室來說，這裡都算是全美國最大的律師事務所。
曼哈頓地檢署所管轄區域也就是紐約市的曼哈頓島（按：紐約市共有五個區，包括皇后區、布魯克林區、布朗克斯區、史坦頓島區及曼哈頓區，均分別有各自管轄的地檢署））。曼哈頓島也是美國，乃至全球的金融、商業、文化和媒體中心。所以除了島上的一百五十萬居住人口之外，每天湧入一百萬名以上的通勤人口以及觀光客。更遑論，這裡是附近幾個州，加起來總人口超過三千萬的大都會中心。

■曼哈頓地檢署的業務分工包括：

‧Executive Management（執行管理部門）：法律執行幕僚隨同檢察長管理署內各項事務。此外，許多非法律業務的單位亦必須直接向法律執行幕僚報告。

‧Trial Division（公訴部門）：公訴部門是署內最大的部門，也承擔最主要的工作。 
‧Investigation Division （調查部門）： 在調查部門的助理檢察官則與調查員、分析師和會計師一同調查複雜的白領犯罪、公部門和私人機構的貪污犯罪以及組織犯罪。

‧Appeals Bureau （上訴部門）：上訴部分掌管該署內所有在本州法院及聯邦法院的上訴案件。

‧Legal Training （法律訓練部門）：負責每一個個別領域訓練助理檢察官。

‧Administrative Services（管理服務部門）：此部門由三個單位組成，人事、薪餉（會計、出納）和作業（總務）單位，由此三單位負責協調和執行該署相關管理事務。

‧Fiscal（財務部門）：管理該署之財務資源。

·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MIS) （管理資訊服務部門）：負責該署電腦資訊業務。 
‧Legal Training Unit（法律進修部門）：負責署內法律職員的教育訓練，包括：新進人員導論、公訴搜索、謀殺偵查等演講和研討會，本部門也是律師公會認可的律師繼續教育（CLE）單位。

■管理資訊服務部門包括下列五個單位：
Administration and Inventory Procurement（管理和存貨採購組）：負責購買、存貨管理和新電腦的安裝和升級。 

Computer Service Center（電腦服務中心）：負責輪值服務台，以便提供辦公室電腦系統的支援和署內的電腦訓練。 

Development（發展組）：負責研究和彙整所有新電腦系統的需求和發展新的應用途徑。

Investigativ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調查和資訊服務部門）：這是管理資訊服務部門中最大的一個單位 ，包括二核心分組，調查支援組和使用者服務組。

（1）調查支援組的工作有：

1、 電腦法醫小組：作為搜索電腦設備的諮詢，並負責取出所扣押電腦中的電子證據。

2、 資訊檢索小組：使用全國性的電腦資料庫執行證人和有關組織的背景調查。

3、 電話分析小組：負責彙整和分析所取得的電話資料。

（2）使用者服務部門：負責維持、管理和提供得以進入全市資料庫的路徑。

（3）網路服務部門：負責管理署內電腦網路。

■法律教育訓練：
曼哈頓地檢署相信在職的法律訓練對一個檢察官生涯來說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當一個助理檢察官進到本署時就會開始接受我們已經建立的一套很密集、而且有深度的訓練計畫，以迄他們整個職業生涯裡。

訓練計畫開始自新進人員訓練課程。由此開始教導新進的助理檢察官相關偵查業務法律和程序的基礎。隨著他們生涯的進展，逐步接受公訴技巧訓練、大陪審團程序和謀殺案件起訴。除此，該署也提供廣泛的在職訓練計畫以使檢察官與法律的變化與時俱進，並能夠發展他們在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 

在正式的訓練以外，檢察官更可以得到來自他們的主管和許多有經驗的同儕的非正式指導。

一、新進人員訓練課程（新生訓練）Orientation Program

新進人員訓練課程，係包括各式與紐約州刑事訴訟法、紐約州刑法典、搜索扣押法規、證據排除法則、案件評估、訴狀擬稿、會見證人、提審、聽證和公訴人倫理考慮等面向的演講、小型研討會 、實地演練和參觀。在長達四個禮拜全職的訓練之後，這批新進人員會在此後的每個禮拜二透過刑事法庭的一系列演講發展他們進一步的技能。這些演講包含，家庭暴力、孩童虐待、公務員貪污、酒醉駕車、暴力案件和歧視案件等內容。

二、大陪審團訓練課程（Grand Jury Training）

此計畫引導第二年的刑事法庭檢察官（按：他們有專門負責承辦民事案件及行政法諮詢的檢察官）到法庭去執行業務。此計畫主要在訓練檢察官在案件評估、調查、證據分析和有關大陪審團的各階段工作。訓練方式是採演講、實地示範和一系列的有關各專門領域的研討會等方式進行。

二、公訴技巧課程（Trial Advocacy Program） 
在新進檢察官第一年執業之末，公訴技巧課程提供檢察官一個磨練他們公訴技巧的機會。此課程以一系列有關指導各階段公訴過程的演講為始。檢察官被指定加入一個由資深檢察官所帶領的小組。每個參與的檢察官必須準備以個案資料為基礎之證人宣誓、開場白、主詰問、反詰問和總結等基本動作。並會安排該署內資深檢察官，以及來自刑事律師圈子、現職法官等領域裡有名望的各類公訴法律專家與受訓的檢察官們會面，並為他們表現講評。此外，亦會安排一些本州刑事律師先進提供實地演練的觀摩機會。此課程最後則是安排一位真正的職業法官和一些志願的陪審員、證人，讓參與此課程的檢察官在紐約州最高法院舉行一場模擬法庭。

三、謀殺案件訓練課程 （Homicide Training）

該署提供謀殺案件訓練課程給各部門所選定之資深重罪案件檢察官。這批檢察官必須達到有偵查、起訴謀殺案件的足夠技能和判斷能力。這個課程引導檢察官瞭解「謀殺案呼叫系統」（Homicide Call system），對各警察分局及犯罪現場呼叫之回應、證據資源和證據蒐集、進階法醫技術、案件分析、與法醫辦公室之合作和許多其他有關得以讓檢察官更有效和有效率地起訴謀殺案件之專業知識。

四、在職進修課程 （Ongoing Training）

該署之訓練部門會協助檢察官獲取與有效偵查案件的技能和知識。為達到此目標，該署在檢察官的生涯中提供一系列的訓練課程。 每週固定的演講包含諸如立法變動、判例更新、新的法醫技術、科學證據的解釋和試驗以及進階公訴技巧等主題（比如：最近就討論過尾隨他人的圖謀不軌罪（stalking）、DNA法律等主題）。更複雜的主題則舉行研討會來研習。今年的研討會則是一個包含DNA、謀殺案件和公訴技巧的二天課程。最後，該署也提供有關網路犯罪、扣押電腦證據、洗錢、詰問DNA專家、股票詐欺等進階的訓練課程，以使檢察官得以對於最新型態的法律、犯罪防治技術和法律變動與時俱進。除了署內課程，該署也加入紐約州檢察官訓練學院，並不時指派檢察官前往參加各式訓練課程。
編譯：美國地檢署之分組結構概況
在大都會地區的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為避免用詞與我國歧異容易產生誤解等困擾，以下均直接簡稱地檢署）往往比同一地區最大型私人律師事務所甚至更大的職員規模。比如說，全國地檢署規模最大的洛杉磯郡就有超過一千位助理檢察官。在三十四個超過一百萬人口的管轄區域，地檢署平均職員人數在四百一十四位，其中助理檢察官平均有一百六十三位。即使這些地檢署的人員規模甚大，但是一般來說他們的案件負擔仍然十分沉重，往往是鄉村或郊區地檢署的四到五倍工作量。舉例來說，單是最近這一年的統計數字，這三十四個大都會地檢署就結掉將近四十四萬件重罪案件（felony cases）。為了減輕這些地檢署檢察官處理案件的負擔，許多郡已經開始減少檢察官處理明民事案件的責任，或是另外設立一個部門處理民事案件。
在大都會地區的地檢署裡，檢察官承辦案件的分案模式跟各地檢署的實際運作有密切的關聯性。基本上有二個最常見的分工制度，分別是「垂直式」（或稱做整合系統）以及「水平式」（或稱做流程系統）。
在有些地區訴狀一旦遞狀（或送分案 ）進地檢署之後隨即掛上特定的法庭或是特定的法官的編號(將來所有法官應予審核的程序均由此位法官或法庭處理)，在這樣的地區，地檢署的分工採取「垂直式」制度是最常見的。在採取「垂直式」制度的地區，單一的檢察官或是某一組檢察官團隊將負責從分案開始到法官判決結案之間所有分派給特定法官或法庭的所有案件。相形之下，採取「水平式」制度的地檢署，每個檢察官解決的是一個案件中某一個過程，而不是完整的一個案件。因此，每個檢察官可能被分派去收案（intake）、審前聽證程序（pretrial hearing，就證據能力爭執）、大陪審團（grand jury）、提審（arraignment，是將被告提審到法官前面，讓被告表示認罪、否認或不爭執等意見，有人翻譯像是我們的內勤檢察官）、審判程序、上訴等。隨著案件的一步步移動，另一個檢察官隨即接手案件進行。在這種制度中，最資淺的檢察官通常指派去處理審前聽證程序或是輕罪案件（misdemeanor）的審判程序。而越資深的檢察官則承辦重罪案件或是負責監督其中某一個階段。
大都會地檢署在控制檢察官起訴裁量權的行使上也有許多程度上的差異。有些地檢署指派有經驗的檢察官主辦決定起訴與否或認罪協商等具有裁量性的決定，除此以外，則基本上允許個別檢察官獨立地行使其職權。然而，有些地檢署則會充分利用巨細靡遺的書面準則要求檢察官根據該地檢署辦案的書面準則撰寫其作成決定的理由，並要求檢察官所有的改變都必須經由指定的資深檢察官同意。此外，抽樣檢查（spot checks）和統計報表都是用來作為地檢署為了確保所有的檢察官都遵循同一套標準的常見方法。但是即使如此，個別檢察官仍然保有相當大的彈性，尤其是在評估個別案件的事實因素時。

（以上詳見Yale Kamisar 等四人所著的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cases comments questions2002年第十版，第844頁到846頁第一段末）

�美國司法部直屬檢察總長（General Attorney）的部內一級單位大概有三十多個，暫將「division」譯為「司」。各司其規模大小不一，除了散布在全國九十四個管轄區內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一共雇有四千八百十五個檢察官以外，司級單位中最大的是民事司（civil division），單在華府司法部總部內就有多達七百三十名檢察官。其次是移民與歸化服務司（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division），有六百一十名檢察官（仍稱attorney），再其次才是辦理有關刑事案件的刑事司（criminal division），亦有多達四百二十五名檢察官在華府總部內工作。然而，其他諸如反拖拉斯司（antitrust division）民權司（civil right division）環境與自然資源司（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division）、稅務司（tax division）亦均各有超過三百名檢察官任職其間。


� 刑事司下共分十五個處（section），其中廉政處（public integrity section），共有三十名檢察官專辦貪瀆案件。


�紐約市共有五區，分別為曼哈頓島區、皇后區、布魯克林區、布朗克斯區及史坦頓島區，各區均有自己的地檢署。所謂「紐約市曼哈頓地檢署」，即指 New York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in the borough of Manhattan，為紐約市內最大的地檢署，該署所雇用的地方檢察官（與聯邦檢察官federal prosecutor不同，屬於州政府層級的地方檢察官local prosecutor，除檢察長外，餘均稱為 assistant district attorney，簡稱ADA）即高達五百五十餘人。此外，另雇用法律助理（paralegal）、調查員、會計師、電腦工程師、社工員等其他偵查支援人員亦多達七百多人，每年經手的調查、公訴等各類案件達十三萬件，是美國全國最大的單一地檢署辦公室。單是此島的轄區人口就多達一百五十多萬，每日往來通勤人口更高達五百萬以上。此外，因為附近幾個州亦極仰賴曼哈頓島的商業活動，因此，幾乎可以說曼哈頓島是總人口超過三千萬的大都會之中心。由於曼哈頓島是美國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經濟、商業、財務及文化中心，轄內各類型經濟財務犯罪均足以影響全球交易市場，加上轄內來自各國移民甚多，幫派犯罪亦甚頻繁，曼哈頓地檢署之案件質、量均甚重。





� 常有誤解指出美國檢察官不辦偵查案件，僅負責公訴出庭等語。然事實上，多數的美國大都會之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及聯邦檢察官辦公室都有特別偵查部門，有專責的檢察官，早自調查階段之初即參與聯邦調查局、地方警察機構、聯邦緝毒署、聯邦內政部國稅局等執法單位之調查工作，此在偵查公共貪瀆犯罪、經濟及稅務犯罪等白領犯罪（white collar crime）及組織犯罪（organized crime）等偵查範疇內，更是常見。紐約市曼哈頓地檢署更是其中翹楚，其下一般公訴部門（trial division）固然確實是該單位最大的組織，但是為了偵查白領犯罪，亦設有「特別偵查局」（special prosecution bureau），專責公務人員貪污、侵佔、偽造文書、金融犯罪及律師犯業務侵佔罪、財務犯罪等業務之調查及公訴業務，此部門除了有相當多的資深檢察官參與，亦雇有相當數量之調查員、電腦專家、會計師等專業人員參與調查工作。


� 18 U.S.C.A. §597


� 美國制度上，一般習見「檢察官」（prosecutor）一詞，區分為二個層級，地方檢察官（local prosecutor）及聯邦檢察官（federal prosecutor），但是二者彼此間並無上下隸屬關係，前者係依據各州州法組織，承辦違反州法案件，向各州法院（通常審理的第一審法院，反而多稱為supreme court）起訴，即常見的所謂District Attorney（DA）。後者則專辦涉及聯邦法律案件，向聯邦地方法院（federal district court）起訴，但是許多案件同時涉及聯邦法律及州法律，二者間之管轄權如何區分，其情形不一而足，其規定及實務運作甚為複雜。美國全國共有九十四處聯邦檢察官辦公室（US attorney office），其中在各辦公室為首的「美國聯邦檢察官」(chief federal prosecutor，即US attorney)那一人均是經總統提名，國會同意後任命的首長級公務員，比如：紐約州一州即分為幾個聯邦檢察官轄區，並分為紐約東區美國聯邦檢察官、紐約西區美國聯邦檢察官、紐約南區美國聯邦檢察官等。至於此處所提到的聯邦檢察官即指此種固定服務於特定一個區域內之「美國聯邦檢察官」（US attorney）。


� 非指前註中所提到的「美國聯邦檢察官」，而僅係指位於華府司法部內工作之聯邦檢察官（federal prosecutor）。


� 美國最高法院在一九六七年的Katz一案後，宣示未經法院授權的電子監聽（electronic eavesdropping）是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的非法搜索和扣押，見Katz v. U.S. 389 U.S. 347(1967)。


� 至於如果是參與談話之一方當事人的錄音或是經過談話一方當事人同意後所進行的竊聽等情形，雖然最高法院在Katz一案並沒有對此種狀況表示贊同與否的立場，但是因為當時撰寫的大法官White在當時判決的引註裡明確表示同意此種行為（即談話一方自行監錄行為「participant monitoring of conversation」）。所以許多下級法院均已採納此見解，而認為經過談話一方當事人同意的錄音並不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而屬於合法行為。嗣後一九六八年所通過的「犯罪防制與街道安全法」第三章（Title Ⅲ of the 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s Act）中對於電子監聽（electronic surveillance）的規範中亦未將此類行為納入管制。


� 見模範刑法典第二百四十一條（model penal code, §241.1）及美國聯邦法規（18 U.S.C.A. §


1621,1623），


� 18 U.S.C.A §1001


� 這一點確實是我台灣時完全不知道的事，過去依據我們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等妨害司法罪章之「偽證罪」，僅指證人於執行審判職務之法官、執行偵查職務之檢察官前，故意於具結前後，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然而，反觀美國法，一方面固然透過嚴密的憲法保障人民有不自證己罪的義務，亦於接受執法人員訊問時有保持緘默的權利。然而，另一方面，為了確保人民面對聯邦政府執法行為時之正直和真實，更對於沒有經過宣誓或任何具結型式的一般人，課與一個應為真實陳述義務，避免有人於聯邦公務員詢問時，意圖誤導或欺騙（mislead or deceive）聯邦公務員，而故意為虛偽陳述或甚至偽造虛偽文書等情事，這點確實令我極其訝異的。


� The offering, giving, receiving, or soliciting something of value for the purpose of influencing the action of an official in the discharge of his or her public or legal duties.詳見模範刑法典第二百十條（Model Penal Code §210.1.）或18 U.S.C.A.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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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為我國法所稱之「緊急搜索」。


� Livingston，Comprehensive Criminal Procedure，406-413（1st d，2001）





� 但是，如果警員在進入屋內搜索時發現其他不是武器的犯罪證據呢？可否扣押採為證據呢？


美國最高法院就此問題並沒有正面答覆，不過在Warden ,Maryland Penitentiary v. Hayden（1967）一案中，最高法院已經就此提出相當接近的答案。


該案事實是：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警員於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上午因為追躡一個持槍搶劫計程車公司的犯罪嫌疑人，經由計程車公司二名目擊者的密報知悉犯罪嫌疑人係進入一戶民宅，警員於五分鐘後到達屋，該屋之女主人（即為該犯罪嫌疑人之妻子）來應門後，警員隨即進入屋內執行緊急搜索，並順利逮捕到該犯罪嫌疑人及查到二把手槍，而且一位警員還在洗衣機內查到一件衣服及一頂棒球帽，而這件衣服及棒球帽正巧是目擊者指認該犯罪嫌疑人（嗣後即成為被告）搶劫時所穿的深色夾克及帽子的式樣，於是警員便查扣此件衣服及棒球帽作為指控被告之證據，該案被告遭到地方法院判決有罪。


被告隨即在上訴法院主張：「警員執行緊急搜索時所扣得之衣服及帽子並非武器，只是『單純的犯罪證據』（【mere evidence】），應該不在緊急搜索得以搜索之範圍之內云云」。上訴法院雖然還是維持本案警員採取緊急搜索的合法性，但是卻主張所查扣的衣服等物「只具有證據價值」（【evidential value only】），所以是非法扣押，應該自證據中排除等語。


最高法院稍後撤銷上訴法院之判決，改判駁回被告主張，認為過去長期以「單純證據」為限制的觀念已經困擾法院許久，而事實上此種限制並沒有提出任何對人身自由有意義的保護，況且根本沒有任何具有可行性的理由可以將扣押單純證據所為之侵害，和扣押犯罪所得、犯罪工具或違禁物等物所為之侵害區分開來。因此，法院認為該件衣服及棒球帽得以採為證據（“there is no viable reason to distinguish intrusions to secure mere evidence from intrusions to secure fruits, instrumentalities, or contraband”），詳見Warden ,Maryland Penitentiary v. Hayden, 387 U.S.294（1967）。


� ＂…The fourth Amendment does not require police officers to delay in the course of an investigation if to do so would gravely endanger their lives or the lives of others. Speed here was essential, and only a through search of the house for persons and weapons could have insured that Hayden was the only man present and that the police had control of all weapons which could be used against them or to affect an escape.」＂，詳見Warden ,Maryland Penitentiary v. Hayden, 387 U.S.294（1967）.


� ＂…the smell of marijuana smoke justified dispensing with a warrant. The odor indicated that evidence of a crime , that is, possession of marijuana, wa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burned and thereby destroyed.＂，詳見Mendez v. Colorado, 986 P.2d 285（Colo,1999）。


� 詳見United States v. Dickerson, 195 F.3d 1183 (10th Cir. 1999 )。


� …one possible concern in “community caretaking” cases is that police might pretend to be seeking to help victims in order to establish exigency or even exempt themselves from the probable cause requirement…，Livingston，supra note 2，at 412。





� 事實上，檢方甚至找到當時辛浦森太太在紐約某家有名百貨公司購買的原始收據及該製造商當年度製造的所有數量，因為該手套係出自名牌廠商，價格不斐，加上尺寸甚大，所以生產量極少，總共只有一百多雙，參佐辛浦森人高馬大、手掌不小，又是極富有之人，這樣一支血手套竟然和犯罪現場遺留之手套相吻合，想必是極容易推論辛浦森的犯行，但在法院審理時，辯方律師要求辛浦森試戴該支手套，沒想到該手套似乎太小，辛浦森竟然戴不上去，當場在全國電視轉播時留下辛浦森無法戴上手套的經典一幕。縱然事後檢方傳訊專家證人欲證明因為經過相當時日，加上證據保存時的濕度等科學因素，該手套係正常縮小等等，無奈自結果論斷，顯然那一幕已經扭轉陪審員對辛浦森的負面印象。


� 轉引自Scott Turow，Policing the police：the D.A.’s Job，in Postmortem：O.J.Simpson Case，189（Jeffrey Abramson ed，1996），see supra note 2，at 412。





� ＂Credibility＂ 譯作「可信價值」（證據價值），通常指證人證詞的價值或可信賴程度，相對的觀念則是＂competency＂即「證據能力」，指證人是否有在法庭上作證之適格，其區別與我國法上「證據能力」和「證據價值」之區分相同。


�詳見Steven L. Emanuel &Steven Knoweles，Criminal Procedure，86（18th d，1997）。


� 編按：本案非以檢察官起訴（information）方式起訴，而係由檢察官向聯邦大陪審團聲請後，經由聯邦地方法院之大陪審團起訴（indictment）。


� State v. Pyle, 532 P.2d 1309 (Kan.1975)


� People v. Anderson, 447  P.2d 942 (Cal.1968).


� … a first degree conviction normally would require either (1)extremely strong evidence of planning, or else (2) some evidence of motive(tending to show deliberation rather than sudden decision to kill) plus some evidence of either planning or carefully thought-out manner of killing.


� 該案被告遭到判處終身監禁（即無形徒刑，至死為止），該案係一部上訴駁回（故意謀殺罪部分成立確定），一部發回更審（擄人勒贖罪部分撤銷原判，發回更審），見State v. Smith, 669 N.W.2d 19 (Minn., 2003), Sept. 25, 2003.


� State v. Smith ,588 S.E.2d 453(N.C.,2003),Dec. 5, 2003.


� Circumstances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in determining if a murder was premeditated include: (1) lack of sufficient provocation by the victim;(2) defendant's conduct before and after the killing, including attempts to cover up involvement in the crime; and (3) evidence of the brutality of the crime, and the dealing of lethal blows after the victim has been rendered helpless.


� State v. Sokolowski, 522 S.E.2d 65(N.C.,1999)。原文為：「Defendant's unseemly conduct toward the victim's corpse and concealment of her dead body were relevant as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of premeditation and deliberation in prosecution for first-degree murder.」


� Schexnider v. State, 943 S.W.2d 194（Tex. App.Beaumont ,1997）


�  Extraneous offense evidence of dismemberment of victim's corpse was relevant to intent and was sufficiently interwoven with indicted �offense to be admissible in capital murder prosecution. jury could �rationally infer that defendant dismembered victim's body and concealed �part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to conceal his crime





�他會說流利的普通話，比如說：演講中就會常聽到他的換句話說，竟是引用一句中國成語來比喻某些情況。而且，他與台灣的淵源似乎亦深，會後我上前自我介紹我是來自台灣高雄的檢察官，他頗為訝異，因為演講中他有提到上個月他到台灣參訪時，曾經要求看警局拘留室遭婉拒，又曾到高雄法院參觀開庭等情。我還開玩笑地跟他說：「下次你到高雄來，我隨時都可以帶你去看拘留室喔！」他聽了當場哈哈大笑！他還主動提到他曾經在早年江南命案時委任謝長廷當他的辯護律師，又馬英九是他在哈佛大學時所教過的學生等語。


� 原文為＂stinking intellectuals＂，應係指「知識分子」是最壞的黑五類之類的用語。


� 中國刑事訴訟法（Criminal Procedure Law）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第一次頒布，嗣後於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七日修定公佈，略稱「CPL」，以下簡稱「刑訴」。


� 參見刑訴第九十六條。


� 按中國目前尚無判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或公安部會頒定一些有關法律適用上爭議的要點，其效力形同法律，是無可置疑的。參見最高人民法院、檢察院、公安部等單位共同在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九日頒布的「有關刑事訴訟法執行上幾個爭議的規定」（provisions concerning several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第十條規定。


� 事實上，在修法之前，按一九七九年所制定的刑訴規定，法院、檢察官或警察在羈押被告之後是根本沒有通知被告家人的義務。不過，稍後在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制定的勞改法（implementation regulations of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Concerning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中倒是有規定要通知家屬，參見勞改法第十二條。


� 中國律師法（the lawyer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頒布。


� The rules of Beijing Municipal Justice Department on Reporting Major Legal Matters by Beijing Law Office。


� 美國刑事調查的實務上，雖然檢察官有義務證明自白的任意性，但是偵訊嫌犯實的錄影或錄音並不是法律所強制要求的。


�當時他語氣上揚地說到此句，我人在現場聽到這一句，不禁全身熱血沸騰，真是差點當場流下感動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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